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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小传


《未名讲坛》序

汤一介[1]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1883—1969）曾经提出“轴心时代”的观念。他认为，在公元前五百年左右，在古希腊、印度、中国和以色列等地几乎同时出现了伟大的思想家，他们都对人类关切的根本问题提出了独到的看法。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老子、孔子，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传统。这些文化传统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人类文化的主要精神财富。“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14页）例如，欧洲的文艺复兴就是把目光投向其文化的源头古希腊，使欧洲的文明重新燃起新的光辉，而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中国的宋明理学（新儒学）在印度佛教的冲击后，再次回归孔孟，而把中国哲学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的思想家们就是这样一代一代相传地推动着人类的历史文化的发展。我想，上述雅斯贝尔斯关于“轴心时代”的观念，可以对编这套《未名讲坛》有一点重要启示，这就是人类必须不断回顾自己的历史，重温自己的文化传统。人类的历史是由人自身创造的，这中间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大思想大师无疑是起着巨大的作用。如果我们能用准确而生动的语言写出这些大师启迪人的思想，应该能实现这套书《未名讲坛》所希望的“让大师走进大众，让大众了解大师”的宗旨。

司马迁说：“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者，未必尽同。”我们生活在今天，有志向实现自古以来人类的理想，重温自古以来的人们走过的历史历程，以此作为我们的借鉴，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历史是一面镜子”，虽然世移事迁，现在和过去不一定都一样，但总可以从古来的大师们的智慧中得到教诲。自古以来可以称得上“大师”的应该是：既能以他的深邃的思想引导人，又能以他的人格魅力吸引人，他们是真、善、美的化身。但是，看看今天我们的社会，不能不承认确实存在着不少问题，也许最为使人们担心的是，由于物欲的驱动，让许多人失去了理想，丢掉了做人的道理，这样下去将是十分危险的。“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套《未名讲坛》对我们将能起着以“大师”为榜样，在各自的岗位上，不断丰富自己的知识，提高自己的理论思维能力，加强自己的道德修养，为人类社会的福祉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

汤一介

2005年8月8日

【注释】


[1]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文化书院创院院长，北京大学哲学系文化研究所名誉所长。


自　　序

1999年笔者应北京大学之邀，前往北大讲授“康德法权及国家哲学导论”，听讲学生多为来自哲学、法律及政治系之研究生。本书《康德四论》即为在北大授课期间逐次整理出来的四篇康德哲学论文，其中第一篇《康德批判哲学的启蒙意义》已发表在1999年7月号的《哲学研究》上，第四篇《康德的国家哲学》则以《永久和平与外在自由——康德国家哲学要义》之名刊载在1999年11月与12月的《鹅湖》（台湾）上。

1988年笔者在政务倥偬之际，得以有三个月的时间前往德国波恩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将1985年的原博士论文略予删改，终能于1990年在德国正式出版《Kants Lehre vom Menschenrecht und von den staatsbuergerlichen Grundrechten》（《康德的人权与基本公民权学说》）一书。该书的出版承蒙“阿登纳基金会”（Adenauer Stiftung）的资助，出版后基金会负责人认为该书对统一后德国东部地区的民主重建与“社会法治国家”（sozialer Rechtsstaat）的建设大有助益，因此率先采购四百册分赠德国东部地区各大学及研究机构，其隆情高谊，令人感佩。尔后，奥地利学者卡瓦拉（Georg Cavallar）也在“维也纳促进学术研究基金会”的资助下，针对拙作撰述书评，并刊载于全球最具权威之哲学专业杂志《康德研究季刊》（1992年第二季）。该书评高度评价拙作对康德法权哲学研究之贡献，并将该书列为研究康德法权哲学四本必备著作之一（详见本书附录）。

此外，1996年英文剑桥版之《哲学史名著译丛》（Cambridge，Texts in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出版康德法权哲学主要著作《道德形而上学》之英译本，由玛丽·葛雷格教授（Prof．Mary Gregor）编译。在该书的导论中，拙作与耶宾浩斯（Julius Ebbinghaus）的作品被推崇为研究康德法权哲学“特别有益”（especially helpful）的欧洲著作。

笔者自1985年秋返台，随即投入台湾的政治改革运动：一方面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另一方面则坚持中国统一，反对“台独”。其中的执著很难说没受到康德哲学的影响。自从1987年进入立法院担任立委之后，先是为了推动“国会”全面改选，后是为了反对“台独”，历经政治风暴，不免荒废所学。还好，在1988年犹能腾空三个月前往母校做博士后研究，才有了《康德的人权与基本公民权学说》的问世。1994年在欧洲举行“法治国家与人权”（Rechtsstaat und Menschenrecht）研讨会时，邀集全球在这个领域拔尖的25位学者与会，笔者正因为《康德的人权与基本公民权学说》而有幸成为惟一获邀的黄种人。1999年1月底笔者卸下立委职务后，才有机会前往北大讲授康德，并趁机将授课内容整理为一本比较系统且全面介绍康德法权哲学的著作，总算不负所学。

其实，康德哲学在中国流传也有近百年的历史，梁启超早在1903年即发表《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学说》。其后，张君劢留学日本期间，受到梁启超的资助与鼓励，先是留意当代欧洲社会主义思潮，后则负笈德国，攻读康德。欧战之后，梁启超赴欧考察，即由张君劢陪同，《欧游心影录》一书就留有张君劢的身影。1923年张君劢所引发的“科玄论战”，正是他受到康德批判哲学的影响，对“五四”以来流行的科学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以及放任的自由主义所做的批判。

牟宗三早年担任张君劢的秘书，他对西方哲学的理解当得益于张君劢的启迪。康德哲学近二三十年在台湾成为显学，与牟宗三的大力倡导不无关联。牟宗三虽不谙德文，却能独力将三大批判自英译本再转译为中文，这种毅力不得不叫人佩服。而牟门弟子大多出身中文系，无法直接阅读康德原典，只能经由牟宗三的译本来研究康德，不可不谓为一大缺憾。然牟宗三极力推崇《纯粹理性批判》（1781），《实践理性批判》（1788）与《判断力批判》（1790），甚至有将这三大批判绝对化的态势，这种治学精神似与批判哲学有所出入。康德哲学贵在批判，而非树立权威；贵在提倡新方法，而非提出新主张。新儒家长年希冀“内圣而外王”，殊不知在三大批判之中永远开不出“外王”之道。

三大批判诚然是康德批判哲学最具代表性的著作，康德的批判哲学、先验哲学就是借着三大批判建立起来的。但康德的哲学体系一般区分为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后者又区分为伦理学与法权哲学。而法权哲学又区分为自然状态与国家状态的法权哲学，前者称为自然法学，后者称为国家哲学。有关“外王”的学说，即集中于法权哲学。而康德有关法权哲学的主要著作几乎都出版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之后，尤其是在1793年元月法王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之后。康德有关国家正当性的依据以及“革命权”的讨论都是围绕着法国大革命而来。康德法权哲学的专著《道德形而上学》上卷——《法学的形而上学原理》——即出版于1797年，这也是康德生前除了三大批判外最重要的著作。

本书第一篇即综论康德哲学，第二篇论述康德实践哲学，第三篇为康德的自然法学，第四篇为康德的国家哲学。第一、二两篇为第三、四两篇的基础，后两篇则是到目前为止在中文世界有关康德“外王”之道较为系统与完整的论述。此外，在附录中收入何兆武先生为本书所写的跋——《批判的哲学与哲学的批判》，简要地回顾近百年来康德研究在中国的发展。


第一讲　康德批判哲学的启蒙意义

重建文化主体意识

思想再启蒙运动

懒惰与怯懦是一切愚蠢与蒙昧的根源

经由批判审理独断论与怀疑论的争议

思辨理性不能超越经验的界限

思维方式的革命

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

思辨理性逾越经验的界限即产生二律背反

实践理性必须超越经验的界限

康德哲学代表西方哲学的主流

康德哲学是中西哲学会通的桥梁

所有人都同样地自由、平等

康德对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批判

康德的理性自由主义不同于放任自由主义

革命值得同情，但不值得鼓励

以和平改革代替暴力革命

康德是法治国家的理论先驱

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转折点。热血澎湃的知识青年基于救亡图存的悲愿，高喊“科学”与“民主”的口号，希望在中国推动一场全面的思想启蒙运动。然而，这种朴素的启蒙理想在内忧外患纷至沓来的危急情境下，并没有舒缓从容操作的空间。救亡的急切往往使得“五四”人物在理性思辨上只重视其效用，而忽略其本义。尤其在“全盘西化”、“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下，激情的冲动取代了理性的思考，“五四”终于成为一场“未完成的启蒙运动”。今年正值“五四”八十周年，笔者期盼出现一个理性的转折。在改革开放二十年后的今天，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等提法成为新一波的潮流之际，我们面对西方文明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理应重新评估，对于科学与民主的内涵也应该深入理解，亦即以更大的自信来赓续那场“未完成的启蒙运动”。

1990年，台湾大学学生会举办“五四”纪念会，笔者应邀就“文化主体意识的重建”发表专题讲演，对“五四”以来普遍存在于我国当代精英阶层的文化意识，提出纲领性的批判。近百年来，我国精英阶层的文化意识一直徘徊在“西化”与“虚无”之间。一方面将西方（欧美或苏联）过度美化与理想化，仿佛西方即是我们未来的理想；另一方面则与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割裂，茫然无根，文化主体意识荡然无存。去年的“五四”正逢北京大学一百周年校庆，笔者撰写《民主、科学与爱国主义的当代意义——从“五四”看台湾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一文，再度强调“重建文化主体意识”的重要性，并就“五四”的口号——“科学”、“民主”的内涵详加探讨，赋予当代的、现实的意义。今年又逢“五四”八十周年，笔者想再次呼吁每一位关心中国现代化的知识分子，以“重建文化主体意识”为基础，推动一场“思想再启蒙运动”，把“五四”未完成的事业继续下去！

重建文化主体意识

所谓“文化主体意识”是指一个民族自觉到其所拥有的历史传统为其所独有的，并对此历史传统不断做有意识的省察，优越之处则发扬光大，不足之处则奋力加强，缺失之处则力求改进。也就是对自己的民族文化重新予以认识，从而接受传统、承认传统为我们所自有、独有和固有，进而批判传统、超越传统，从而创新传统。惟有确立文化主体意识，立大根大本于传统，才有真正的文化自由创造可言。缺乏文化主体意识，脱离了传统，任何创造的发生都只是偶然，稍纵即逝。其实，吾人可以借由个人人格自由发展的意义来了解民族文化自由创造的真谛。因为民族作为一个文化创造的整体，其文化的自由创造即相当于个人人格的自由发展。对个人而言，“自由”可以从时间的三个向度（即过去、现在与未来）来理解。“过去”若从时间序列来看，是已被决定的；但若从个人实践自由的角度来看，“过去”则应理解为“已实践的自由”，“现在”是“正在实践中的自由”，“未来”则是“尚待实践的自由”。惟有站在对“过去”负责的基础上，人格的自由发展才有可能。一个不对自己的“过去”负责的人，无异于否认“过去”是自己“已实践的自由”。一个对“过去”不能（或不愿）负责的人，我们又怎能期待他独立自主地对“现在”做出决定，对“未来”做出承诺？人格的自由发展必然是奠基于对道德主体本身的“过去”的不断反省、检讨、批判和重新评价之上。从自己的“过去”自我学习，吸取教训，这种“过去”才是鲜活的、有新意的，也才能不断影响现在的决定和对未来的规划。对整个民族而言，“过去”即是该民族的传统文化。一个民族的文化自由创造也必然是奠基于对自身传统文化的不断反省、检讨、批判和重新评价之上。易言之，我们不仅仅是传统文化的承袭者，我们更肩负着检讨、批判、创新文化的责任；我们不只是被动地、无意识地承受传统文化的“客体”，我们更是重新评价传统文化，进而创新传统文化的“主体”。如此的传统才是活的传统，如此对“过去”负责的文化创造，才是真正的文化自由创造。而这一切都得从唤醒全民族有意识地接受、有意识地承认我们传统文化之为我们所自有、独有和固有做起。

一个具有文化主体意识的民族，面临问题时知道如何衡量客观的条件和主观的能力，知道审时度势，深入大环境，而后将问题加以解决。近百年来，特别是“五四”以来，我们的文化主体意识淡薄了，因为轻视传统，甚且否定传统，对传统失去了回顾与反省的能力，以致面临问题时，不知何去何从，遑遑如丧家之犬。直到改革开放以来，在振兴中华的号召下，随着经济上创造出傲人的成绩，民族的自信心与自尊心才逐渐恢复。其实，追求现代化不能脱离传统，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彻底否定自己的文化传统而能完成现代化。由此可见，文化主体意识的重建，不仅决定了改革开放事业的成败，更决定了中国全方位现代化的目标能否达成。今天要在中国推动一场“思想再启蒙运动”，就必须以“重建文化主体意识”为基础。一旦具有文化主体意识，我们就能够以一独立自主的文化系统，与西方文明展开平等而积极的互动与对话。对于古代和近代以来的传统，我们既不轻忽，也不夸大；对于西方，我们既不盲从，也不漠视。一切都是透过具体的了解和理性的分析，如实地评估西方的各种思想与制度，进而有方向、有步骤、有重点地吸纳，而非囫囵吞枣、人云亦云地跟进。而康德的批判哲学就是处于“思想再启蒙运动”中，是我们必须重点吸纳的对象。要了解现代西方文明，不能不研究康德哲学，因为康德哲学是近现代西方哲学的主流。此外，要了解科学与民主的真谛，也不能不研究康德哲学，因为正是经过康德哲学的淬炼，科学与民主才获得了更深刻的理论内涵与更精致的表现形式。易言之，如果想要完成一场成功的“思想再启蒙运动”，康德哲学可以引领我们避开许多误区、陷阱，不让我们重犯历史的错误，以最有效的方式直达启蒙的目标。

思想再启蒙运动

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是西方最杰出的哲学家之一，他的思想对近现代哲学的影响最大。康德所处的时代正是启蒙运动时代，他的哲学标志着启蒙运动理智上成就的高峰。启蒙运动针对当时天主教会的教条主义与封建王权的专制主义给予了强有力的抨击，是欧陆文化史上最活跃、最具冲击力的知识分子的自觉运动。他们先是摒弃了传统的束缚，在各个学术领域里运用新的研究方法，获得前所未有的成就。继而进一步对当时的社会、文化进行全面的反省与批判，从而影响及扭转了整个历史发展的轨迹，欧洲就是经由启蒙运动而进入近现代社会的。康德不仅是欧陆启蒙运动的健将，更改造并提升了整个启蒙运动的水平。《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一书的作者卡尔·波普（Karl R．Popper）在康德逝世150周年时发表纪念专文：《作为启蒙运动哲学家的康德》，将康德定位为启蒙运动的导师。

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期里，极“左”思潮把马克思主义奉为最后的真理与绝对的权威。其实，世界上没有最后的真理，也不存在绝对的权威。将马克思主义绝对化，使其成为教条主义，本身就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幸而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推动改革开放的主政者一再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独立思考，希望中国能尽快脱离极“左”教条主义的束缚。其实，中国是由“半封建、半殖民社会”，在革命成功后而进入“新民主主义”阶段的。在这个阶段，资本主义尽管得到发展，但时间不长，就直接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然而，近现代社会的特质（尤其是人格特质）大多是在“资本主义社会”时期萌芽、茁壮的。不可否认，要完成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就得正视这个事实，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而其前提则是独立思考。在哲学史上，提倡独立思考最有力的、对近现代社会特质的形成影响最大的，恐非康德莫属。为了加速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单单由上而下提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不够的，我们更需要知识分子基于自觉，推动一场由下而上的启蒙运动，使独立思考内化到每个知识分子，甚至每个国民之中，让大家从盲从、守旧之中解放出来，从这个角度来看，改革开放的中国无疑亟须加强对康德哲学的研究。

“独立思考”（Selbstdenken）是康德启蒙思想的核心概念。1784年康德发表《答复这个问题：何谓启蒙运动？》一文，其中将启蒙界定为“人要从归咎于自己的未成年状态中走出来”。所谓“未成年状态”是指若无第三者从旁指导，就无法运用自己理性的状态。至于哪一种未成年状态该“归咎于自己”，康德说，并不是由于心智尚未成熟，而是因为缺乏决心与勇气，致不敢独立运用自己的理性。启蒙就是鼓励每个人勇于运用自己的理性，而且是公开地运用自己的理性到任何可以公开评论的事务上。只有当每个人把自己内心对公共事务的见解公开讲出来、写出来，别人才有机会针对他的见解提出评论，他也才有机会针对别人对他的见解的评论，再予以评论，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公开讨论问题的情境。如此一来，社会就能逐渐从封闭走向开放。一个开放的社会，就是讲理的社会，是非对错取决于公理，而不再取决于权势、甚或暴力。

懒惰与怯懦是一切愚蠢与蒙昧的根源

诚如大文豪席勒（F．Schiller）为启蒙运动定下“勇于认识”（Sapere aude）的标语，启蒙的宗旨就是鼓励每个人要勇于运用自己的理性，勇于独立思考，以扬弃错误与偏见，进而追求全人类理性的解放。康德指出启蒙最大的敌人就是懒惰和怯懦。大多数的人好逸恶劳，惰性深重，老是期待着凡事有人代劳。习以为常之后，就对走出这种状态显得百般不愿。这种懒惰与怯懦是一切愚蠢与蒙昧的根源，凡事希冀由别人代为思考、代为决定的心态，就是家长式政权的温床。

康德说：“一个建立在对人民——就好比父亲对子女般——关爱的原则上的政府，称为家长式政权。这种政府视臣民如同未成年子女一般。由于未成年子女尚无法辨别何者对他们有益，何者对他们有害，因此臣民就被迫相信统治者的善意，依照统治者所做的判断，来决定其追求幸福的方式。这种家长式政权乃是吾人所可能想像得到最专制的政府。因为，这么一来，臣民的所有自由被剥夺得一干二净，他们也因此丧失了一切权利。”（引自《论俗语：这在理论上可能是对的，但在实践上却不适用》）这段引文何其感人，何其熟悉。感人的是康德的洞察力是如此地敏锐，直戳家长式政权伪善的外表，要不是他对人性尊严、人的自由与权利有一份超乎常人的执著，何能致此？熟悉的是他所批评的家长式政权不也同样精确地在中国重演着吗？在帝制时代就不用谈了，民国肇建以来，在朝主政者仍不乏以“大家长”自居的，不懂得尊重人民群众，不愿让人民群众启蒙，更别谈向人民群众学习了。他们老是喜欢搞愚民政策，将人民群众视为“未成年子女”，对人民群众颐指气使。这种现象固然主政者难辞其咎，但更重要的毋宁是，人民群众的蒙昧无知也纵容、加深了主政者的恣意妄为。要根除这种专制主义，只能从唤醒人民群众自觉地当自己的主人翁做起。不能再懒惰，将一切烦忧委诸他人，不能再怯懦，只想安于现状之中，要勇于面对挑战，乐于改变现状，这就是启蒙运动的真谛。但这一切得从独立思考做起，不能再由他人代为思考、代为规划、代为决定，凡事要自己来思考、自己来规划、自己来决定，其结果当然也是由自己来负责。

欧洲正是借着启蒙运动，将个人的图像由卑屈怯懦转为独立自主，而迈向近现代社会的。中国长期处于封建专制统治之下，个性自由辄遭压抑。中国要成为现代化国家，就得先培养有独立精神的国民。易言之，中国也亟须一场“思想再启蒙运动”，让每个人从归咎于自己的未成年状态中走出来，让每个人勇于独立思考，勇于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性。而作为启蒙运动哲学高峰的康德哲学大可作为我们宝贵的借鉴。

所谓独立思考，就是要求人要自觉地运用自己的理性，对任何以往和现存的流行看法、主流价值或宗教信仰绝不人云亦云地信以为真，而是要追问这些看法、价值、信仰之所以存立的依据，合理的予以保留，显然不合理的则予以舍弃，尚难判别其合理与否的则继续探讨。当然每个人由于学养、阅历的不同，其独立思考能力也有优劣之别，正因为如此，启蒙才会更进一步要求人要公开地运用理性。因为如果仅只停留在独立思考的阶段，人仍然很容易成为偏见或成见的奴隶，务必要把自己独立思考的产物公开发表出来，才有机会接受他人的评论，从而降低其看法的片面性与局限性。在一个公开讨论问题的情境下，各种偏见、误解、假知识将随着讨论空间的扩大（扩大到全国，甚至到全球）与讨论时间的持续（持续到与全人类历史同为悠久）而消逝，从而在理念上最终获得全人类理性彻底的解放。这就是康德从理论上大大提高了启蒙运动水平的地方，从要求每个人独立思考，鼓励每个人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性，到追求全人类理性的真正解放。

经由批判审理独断论与怀疑论的争议

康德对启蒙运动之所以能予以改造并提升其水平，基本上得归功于他所发展出来的“先验哲学”（Transzendentalphilosophie）或“批判哲学”（kritische Philosophie）。当时大多数启蒙运动的领袖们都犯了盲目乐观主义的错误，以为理性无所不能，以为人类社会将随着启蒙运动的推展而永续进步。康德则于1781年发表其不朽名著《纯粹理性批判》，针对理性本身的认识能力展开严谨的审查。

人类的理性，就其本质而言，要被迫面对一系列问题的挑战。理性必须就吾人所观察或经验到的居多，依据普遍法则，予以理解为一相关的整体，而非一团混乱。自然科学就是在探讨自然现象的因果法则。形而上学则要求追根究底，要深入现象的背后，亦即要探讨那些不再受其他原则制约的最后原则，或是在一系列因果关系中不再要求其他原因的第一因。经验的最终基础似乎不能在经验自身之中找到，现象的终极解释似乎也不能在现象界之中寻获，因此，探讨第一因或最后原则的学问才叫做形而上学（Metaphysik），意即在形而下学（Physik）之后（meta）。形而下学就是指探讨自然现象的物理学。但正因为意图在经验之外去寻求知识，理性才无可避免地掉入假象与矛盾的深渊之中。在形而上学的论证中，一方面有充足的理由支持“世界有一个开端”的主张，但另一方面也同样有充足的理由支持完全相反的主张。到底哪一种主张才是正确，困惑着理性。由于这些主张乃是构成经验之所以有效的理论基础，因此不可能再用经验来检验其真假对错。这些主张并非来自经验，而是源自理性本身，是独立于经验之外的纯粹理性的产物，这使得形而上学成为各说各话、永无休止争论的战场。

争论中的一方是理性主义的形而上学，其代表人物是笛卡儿、斯宾诺莎、莱布尼茨、沃尔夫等人。他们认为经验固然是知识的来源，但却深信只有经由纯粹思维（blosses Denken）或纯粹理性（reine Vernunft）才能获得与经验有关的知识。康德称这种论点为“独断论”，因为未经理性批判，他们就将灵魂不朽等基本假定强加于吾人身上。另一方面则是经验主义的形而上学，其代表人物是洛克与休谟。洛克抨击笛卡尔的“天赋理念”学说，主张所有的知识最后都得还原到内在或外在经验，反对知识有严格独立于经验之外的基础。康德称这种论点为“怀疑论”，因为它将损坏一切客观知识的根基。

紧随着独断论与怀疑论，康德宣称形而上学的第三个步骤就是批判论。早先康德接受莱布尼茨、沃尔夫等人独断论的立场，是休谟的怀疑论才将康德从“独断论的迷梦”（den dogmatischen Schlummer）中惊醒过来。此后，康德从另一个全新的方向来探讨客观知识的依据，从而发展出批判哲学。批判（Kritik）一词是康德率先赋予哲学的意义。康德说：“我们所处的时代原本就是一个批判的时代，凡事必须服从批判的时代。惟有经由批判，吾人才不致为假知识（Scheinwissen）所延误。”“批判”的原意是“书评”，但在《纯粹理性批判》一书所建立的批判哲学中的“批判”则意味着理性对其自身认识能力的严格审查。因为独断论与怀疑论在形而上学的战场上喋喋争论不休，莫衷一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批判的目的并不在于扩充知识，而在于检证知识。因此有必要设立法庭，受理独断论与怀疑论的争议，让两造不必再像从前一样，处在野蛮的自然状态中，靠战争（Krieg）来决定胜负。在法庭上由理性本身担任法官，严格依照诉讼程序（Prozess）审理两造的争议。一方面确保理性正当的主张，另一方面对于理性没有根据的无理诉求，则依法严予驳斥，这就是批判。经由批判，形而上学作为由纯粹概念组成的纯粹理性知识（Metaphysik als reine Vernunfterkenntnis aus blossen Begriffen）才能成为严谨的学问。

思辨理性不能超越经验的界限

康德指出批判的意义，起先是消极的：思辨理性不能超越经验的界限；其次则是积极的：实践理性必须超越经验的界限。

所谓思辨理性，亦即理论理性，是人类高级的认识能力。康德将认识能力区分为感性（Sinnlichkeit）、知性（Verstand）与理性（Vernunft）。在康德以前，理性主义认为感性只不过是一种潜在的知性；反之，经验主义认为知性仅仅是被完善了的感性。康德则主张，感性与知性同为人类主要的认识能力。感性是对对象直观的能力，是被动的感受性（Rezeptivitaet）。知性是规则的能力（Vermoegen der Regeln），可以将感性所直观到的对象统一连结起来，纳入法则之下，成为概念、判断或原则。因此，知性是主动的自发性（Spontaneitaet）。康德认为，感性与知性“也许来自一个共同、但尚未为吾人所知悉的根源。经由感性，对象被给予；经由知性，对象被思维”。而理性，就其广义而言，包括知性与狭义的理性。广义的理性又称为高级的认识能力，是先天知识的能力（Vermoegen apriorischer Erkenntnis）。狭义的理性与知性不同，是最高级的认识能力，它将已被知性处理过的概念、判断或原则纳入思维的最高统一。因此，狭义的理性是原理的能力（Vermoegen der Prinzipien），它是将知性的规则统一于原理之下的能力。狭义的理性作为思辨理性，因不直接涉及对象或经验，而只涉及知性，因此在知识的形成上不能提供任何建构性的原理（konstitutive Prinzipien），而只能提供规范性的原理（regulative Prinzipien）。假使吾人将思辨理性做“超验”（transzendent）的运用，亦即超乎经验的运用，在形而上学的战场上将充斥着假知识之间毫无章法的混战。

思维方式的革命

康德将理性批判所带来的成果称为“哥白尼革命”（koperni-kanische Revolution）。对康德而言，哥白尼提出地动说的意义并不在于他推翻了传统的天文学理论，而在于他颠覆了常识性的观点，揭露“太阳绕着地球旋转”是个假象（Schein），从而指出真理存在于一个新的、不再是常识性的观点。同样地，纯粹理性批判不只是驳斥独断论与怀疑论的缺失而已，它还提供了一个全新的主体与客体的关系：知识不再由对象所决定，而是对象由我们的认识能力所决定。这种主客关系由常识性的观点来看，毋宁是荒谬的。因为每当吾人提及“客观”知识（objektive Erkenntnis）时，似乎意味着“客体”（Objekt）是独立于主体（Subjekt）之外而存在着。康德借着理性批判所推动的“思维方式的革命”要求人类的理性要从常识性的成见中解放出来。客观知识的两个认识特征——必然性与普遍性——并非源自客体，而是来自“认知主体”（das erkennende Subjekt）。如果没有经过认识能力的处理，客体将无异于混乱的居多而已。客体只有在被认知主体感受后，经由知性将其转化为概念、判断或原则，最后再由理性将其纳入思维的最高统一，亦即使各种概念、判断、原则皆不互相矛盾，如此经验才成为可能，才有所谓的“客观”知识。康德就是采用批判的方法，揭露经验之所以可能的先天条件，而这些先天条件在逻辑上（而不是在时间上）先于经验，却又决定了经验，因此也称为“先验”（transzendental）。经由先验哲学，探寻客观知识之所以可能的先天条件，科学的客观性才能获得确保。

其实，康德本身也是一位熟悉牛顿物理学和天体力学的学者。他在1755年的著作《自然通史和天体理论》中，运用牛顿力学原理，提出星云学说，这个学说在1796年被拉普拉斯（Laplace，1749—1827）重新提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因此又被称为“康德——拉普拉斯学说”。直到晚年，康德仍不减对科学的热爱，继续讲授关于自然科学与人类学的课程。在康德以前，独断论认为科学万能，认为经由科学，我们能认识世界的全部与本质，包括“意志自由”、“上帝存在”与“灵魂不朽”。反之，怀疑论不但否定人类对意志自由、上帝存在与灵魂不朽的认识可能性，甚至怀疑数学、自然科学等知识的客观有效性。康德则致力于探讨科学作为一门客观有效的学问如何可能，吾人固然不应对科学的能力估计过高，但也不应估得太低；哲学永远应当是科学的维护者和导师。

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

《纯粹理性批判》就是在探讨普遍且必然有效的客观知识如何可能的问题，亦即“先天综合判断”（synthetisches Urteil a priori）如何可能的问题。康德首先区别两种类型的判断：“分析判断”（analytisches Urteil）与“综合判断”（synthetisches Urteil）。前者是指宾词（Praedikat）所蕴含的意义已包含在主词（Subjekt）的概念中，后者则指宾词所蕴含的意义并未包含在主词的概念中。在分析判断里，宾词只不过是对主词概念的阐释，实际上并未增加知识的内容，且只要分析主词的概念，即可得出宾词，所以它的成立无须借助经验，因此必然是先天的（a priori）判断。反之，在综合判断里，宾词扩大了主词的概念，扩展了知识的内容，由于宾词的意义并未包含在主词的概念之中，因此需要一个中介要素将宾词与主词连结起来，传统上认为这个中介要素就是后天的（a posteriori）经验。换言之，先天分析判断和后天综合判断的成立都不成问题。

但是，先天分析判断不能带来任何新的知识，只能将既有的知识阐述得更清楚明白。后天综合判断也无法提供任何客观知识。因为客观知识的两个认识特征——普遍性与必然性（亦即不只是对某一时某一地的我有效而已，而是对任何时任何地的任何人都有效）——无法从经验中获得。客观知识固然必须是综合的，只有综合判断才能增加知识的内容；然而客观知识也必须是先天的，只有先天判断才具有普遍性与必然性。因此，客观知识必然是先天综合判断。然而，先天综合判断是否可能？康德认为，先天综合判断当然存在，数学与自然科学的基本原理就是先天综合判断，例如“两点间最短距离为一直线”、“三角形的任意两边和大于第三边”及牛顿三大运动定律都是先天综合判断。所以，康德不问先天综合判断“是否”可能，而只问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如果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就无法为客观知识的成立取得理性上的根据，也就无法抵挡来自怀疑论的攻击。易言之，探讨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就是《纯粹理性批判》的主要课题。这个主要课题可再分为三个问题，即数学如何可能，自然科学如何可能，作为学问的形而上学（Metaphysik alsWissenschaft）如何可能。由此得出《纯粹理性批判》原理论的三编——先验感性论、先验分析论及先验辩证论，分别是对感性、知性及理性等认识能力的探讨。

在先验感性论中，康德指出，空间和时间是两种先天的感性形式。空间使外在感觉系统化，时间则使内在感觉系统化。空间和时间是直观，而非概念。正是由于这两种先天的直观形式，数学知识的客观有效性才有可能。应当注意的是，康德在很多地方都谈到形式，但他所谈的都是有内容的形式，对他来说，空洞的、没有内容的形式是不存在的，例如空间和时间这两种直观形式不可能脱离直观的内容（即感性素材）而存在。在先验分析论中，康德提出“范畴”（Kategorie）作为纯粹知性概念。正因为有这种先天的知性概念存在，自然科学的客观有效性才得以确保。此外，康德还提出“构想力”（Einbildungskraft）的概念。“构想力”是指把知性概念应用于感性直观的能力，它是知性的自发性的根源。早在1764年征文比赛的著作中，康德就有“模糊观念”的提法。康德在草稿中对“模糊观念”的解释可说是对“构想力”的最佳诠释。他说：“知性在模糊不清的情况下起作用最大，……模糊观念要比明晰观念更富有表现力。……思想的助产士。在模糊中能产生知性和理性的各种活动。……我们并不总是能够用语言表达我们所想的东西。”在这段话里，认识能力的能动性、主动性被充分突显出来。

思辨理性逾越经验的界限即产生二律背反

在先验辩证论中，康德提出四组“二律背反”（Antinomien）。所谓“二律背反”是指正命题及其反命题都同样地有根据。进一步说，如果站在正命题的立场，虽然不能证明正命题可以成立，却可以证明反命题不能成立；反之，如果站在反命题的立场，虽然不能证明反命题可以成立，却可以证明正命题不能成立。第一组二律背反的正命题是“世界在时间和空间上是有限的”，反命题则是“世界在时间和空间上是无限的”。第二组的正命题是“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由单一的东西所构成”，反命题则是“没有任何单一的东西，一切都是复合的”。第三组的正命题是“世界上存在着一种出于自由的因果性”，反命题则是“没有任何自由，一切都从属于自然律”。第四组的正命题是“有一个绝对必然的存在体作为世界的一部分或世界的原因”，反命题则是“没有一个绝对必然的存在体”。康德认为，这些二律背反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思辨理性的运用逾越了经验的界限。由于思辨理性必须停留在经验的范围内，亦即对象首先必须通过感性被呈现给我们，而感性不可能感受到该对象的“物自身”（Ding an sich），只能感受到“物自身”所呈现给吾人的“现象”（Erscheinung）。也就是说，“物自身”是超感的（uebersinnlich），所以我们只能认识到“现象”，而不能认识“物自身”。

有人因此批评康德主张不可知论。其实，康德热爱科学，坚信知识的进步。他说：“通过对现象进行观察和分析是在向自然界的内部深入，可是，将来我们在这方面究竟能够向前推进多远就不得而知了。”（引自《纯粹理性批判》）康德的意思是说，经验的范围在不断扩大，但无论知识增加多少，这个范围也不会消失，正如无论我们向前走多远，地平线也不会消失一样。“物自身”的说法提醒人们注意有一些科学无能为力的领域存在，例如意志自由、上帝存在与灵魂不朽等问题。由此可见，《纯粹理性批判》不但为科学的客观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科学划定了范围和界限。尽管科学是探求宇宙万物的一种有效的途径，却不是惟一的途径，尤其是当科学碰触到认知主体这种复杂对象时，更显出它的某些局限。人作为一个动物，固然无法回避时间序列中因果律的规范，但是，人作为一个理性的载体，本身也是一个起因者。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人不仅可以认识法则，而且还可以选择性地运用法则，甚至还可以违逆法则做出自己的决定，在这个意义下，人是自由的。

实践理性必须超越经验的界限

诚如上述，理性批判一方面消极地指出，理论理性不能做超验的运用。也就是说，如果超出经验的界限，依据纯理的推论，很快就会陷入“世界是否有限”这种二律背反的谬误之中。另一方面理性批判也积极地指出，实践理性必须超越经验的界限。所谓实践理性乃是指涉及人的内心立意或行为决定的理性，理论理性则是指涉及认识客观世界或现象界的理性。理论理性所追求的是真知识（das wahre Wissen），而实践理性所追求的则是善意志（der gute Wille）与道德行为（das sittliche Handeln）。但不论是真知识，还是善意志或道德行为，它们都必须是普遍且必然有效的。从经验世界中吾人无法分析出普遍且必然有效的行为律则，只有超越经验的界限，才能得出普遍且必然有效的道德律，亦即“断言令式”（kategorischer Imperativ）：“要如此行为，使你意志的准则始终能够成为普遍立法的原则。”换言之，在思辨的领域里，纯粹理性固然不能提供任何建构性的原理，而只能提供规范性的原理；但是，在实践的领域里，独立于经验之外的纯粹理性却具有建构性的作用。

其实，人作为动物固然也可成为认识的对象，但人作为理性的载体则不可能成为认识的对象。康德称前者为“现象界的人”（homo phaenomenon），后者为“睿智界的人”（homo noumenon）。人具有双重身份，现象界的人是感性世界（Sinnenwelt）的一分子，因此从属于因果律，受到自然律与社会心理法则的制约。然而，睿智界的人是睿智世界（intelligible Welt）的一分子，因此是自由的，能够摆脱一切经验因素的制约，而只服从纯粹理性的本然要求。理性批判为理论理性的运用划下不得超越经验的界线，同时却也为实践理性的运用保留了宽广的空间，亦即实践理性必须超越经验的界线。在《纯粹理性批判》中理论理性无法证明的“意志自由”、“上帝存在”与“灵魂不朽”，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却作为实践理性的三个公设而被重新建立起来。

康德哲学代表西方哲学的主流

借着思维方式的“哥白尼革命”，康德建立了全新的主客关系，也突显了主体的能动性。马克思之所以重视德国古典哲学（其奠基人乃是康德），就是因为它强调主体的能动性。意识不仅认识世界，而且改造世界，这条原理就起源于康德。经由理性批判，康德也消解了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长期的争论。康德的批判哲学全面地影响了尔后哲学的发展，他所运用的哲学术语，诸如后天（a posteriori）／先天（a priori）、分析的（analytisch）／综合的（synthetisch）、建构的（konstitutiv）／规范的（regulativ）、超验（transzendent）／先验（transzendental）、理论／实践、必然／自由、他律／自律、现象／物自身、自然律／自由律等等，都广为后世的哲学所采用。难怪恩格斯说：“在法国发生政治革命的同时，德国发生了哲学革命。这个革命是由康德开始的。”不仅在知识论的领域，康德哲学也对伦理学、法权哲学、历史哲学、宗教哲学的发展予以根本的改变。近两百年来，西方各种哲学流派，不论其赞成康德与否，皆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康德的影响。就连在哲学立场上与康德格格不入的逻辑经验论大师罗素也说：“超过康德有好哲学，略过康德只有坏哲学。”这是推崇康德为近代哲学史的高峰，他是把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主要哲学论争做了个根本处理的典范，因此要超过康德才可能有好哲学。反之，如果略过康德，那意味着舍弃了这个独特的典范，要自己重新处理那些纠缠不清的哲学论争，大概很难处理得比康德好、比康德彻底，因此，忽略了康德只有坏哲学。言下之意，大有康德哲学即为近现代哲学入门之意。显然康德不仅是西方最重要的哲学家，也代表西方哲学的主流。

可惜的是，就在康德出生的前一年，即雍正元年（1723年），清世宗因为西方传教士介入清王朝夺嫡之争，颁禁教谕，中断了中国与欧洲的文化交流。这样的隔绝一晃就是百余年，而这百余年正是西方国家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从工业革命、启蒙运动、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社会主义思潮、七月革命，西欧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动。中国非但无缘亲与盛会，反因闭关自守，塑造了国民故步自封的心态。直至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被迫开放门户，来自欧洲的殖民帝国争相加入蚕食鲸吞中国的行列，而新兴的日本更是由于地缘的关系，对中国的侵略后来居上、变本加厉。这样的屈辱一晃又是百余年，原来惟我独尊的天朝美梦彻底粉碎，民族的自信心与自尊心丧失殆尽。面对前所未有的巨变，吸收西学成为中国知识分子苦心追求的目标。然而，由于蔑视传统，茫然无根，以致引进西学时毫无选择，杂乱无章；加上在国家分裂乃至亡国危机的压迫下，救亡图存成为汲取西学的主要目的，因为救急的功利成分太重，对西学的认识往往流于浅薄，不够深刻。此时，想要对博大精深的康德哲学做深入的研究，几乎不可能。其实，早在1903年，梁启超就发表《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学说》，对康德哲学做了概略的介绍。直到解放前，康德哲学在哲学界的研究和在大学讲坛上的讲授也未曾中辍，例如郑昕撰写《康德学术》，蓝公武翻译《纯粹理性批判》；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这些研究和讲授毕竟不够深入，不够普及，鲜能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赋予康德哲学以当代的、现实的意义。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遭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工业先进国家的抵制，彼此间的文化交流几近中断。20世纪60年代中、苏共交恶，致使双方各项交流合作项目也被迫中止。这期间，虽然维护了国家主权的独立，但封闭的心态也阻碍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此外，随着新政权的建立，马克思主义也取得了哲学界的主导地位，于是动用国家资源编译马恩全集，全民加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行列，但在极“左”思潮支配下，马克思主义俨然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出现了“罢黜百家，独尊马列”的局面。在这种情势下，要知识分子研究康德就更加不可能了。从1957年反右开始，政治上的不宽容愈益明显，终于导向了文革的极“左”风潮；这期间夹杂着传统的封建恶习，无情地践踏人性尊严。经过整整20年的折腾，神州大地变得千疮百孔、百废待举；炎黄子孙变得目光无神、面无笑容。自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政策之后，才逐渐出现转机。

今日中国要实现全方位的对外开放，首先必须重建文化主体意识。一个具有文化主体意识的民族，才懂得“洋为中用”而不致流于崇洋媚外。其次，既然要进行全方位的开放，就不能再故步自封、自以为是。我们要扬弃极“左”的教条主义，不宜认为所有的真理都包含在马列的著作之中。我们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只要是有利于现代化事业持续发展的外国思想体系，都应该勇于吸收，勇于借鉴。无可讳言，资本主义对世界走向现代化起了关键的作用。今天，我们已经认识到中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仍将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更加全面地、细致地、深刻地总结资本主义社会的经验与教训，才有可能持续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因为历史发展的规律是辩证的，任何一个历史阶段不可能全面否定前一个历史阶段而能健全发展。无可否认地，今天的发达国家绝大多数都经过早期资本主义社会这个历史阶段。但是，现今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仍然停留在《共产党宣言》发表时的那个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阶段。劳工的生活在马克思之后已经因为社会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劳工教育水平的提高及各种照顾劳工政策与法律的颁布和实施，而获得根本的改善。此外，在自动化技术普及之后，白领阶级的从业人员已经超过蓝领阶级的从业人员。这些都是在二战之后才出现的社会新形势。尤其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更为复杂而特殊，不仅要建立新的市场竞争秩序，也要改造原有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分配制度，整顿国有企业与解决职工下岗的问题，又要因应随着自动化科技所带来的第三产业的迅猛发展。因此，中国更需要大胆吸收、借鉴各项有利于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思想、理论与经验。

康德哲学是中西哲学会通的桥梁

康德哲学作为一个非西方世界的中国了解西方各个重要哲学流派的跳板，是中西哲学会通的桥梁。这是因为康德是西方近两百年来最杰出的哲学家，康德哲学基本上规定了近现代重要哲学流派讨论问题的方式与范围。从黑格尔、马克思到分析哲学、存在主义和现象学无不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受到康德的影响。其次，康德既然把哲学定位为“纯粹的理性学问”（reine Vernunftwissenschaft），就表示他的哲学思想掺杂最少的经验因素，使得对西方具体社会文化发展比较陌生的我们更容易接近它、理解它。举例来说，倘若你不了解黑格尔时代的社会背景与历史文化特征，就不太容易了解黑格尔哲学。但是，康德哲学宣称是纯理的，因此能将这类因特殊社会文化背景所带来的理解上的障碍降到最低。更何况经过康德，可以很快与其他哲学流派接轨。譬如沙特或马塞尔的存在主义哲学对一般的中国人来讲，非常陌生、难以理解，因为他们所处理的哲学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与工业高度发达的巴黎社会密不可分。但是如果我们了解康德之后，就不会难以理解了。因此，康德哲学可说是中西哲学会通的桥梁。固然康德一如其他哲学家一样难免有其时代的局限性，譬如他对女人与经济上不独立的人虽然也承认其拥有自由、平等的权利，却不承认其拥有积极的公民权，即投票权，这是时代的偏见。就像孔子说“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一样，也是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但我们也不能否认，康德与孔子或其他大思想家一样，在其思想体系中也有一些永恒的或至少是超越其时代局限性的宝贵遗产。

我们绝不能再像极“左”思潮的年代，把康德过分化约地理解为“资产阶级哲学家”。固然康德总结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经验，但当时的资产阶级革命要求废除三级会议，要求保障人权，主张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反对专制王权等等诉求，无不代表当时进步的力量。易言之，康德是站在推动历史进步的一边。此外，康德和绝大多数的为资本主义剥削制度辩护的哲学家也有根本的不同。他们后来多成为右派政权或新兴殖民主义的拥护者。他们一方面为新建立的资产阶级政权提供理论依据，建构意识形态，为矛盾日益恶化的劳资问题加深剥削关系，并打压自主劳工运动的发展。这使得他们愈来愈站到新兴社会主义运动的对立面，从原本是进步的社会力量，蜕变为保守、甚或反动的社会力量。另一方面，他们对竞争白热化的殖民地争夺战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各式各样的民族主义迅速崛起，最极端的形式莫如将非西方世界譬喻为“白种人的负担”，公然倡言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他们目睹殖民政权在各洲对当地土著进行残忍的屠杀，非但不予以人道的谴责，反而还自诩为加速物竞天择的进程。其结果就是酿成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悲剧。

所有人都同样地自由、平等

康德与他们不同，就像他与一般启蒙哲学家不同一样。一般启蒙哲学家均带有盲目乐观主义的倾向，深信理性万能，康德则不然，他毅然着手探讨理性的本质，厘清理性的根源，确定其适用的范围、方式与界限，从而建立其批判哲学。康德在知识论领域完成理性批判后，随即将批判方法运用到伦理学、法权哲学与国家哲学的领域，以便探讨个人的内心立意或行为决定之所以普遍且必然有效的最后依据，即纯粹实践理性。它不能从经验中分析出来，因为人并不仅只存在于经验世界之中，人也有超感的一面。就人是理性的载体而言，每个人都有至高无上的尊严。所谓“尊严”（Wuerde）乃相对于“价格”（Preis）而言。康德认为，事物的价值可区别为相对的价值和绝对的价值。前者乃“价格”，是可以替换的，后者即“尊严”，具有绝对的价值，既不能替代，也不能让与。因此，道德律要求我们必须始终把每个人（无论自己或别人）视为“目的”，而不能只当做“工具”来利用。就社会是由作为“目的自身”（Zweck an sich selbst）的人所组成的来看，人类社会是一个“目的王国”（Reich der Zwecke）。在“目的王国”里，每个人既是道德律的制定者，同时自己又服从道德律，亦即每个人都是绝对的道德主体，因此每个人都是平等地自由，不因性别、出身、职业、财富等经验条件而有所差别。

把康德哲学用来处理劳资问题，则劳工与资本家是同样地平等、自由，资本家绝不可以只把劳工当作为其创造利润的工具而已。劳工为了争取合理的待遇，要求调整劳资关系，以便健全发展其人格，这是一个实践理性的载体所应享有的正当权利。难怪19世纪末有不少知名的康德学者，如福连德（Karl Vorlaender）、阿德勒（Max Adler），相继投入社会主义劳工运动的行列，而杰出的社会主义领袖中也不难找到康德的信徒，譬如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创建人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和联邦德国前总理施密特（Helmut Schmidt）。这些例子鲜明地突显出康德哲学超越时代局限性的一面，康德不但完成了自由主义最核心的问题（人的自由、自律，人的尊严以及自由律）的理论架构，还为新兴劳工解放运动提供最强有力的理论依据。

康德对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批判

在处理殖民地争夺战问题上，康德无疑是那个时代欧洲知识界的良心。非西方世界的人与西方世界的人同样地要求自由、平等，殖民政权绝不能只把非西方世界的人民当做其创造财富的工具而已，而毫不尊重“只要是人，其本身就是目的”这个理性要求。康德厌恶侵略战争，尤其是为了争夺殖民地所发动的贪得无厌的战争。在1795年，亦即比《共产党宣言》还早五十多年，康德发表《论永久和平》一书，其中对此有极为愤慨的指责：

让我们拿这（按：指应以普遍的友好为国家间交往的条件）来对比一下我们世界这部分已经开化、而尤其是从事贸易的那些国家的“不友好”行为吧；他们“访问”异国和异族（在他们，这和进行“征服”等于是一回事）所表现的不正义性竟达到了惊人的地步。美洲、黑人大陆、香料群岛、好望角等，自从一经发现就被他们认为是不属于任何别人的地方，因为他们把这里的居民当做是无物。在东印度（即印度斯坦），他们以纯拟建立贸易站为借口带进来外国军队，但却用于进一步造成对土著居民的压迫、对这里各个国家燎原战争的挑拨、饥馑、暴乱、背叛以及像一串祷告文一样的各式各样压榨着人类的罪恶。……所有这些贸易公司都濒临崩溃的边缘。香料群岛这个最残酷而又最精心设计的奴隶制的营地，并没有带来任何真正的收获，而仅仅有一点间接的看来微不足道的收获，就是为战舰培养了水手，所以也就是为再度在欧洲进行战争而服务。这些列强干了许多事情来表示自己虔诚，并且愿意被人当做是正统信仰的特选者，而同时却酗饮着不正义就像饮水一样。

这段文字乃是康德以其批判哲学，为维护人的尊严，对当时欧洲的贸易强权所做的最深刻批判。此外，为资本主义剥削制度辩护的哲学家也常常沦为种族主义的帮凶。尤其是纳粹政权在屠杀犹太人时，除了犹太人以外，鲜有人站出来为犹太人讲话，即使在德国以外的西方国家亦然，惟独康德是例外。孟德尔颂（Moses Mendelsohn）是位杰出的犹太裔哲学家，也是康德在学问上的挚友。而且早在1913年，犹太人运动发表的麦斯纳宣言（Meissner Formel），主张有自由精神的德籍犹太人要依据自决，建构自己的生活，对自己负责，这种主张就显然是直接受到康德哲学的启发，而运用在犹太人自我解放运动上的。

康德的理性自由主义不同于放任自由主义

总而言之，为资本主义剥削制度辩护的哲学家在劳工、非西方国家与少数民族等问题上都站在剥削者、掠夺者或迫害者的立场讲话，惟独康德能站在人道的立场，维护被剥削者、被掠夺者与被迫害者的权利，批判那些贪得无厌、不把人当人看的政权，这都得归功于他的批判哲学。康德倡导的自由主义是理性自由主义，其核心是人格的自由、自律和自主，不同于西方近代流行的基于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所发展起来的放任自由主义。中国要对外面的世界开放，要挣脱出马列极“左”教条主义的束缚，就需要引进——对自由主义的理论建构有重大贡献的、对社会主义的诉求有广大包容力的、对非西方国家与少数民族的文化自主权与利益能有足够尊重的——康德哲学。康德的自由主义是同社会主义价值观相通的，在康德的哲学体系中，我们看到支配近现代社会最重要的这两个思想流派竟能融合为一体。这种融合也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所倡导的人道主义相契合。康德，与莱布尼茨和沃尔夫一样，对中国文化相当尊重与肯定，这与自黑格尔以降的西方大多数哲学家，弥漫着贬抑中国的态度，刚好形成一强烈对比。何况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如何处理好各民族间的关系，尤其是汉族与其他各民族的关系，康德哲学提供给我们稳当可靠的基本原则。

革命值得同情，但不值得鼓励

此外，康德对革命的精辟见解，也有助于提升我们对改革的认识水平，深化当今改革事业的理论内涵。法国大革命是启蒙运动的高峰，康德作为总结法国大革命的启蒙运动哲学家，对法国大革命投以极大的关注，也加以深刻的思考。康德认为，革命固然值得同情，但却不值得鼓励。因为革命后的新政权不见得比旧政权好，通过暴力革命取得政权的集团或个人往往也以暴力维护自己的政权，以暴易暴似乎成为难以逃脱的历史宿命。其次，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革命往往无法在短期内结束，而是经常延续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在这段时期内，一方面革命势力推翻不了政府，另一方面政府也消灭不了革命势力，这种混乱的内战状态实无异于回复到原初野蛮的自然状态。在自然状态中，每个人的权利都缺乏法律的保障，只能靠自己的拳头来维护。这种缺乏法律保障的状态比任何形式的专制统治还糟糕，人民的自由、身家、性命毫无保障。

从历史来看，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标志着封建专制的波旁王朝被新兴的工商资产阶级推翻。但为时不久，罗伯斯庇尔的恐怖政治与拿破仑的称帝接踵而至。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后，波旁王朝复辟，经过1830年的七月革命、1848年的二月革命、1852年路易·拿破仑称帝，直到1870年普法战争中法国战败，1871年建立第三共和国为止，法国动荡了近百年之久。就中国近现代史而言，自1894年孙中山创设兴中会，倡议革命，其间推翻清王朝、洪宪帝制、二次革命、张勋复辟、护法战争、军阀割据、北伐战争、国共内战、新中国建立后搞的不断革命，包括文化大革命，直至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也动荡了近百年之久。从法国与中国的革命经验中可知，推翻旧政权和建立新制度的革命，固然沉重地打击了旧势力，但就新秩序的建立来说，光凭革命的理想与激情往往解决不了现实复杂的政治、经济、社会情势。如果处理不当，反倒引爆了潜藏已久的各种社会矛盾，激化各种社会力量的敌对，从而又导发新一波的革命浪潮，使得原来的矛盾更加不可收拾，致使原来的问题治丝益棼，更加错综难解。

此外，康德认为，把革命当做一种“权利”不符合“理性法”（Vernunftrecht）的根本原则。因为倘若承认“革命权”的合法性，则逻辑上必将导致任何失败的革命都不应该受到惩罚，这种情形是任何一个理性的法律秩序所难以设想的。其实，国家本来就是每个人为了保护其自然权利，相约放弃使用私人暴力而共同组成的公共暴力，以贯彻公共正义。这个约定就称为“始原契约”，也就是国家存立的理据。承认个人有使用私人暴力来废除公共暴力的“革命权”，毋宁与国家存立的理据相矛盾。然而，康德不承认“革命权”，却同情被压迫的人民起来革命。他曾将法国大革命称为一个“神圣事件”（heiliges Geschehen），也承认革命后的新政权应该立即取得统治的合法性。因为若非如此，则逻辑上必将导致被推翻的旧政权仍然有主张复辟的权利，这种情形也是任何一个理性的法律秩序所不可能容许的。

以和平改革代替暴力革命

总而言之，康德认为，每个人基于“始原契约”都有服从国家的义务，任何一个事实上的统治者，不得由其被统治者经由暴力予以废除。除非国家滥用权力，致使其国民不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自由的人——即道德的主体，则原来对现实存在的国家的服从义务马上中止，并转化成为不服从的义务。然而，即使在这种情形下，康德还是反对使用暴力，而是主张，每个人均负有义务——纵使对自身有危险——去散播废除这种国家权力的必要性的见解，以促成现存的国家失去一切自愿的支持。亦即以思维方式的革命代替暴力革命，鼓励每个人独立思考，公开运用理性，来推动经济、社会与政治改革。康德说：“经由革命，个人的专制以及贪婪心和权势欲的压迫固然可以一扫而空，但绝不会出现思维方式的真正改革，而是新的成见将和旧的一样，成为驾驭没有思想的广大人群的助行带（按：助行带原文为Leitband，即指提携幼童学步之布条。引自《答复这个问题：何谓启蒙运动？》）具有启蒙意义的“五四”运动本来也希望为中国带来思维方式的改变，然而，救亡图存的激情未能同理性的批判精神结合起来，终使“五四”运动成为一场“未完成的启蒙运动”。对康德来说，激情意味着“对人类理性界限的破坏”。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以理性指导激情，启蒙才有可能，改革才能成功。当今中国的改革事业正属于康德所倡导的循序渐进的改革，而非康德所反对的一夕变天的革命。那种一夕变天的革命或使用暴力改变现状的行径，到头来，只能将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推向动乱的深渊。从事改革还必须对现状充分了解和适度尊重，才不会犯下唯心论的错误，以为依照自己凭空想像的蓝图就能改造社会。从事改革也必须对理想有所坚持，才能抵挡同时来自保守与激进势力的夹击，才不致半途而废，功亏一篑。康德所提倡的，以思维方式的革命代替暴力革命，亦即以理性批判推动经济、社会与政治的改革，对中国此刻正进行的改革事业无疑地具有重大的启发。

经济改革的重点在于引进市场经济，使资源的配置更为合理有效，而这正是古典自由主义所倡导的。社会改革的重点在于建立一套能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配套的社会保障体系，以保障欠发达地区与低收入家庭的基本生活，并为其子女提供平等接受教育的机会，而这正是社会主义的基本主张。中国的改革不能仅止于此，还应包括政治改革，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就是政治改革重要的一环。邓小平曾说：“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康德晚年关于法权哲学及国家哲学的论著正为中国当前从事政治改革、建立法治国家提供了最弥足珍贵的参考材料。这包括《论俗语：在理论上可能是对的，但在实践上却不适用》（1793年），《论永久和平》（1795年），及其最后的巨著《道德形而上学》（1797年）。

康德是法治国家的理论先驱

康德的法权哲学与国家哲学是他对实践理性进行深入探讨后的成果与结晶。康德坚持，人作为理性的载体，属于睿智界的一分子，不能被别人只当做工具来利用，因每个人本身就是目的。所有的人，不论其出身背景、宗教信仰、职业、种族、性别等经验条件何其千殊万别，皆同样地自由，也同样地平等。每个人都享有某些与人的本质——理性的载体，亦即道德行为的主体——不可分离的天赋权利。国家存在的目的就在于保障每个人的天赋权利，让每个人都能自由地发展自己的人格。康德认为，柏拉图早就提出完善的国家理念，不能借口这个理念难以实现就把它抛弃。在发表《纯粹理性批判》后，康德就一直在追求建构一部最完善的国家宪法，终于构思出西洋哲学史上最庄严宏伟的法权哲学与国家哲学。

康德是法治国家（Rechtsstaat）的理论先驱，他是历史上第一个以法律界定国家的思想家。康德认为国家是一群人生活在法律规范下的共同体。人是社会的动物，不能离群而索居，只有在社会生活中，才能发展其人格。人活在社会之中，就有服从该社会的风俗、习惯与法律的义务。而法律就其具有强制性而言，与风俗、习惯不同，一旦违背法律就会伴随着强制性的制裁。就我们未曾参与法律的制定来说，服从法律就是服从他人的意志，也就是“他律”。然而，人作为理性的载体，必然要求“人格的自由、自律和自主”。“自律”意味着人只服从自己——或自己与他人共同——决定的行为律则。只有如此，人才是自由、自主的。康德主张以“纯粹共和”（reine Republik）的形式，也就是现今所谓的代议民主制度来解决此一“他律现实”与“自律要求”相矛盾的困境。人民借着定期的选举，推出代表，组成国会，依多数原则议决法律。每项法律议案的通过实无异于“国民总意志”（Volkswille）的宣示。就服从法律的角度来说，人民是被统治者。然而就法律的根源来说，人民所服从的法律原来是人民所选出的代表间接为他们制定的，服从法律其实就是服从自己的意志。借着民主制度，“他律现实”与“自律要求”双双得到满足，这就是“法治国家”的精义所在。这种理路也正是力图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与民主政治的中国所亟须的。

“五四”是我们中华民族共同记忆的一部分。每一年、每一次的“五四”回顾，都可以提醒我们，“科学”与“民主”如何强韧地盘据着每代知识分子的心灵。然而，在追求国家现代化的过程中，“科学”与“民主”固然重要，却不能以此自足。惟有站在“重建文化主体意识”的基础上，发动一场“思想再启蒙运动”，提倡独立思考，鼓励每个人勇于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性，“科学”与“民主”的内涵才能更加丰富而深刻。倡导启蒙最有力的康德哲学无疑是中国“思想再启蒙运动”的宝贵借鉴。康德的批判哲学不但对人类的认识能力进行了严谨的审查，从而指出科学发展的条件与界限；也对人的自由、自律、自主及人性尊严进行了深刻的论证，从而为法治国家与民主政治提供了最坚实的理论依据。康德固然热爱科学，却能不陷入“科学主义”的迷思；康德固然是自由主义的中坚，却也能包容社会主义的诉求，因此他的法治国家理念不仅被自由主义者奉为圭臬，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无可回避的课题。今天中国要想推动一场思想再启蒙运动，要想确保改革开放事业的全面胜利，要想推动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全面进展，加强研究康德哲学，毋宁是当务之急。


第二讲　康德的实践哲学

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

实践理性必须超越经验的界限

道德律是断言令式，而非假言令式

自律是道德的最高原理

自由是道德律可能性的依据

最高善与一般纯粹实践理性的公设

康德是近现代西方最重要的哲学家，他的批判哲学（kritische Philosophie）对后世的各个哲学流派均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作为启蒙运动的导师，康德总结法国大革命的经验，对当时广为流传的新时代理念做了深刻的反思与论证。自由主义的核心概念，诸如人格的自由、自律与自主、人的尊严、天赋人权、国民主权原则、权力分立与制衡、法治国家、纯粹共和与世界公民理念等等，莫不经由康德实践哲学的严谨而系统的立证而得以屹立不摇。难怪他与孟德斯鸠（Montesquieu，1689—1755）、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并列为18世纪自由主义的三大理论家。

孟德斯鸠侧重于论述如何防止权力的滥用，以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其解决的方法是，只有权力才能克制权力，因此将权力依其职能予以分开，使其相互牵制，则人民的自由权利就能得到稳当的保障。至于亚当·斯密则主张“自由市场经济”，国家不应介入民间的经济活动，国营或公营事业应减至最低限度，以免这种事业单位以特权或“吃政策”的方式破坏自由市场经济的运作，这就是所谓的“放任政策”（Laissezfaire）。他认为最好的国家是干涉最少的国家，此即所谓的“夜警国家”，除了“守夜”（维系金融体系、执行相关法律）以外，什么都不干涉。这样的见解在剧烈变迁的工业化社会来临前，尚不致有窒碍难行之处，但是自18世纪末以降，则助长了资本主义恃强凌弱的气焰，多有可议之处。这种放任的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个人主义密不可分，也就成为新兴的社会主义劳工运动批判的焦点。

孟德斯鸠与亚当·斯密分别从法律与经济的角度论证自由主义，康德则从更为根本的哲学角度来论证自由主义。因此，孟德斯鸠的权力分立与制衡不仅被康德所接受而且还获得崭新的哲学意义。孟德斯鸠将国家权力分为三种，即制定法律的权力（立法权）、执行法律的权力（行政权）与裁决法律的权力（司法权）。康德则将“国家”界定为“一群人生活在法律规范之下的共同体”，完全从法律的观点来理解国家，然后以逻辑三段论法的大前提、小前提与结论来比拟立法权、行政权与司法权，因此权力分立与制衡的理论在法权哲学与国家哲学（Rechts-und Staatsphilosophie）的论域中取得了新的地位。至于亚当·斯密主张自由市场经济，康德则强调“经济独立是人格独立的前提”，他主张任何实证法不得违反自然法：依照自然法，所有的人都是自由且平等的，任何实证法必须让经济上尚未独立的公民可以经由自己的努力而成为经济上独立的公民。这种诉求大大地缓解了——与资本主义、个人主义相结合的——自由主义的流弊，这都得归功于康德实践哲学对人格的自由、自律与自主的立证。

所谓自由主义乃是泛指一切的理念、理论、运动或组织，其主张乃在于建构或维持一种——奠基于个人的自由和自主之上的、并以实现和保障此个人的自由和自主为目的的——政治、经济及社会秩序。因此，自由主义不但不赞成，甚且反对为所欲为的自由。在争取自己自由的同时，也应尊重别人的自由；不能只顾自己的自由权利，而无视别人的自由权利。毫无章法、没有纪律的自由，势必颠覆自由本身。因此，康德主张没有纪律的自由比恶魔还可怕，自由有它自己的律则，即自由律或道德律。其实，自由主义的内核正是经由康德的立证才得到确保的。

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

对康德而言，“实践”是泛指与吾人内心立意或行为决定有关事务的总称，而“哲学”则是一门“纯粹的理性学问”（reine Vernunftwissenschaft）。“理性”（Ver-nunft）作为“原理的能力”（Vermoegen der Prinzipien），一方面可以有理论的运用，另一方面也可以有实践的运用。理性的理论运用涉及对客观世界或现象界的认识，可以提供知识的先天原理。理性的实践运用则涉及内心立意或行为决定，可以提供道德的先天原理。因此，理性可依照其理论的运用和实践的运用，区分为“理论理性”（theoretische Vernunft）和“实践理性”（praktische Vernunft）。“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其实是同一个理性，只是运用的领域不同罢了，前者运用于理论（或知识），而后者运用于实践（或道德）。因此，哲学也可以区分为“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理论哲学”（theoretische Philosophie）旨在探讨并证立知识的先天原理，亦即探究“自然律”（Naturgesetz）如何可能。“实践哲学”（praktische Philosophie）则是在探讨并证立道德的先天原理，亦即探究“道德律”（Sittengesetz）如何可能。

而“道德律”也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外部立法（auessere Gesetzgebung）可能的“法权的法则”（rechtliches Gesetz），另一种则是外部立法不可能的“伦理的法则”（ethisches Gesetz）。前者属于“法权哲学”（Rechtsphilosophie）研究的范畴，后者则属于“伦理学”（Ethik）研究的范畴。举例来说，“爱你的家人”这项道德律就是个伦理的法则，因为“爱”只能由道德主体本身自觉地发出，不可能由外部加以强制，也就是说外部立法不可能。反之，“遵守交通规则”却是个法权的法则，因为我们可以对违反交通规则的人施以行政处罚，也就是说外部立法是可能的。“伦理学”与“法权哲学”虽然有其各自的研究范畴，但就其同属于“实践哲学”来说，仍有其共同的基本原理。

事实上，康德的批判哲学是经由他的理论哲学建立起来的。在《纯粹理性批判》（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一书中，康德首度运用批判的方法，探讨客观知识可能性的根据，带来了知识论领域的“哥白尼革命”（kopernikanische Revolution），突显了认知主体的能动性，建立了全新的主客关系——知识不再由对象所决定，而是对象由我们的认知能力所决定。在实践哲学的领域里，康德再度运用批判的方法，探讨道德客观有效性的根据，也为实践哲学带来了另一次的“哥白尼革命”。康德以前的哲学家总是试图在主体之外——无论是自然或社会的秩序、道德感情、幸福的追求或上帝的意志——寻求道德的最后依据。康德则认为，这些外在于主体的因素都无法为道德的客观有效性提供坚实的基础。就如同在理论哲学里，知识的客观有效性根源于认知主体一样，在实践哲学里，道德的客观有效性也只有在道德主体本身才能找到。透过一系列的实践哲学著作——尤其是1785年的《道德形而上学的基础》（Grundlegung zur Metaphysik der Sitten），1788年的《实践理性批判》（Kritik der praktischen Vernunft）和1797年的《道德形而上学》（Metaphysik der Sitten），康德对道德的根据提出了严谨的系统论证：道德根源于意志的自律，而自律即是自由。作为自由主义核心概念的自由经由康德的论证取得了深刻的哲学意涵。此外，康德的实践哲学里包含许多组重要的哲学概念，例如受经验限制的实践理性（empirisch-bedingte praktische Vernunft）／纯粹实践理性（reine praktische Vernunft）、符合义务（pflichtmaessig）／出于义务（aus Pfli-cht）、合法性（Legalitaet）／道德性（Moralitaet）、假言令式（hypothetischer Imperativ）／断言令式（kategorischer Imperativ）、价格（Preis）／尊严（Wuerde）、他律（Heteronomie）／自律（Autonomie）、必然（Notwendigkeit）／自由（Freiheit）、自然律（Naturgesetz）／自由律（Freiheitsgesetz）或道德律（Sittengesetz）、感性世界（Sinnenwelt）／睿智世界（intelligible Welt）等等。这些概念不但对后世实践哲学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也是了解康德实践哲学所必须掌握的关键性概念。

实践理性必须超越经验的界限

如同在理论哲学中，康德肯定普遍且必然有效的客观知识的存在是既与的事实一样，在实践哲学中，康德也肯定普遍且必然有效的道德律的存在是“纯粹实践理性的事实”（Faktum der reinen praktischen Vernunft），简称为“理性的事实”（Faktum der Vernunft）。“理性的事实”不同于“经验的事实”。一般人所称的“事实”是指“经验的事实”，意指某事实际上“是否”发生，这属于“实然”（Sein）的范畴。然而，道德律并非对某事“是否”发生的描述，而是对某事“应否”发生的要求，这属于“应然”（Sollen）的范畴。“理性的事实”并非指每个人在“实际上”都遵守道德律，而仅意味着每个人只要是有理性者，都能意识到道德律对某事“应否”发生的要求，也都能意识到这种要求所带有的“严格的普遍性”（不仅对我有效而已，而是对一切有理性者都有效）和“绝对的必然性”（不仅在偶然的条件下有效而已，而是在任何时、任何地绝对必然地有效）。因此，如同在理论哲学中，康德不问客观知识是否存在，只问客观知识如何可能一样，在实践哲学中，康德也不问客观有效的道德律是否存在，而只问客观有效的道德律如何可能。

为了探讨道德律可能性的根据，康德认为吾人必须超越经验的界限，而且只能在实践理性之中寻找其先天依据。在理论哲学里，康德虽然认为知识的客观有效性奠基于认知主体先天的概念或原理，却同时强调这些先天的概念或原理必须运用于经验的素材。假如吾人将这些先天的概念或原理做“超验的”（transzendent）运用，使其脱离经验的领域，则将陷入“二律背反”（Antinomie）的谬误中。换言之，理论理性的运用不能超越经验的界限。《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之所以在“理性批判”之前加上“纯粹”一词，就是表示《纯粹理性批判》所要批判的对象是超越经验的“纯粹理论理性”（reine theoretische Vernunft），以驳斥理性在建构知识时，因超越经验的界限，所做的许多无理要求。然而，诚如康德所言，理论理性不能超越经验的界限，这只是批判的消极意义；批判的积极意义则在于，实践理性必须超越经验的界限。因为即使道德律所要求的行为在经验中只是偶然地甚或根本未曾发生过，道德律仍然严格地要求我们实践该行为而不容许有丝毫的例外。譬如说，纵然至今可能尚未有过完全诚实的朋友，但却不影响吾人始终可以要求每个人坚守对朋友诚实的义务。然而，自古以来，始终有人否认理性能完全不受经验影响而单独决定吾人的意志。康德则认为，这种“受经验限制的实践理性”（empirisch-bedingte praktische Vernunft）出于不时受到外在诱惑或内心欲念的影响，因此经常无法做出正确的判断；反倒是完全独立于经验之外的“纯粹实践理性”（reine praktische Vernunt）才足以正确决定吾人的意志与行为。因此，《实践理性批判》一书之所以不称为“纯粹实践理性批判”，就是因为《实践理性批判》所要批判的对象并非“纯粹实践理性”，而是“受经验限制的实践理性”。换言之，《实践理性批判》在消极方面要驳斥受经验限制的理性自以为能正确决定吾人意志与行为的无理要求，在积极方面则要证实的确有纯粹实践理性的存在，进而探究纯粹实践理性在意志与行为决定方面的全部能力。

其实，从经验中取得的原则都是有限制、有条件的，不可能提供道德律所应有的严格的普遍性和绝对的必然性。任何试图从经验中归纳出道德律的努力，最终必然导致伦理学上的价值相对主义和法权哲学上的法实证主义。伦理学上的价值相对主义主张，任何伦理的价值都是相对的，任何伦理的法则都只对特定的时代或社会有效。吾人固然不能否认，任何具体的伦理规范都不可能无视其时代背景或社会条件等经验因素，但却也必须同时承认，在这些具体的伦理规范之后有一个超越经验的、共同的根本原理。若非如此，对于与我们不同时代或不同社会的人们的行为，我们如何能做出适当的道德评价？再从法权哲学上来看，法实证主义主张，所谓“法”就是现实存在或曾存在过的法律，所谓“法学”就是对现实存在或曾存在过的法律进行逻辑上的严谨分析的学问。然而，假如“法”只局限于经验上现实存在或曾存在过的法律，亦即“实证法”（positives Recht），则我们凭什么可以评价、甚至纠正“实证法”？只有承认一个超越经验的“法上之法”——亦即“自然法”（Naturrecht）的存在，我们才能依此判断“实证法”是否符合正义、公平等理念的要求，从而推动“实证法”的不断发展与完善。总之，普遍且必然有效的道德律绝非经验的法则，而是对每一个有理性者均有效的先天法则，因此绝不可能得之于经验。相反地，经验中的实例还必须先依先天的道德律来判断它是否可作为道德的范例。只有超越经验，依据纯粹理性，才能找到真正的道德律，也才能找到道德律之所以可能的真正根据。

道德律是对每一个有理性者均有效的实践原理（praktisches Prinzip），亦即客观的实践原理。依据客观的实践原理而行动的能力，就是“意志”（Wille），也就是“实践理性”（Praktische Vernunft）。惟有有理性者具有意志，能够依据客观的实践原理而行动。动物只依据本能而行动，完全暴露在自然律的支配下，毫无自由意志可言。人固然有理性，能够依据客观的实践原理而行动；但是，人也从属于感性世界，会受到各种感性动机或爱好的影响，因此实际上不必然总是依据客观的实践原理而行动，如此一来，对人类来说，依据客观的实践原理而行动便成为一种“强逼”（Noetigung）。道德律既然是一种客观的实践原理，因此，对人类来说，依据道德律而行动当然也是一种“强逼”，这就是所谓的“义务”（Pflicht）。换言之，“义务”就是道德律对非纯理的人类所提出的行为要求，借此显示出道德律对人类意志的“强逼”关系。由此可见，“义务”只适用于非纯理的人类，不适用于纯理的上帝。

在此必须一提的是，“合乎义务”（pflichtmaessig）的行为和“出于义务”（aus Pflicht）的行为虽然都涉及义务，彼此却有很大的差别。前者是指该行为只符合道德律的要求，构成该行为的“合法性”（Legalitaet），属于法权哲学的研究领域；后者则是指该行为的“准则”（Maxime，意指行为的主观原理）也符合道德律的要求，也就是以道德律作为决定意志的惟一根据，这就构成该行为的“道德性”（Moralitaet），属于伦理学的研究领域。因此，一个行为要具有道德价值，仅只“合乎义务”是不够的，更重要的，还必须“出于义务”。举例来说，一个商贩童叟无欺，不对缺乏经验的顾客抬高商品的价格，这当然合乎诚信的义务，但这却不足以使人相信，他的行为乃出于诚信的义务，因为可能是为了追逐利益而驱使他这样做。此外，在我们力所能及时，应施惠于人，这是一项伦理的义务。有些生性富同情心的人，即使没有虚荣或自利的动机，也会因为施惠于人而感到喜悦。在这种情形下，施惠的行为虽然“合乎义务”，却只是“出于爱好”（aus Neigung），因此没有真正的道德价值。反之，如果一个慈善家陷于极度的悲痛，以致丧失对别人的同情心，在这种情形下，他仍能摆脱这种悲痛，不是出于任何爱好，而仅“出于义务”去施惠于人，这个行为便具有真正的道德价值。

道德律是断言令式，而非假言令式

由于对人类来说，依据客观的实践原理而行动乃是一种“强逼”，因此，任何客观的实践原理对人类来说都必然以一个“应该”（sollen）来表达，而形成一项“命令”（Gebot），而表达这项“命令”的程序便是“令式”（Imperativ）。道德律作为一种客观的实践原理，当然也可以用“令式”来表达。然而，令式可以分为两种，即“假言令式”（hypothetischer Imperativ）和“断言令式”（kategorischer Imperativ）。前者表达一个可能的行为的实践必然性，而这个行为是达成吾人所意愿的（或可能意愿的）另一事物（即目的）的手段；后者则表达一个行为本身在客观上是必然的，而不涉及任何特定的目的。“假言令式”又可以分为两种：当吾人所意愿的目的只是“可能的”目的时，这种“假言令式”称为“或然的实践原理”（problematisch-praktisches Prinz ip）；当吾人所意愿的目的是“现实的”目的时，这种“假言令式”称为“实然的实践原理”（assertorisch-prak tisches Prinzip）。“断言令式”则在不涉及任何目的的情况下，宣称一个行为本身在客观上是必然的，因此称为“必然的实践原理”（apodiktisch-praktisches Prinz ip）。为了探讨道德律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实践原理，康德进一步分析比较这三种实践原理的内涵。

凡是由于任何一个有理性者的作为而成为可能的事物，就是任何一个意志“可能的”目的。譬如治疗病人或杀人都是人类意志“可能的”目的。“或然的实践原理”所要求的行为就是为达成一个“可能的”目的所必须采取的手段，至于这个目的本身是否合理、是否可欲，则非所问。因此，“或然的实践原理”也可称为“技术的令式”（Imperativ der Geschicklicheit）。举例来说治疗病人所需的处方和置人于死所需的行为，就这两者均可圆满地达成目的来说，具有同等的价值。

在众多“可能的”目的中，有一个目的可以被视为一切有限的理性者（意指令式适用于他们全体，如人类）的“现实的”目的，这个目的就是“幸福”（Glueckseligkeit）。换言之，“幸福”是所有人共同追求的目标。倘若一个行为是促进幸福的手段，则表达这个行为的实践必然性的令式就是“实然的实践原理”。这种实践原理仍然是“假言令式”，因为在这种实践原理中，一个行为并非以绝对的方式被命令，而只是作为达到另一个目的（即幸福）的手段而被命令。为了追求幸福，吾人也需要某种“技术”，才能正确选择达到幸福的手段，这种“技术”称为“明智”（Klugheit）。因此，“实然的实践原理”也称为“明智的令式”（Imperativ der Klugheit）。

至于“必然的实践原理”，亦即“断言令式”，因为直接要求某个行为，故不以该行为所能达到的目的为条件。由于断言令式独立于一切的目的，也就独立于任何经验条件的限制，因此具有严格的普遍性和绝对的必然性。换言之，“断言令式”就是“道德的令式”（Imperativ der Sittlichkeit）。

上述三种令式对意志的作用，由于其必然性的性质不同而有显著的区别。为了突显这种区别，康德将上述三种令式分别称为“技术的规则”（Regeln der Geschicklichkeit）、“明智的建议”（Ratschlaege der Klugheit）以及“道德的命令”（Gebote der Sittlichkeit）或“道德的法则”（Gesetze der Sittlichkeit），亦即“道德律”（Sittengesetze）。只有“法则”具有一种无条件的、客观的、普遍有效的必然性，而“命令”就是即使违逆爱好也必须服从的法则。“建议”固然也有必然性，但这种必然性只是在主观的偶然条件下有效，亦即取决于吾人是否将某事视为幸福而定。至于“规则”的必然性则完全取决于“目的与手段”的必然联系，只要“目的”一决定，则依据“规则”必然会要求相应的行为作为“手段”。在上述三种令式中，只有“断言令式”（即“道德的令式”）不受任何条件的限制，是绝对必然的实践原理，因此才有资格被称为“法则”或“命令”。

在分析比较三种令式之后，康德进而提出这个问题：这些令式如何可能？意思是说，这些令式如何能对我们的意志有强制力？先就技术的令式来说，这种令式如何可能是不需要特别解释的。因为意欲某一特定目的的人也必然会意欲为达成此目的所必不可少的手段，只要他力所能及的话。就意欲而言，这是一个分析的实践命题，意思是说，吾人可以从对目的意欲的概念中，分析出为达到此目的所必要的行为的概念。

其次，就明智的令式来说，如果我们对幸福已经有了确定的概念，则明智的令式也和技术的令式一样是分析的。因为这两种令式都表示：意欲某一目的的人也意欲为达到此目的所必要的手段。然而，困难的是，“幸福”是个极不确定的经验概念，以致即使每个人都希望得到幸福，却没有一个人能确切地指出他到底要什么。这是因为幸福概念中的一切成分都是经验的，但是幸福的概念又包含一个绝对的整体，亦即在我的目前及未来状况中的最大福祉。如此一来，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对幸福形成一个确定的概念。举例来说，若要财富，难道不会因此给自己带来更多的焦虑、嫉妒和窥伺吗？若要知识，难道不会因此给自己带来更多的烦恼吗？简言之，要知道什么东西能真正带来幸福，则必须无所不知，但这是不可能的。因此，为了得到幸福，我们无法依明确不移的原理而行动，而只能依经验所显示的大体上最有助于幸福的建议而行动。由此可知，严格来说，明智的令式并不是理性的“命令”，而只是理性的“劝告”。然而，只要达到幸福的手段能够确定，则明智的令式就是个分析的实践命题，它与技术的令式只有一点不同，即后者的目的只是可能的，前者的目的却是现实的。因此，明智的令式的可能性也是不成问题的。

然而，道德的令式如何可能，并不像技术的令式或明智的令式那样容易理解。因为道德的令式即是断言令式，它不预设任何目的，而直接表明一个行为本身的实践必然性，因此不再是个分析命题。断言令式并不预设出于爱好的任何目的，而是把行为直接地与意志连结起来。换言之，断言令式所表达的行为意欲，无法从任何预设的目的意欲中分析出来，因此，断言令式是综合的实践命题。另一方面，这种行为与意志的连结又是必然的，因此断言令式也是先天的实践命题。总而言之，断言令式乃是“先天综合的实践命题”。诚如康德在理论哲学中探讨“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一样，在实践哲学中，康德也将“先天综合的实践命题如何可能”（亦即“断言令式如何可能”、“道德律如何可能”）作为基本的研究课题。

然则，断言令式的内涵究竟是什么？康德认为，由于假言令式预设某一目的作为条件，因此在得知该目的之前，吾人无法事先知道该令式的内涵。但是，当吾人设想一项断言令式时，便立刻知道它的内涵。因为断言令式除了无条件的法则之外，只包含行为的主观原理——即准则——应该符合法则的必然性，因此，断言令式（亦即道德律）的内涵便是行为的准则所应该符合的“一般法则的普遍性”（Allgemeinheit eines Gesetzes ueberhaupt），亦即“仅依据你能同时意愿它成为一项法则的那项准则而行动”，这就是断言令式的第一个程序。

由于断言令式抽除了一切特定的内容或目的，只要求准则的可普遍化，以致常遭人误解为“空洞的形式主义”。其实，断言令式虽然是抽象的，但这并非意味着它无法应用于具体状况和个别问题，而是意味着它不能预设任何特定的目的或内容，甚至必须由它来决定具有特殊内容的义务。因为若非如此，道德律将被预设的目的或内容所限制，而无法普遍且必然地有效。换言之，断言令式提供了一个检证的判准，任何具体的行为都可以依照断言令式来检验，任何能通过断言令式检验的行为就是符合道德律要求的行为。举例来说，当有人将“在困境中可以为了寻求解脱而说谎”当做一项行为准则时，我们可以依照断言令式来检验它。也就是问：如果每个人都像你这样，结果会如何？这个问题提醒我们：这样一个普遍说谎的情境根本无法有意义地被设想。因为如果每个人都说谎，将没有任何谎言被当成实话，说谎所要达到的目的——希望别人相信谎言——将无法实现。因此，“在困境中可以为了寻求解脱而说谎”这项准则无法成为一项普遍法则，所以不能作为一项有效的道德原则。此外，断言令式的抽象性还能超越一切社会文化的差异，而维持道德的普遍性，因此在与“文化相对主义”或“价值相对主义”的比较中显示出极大的优点。由于断言令式不规定任何具体的道德规范或行为，因此可以一方面承认，每个时代、每个社会乃至每个个人都有其自己的具体道德规范，这些规范都受到时代背景、社会条件等经验因素的限制，不可能放诸四海而皆准；但是也可以同时承认，这些具体的道德规范其实是以一项最高的道德律（即断言令式）做基础的，这项道德律具有严格的普遍性和绝对的必然性，没有任何时代、任何社会乃至任何个人能免于这项道德律的规范。

断言令式虽然不预设任何特定的目的，但这并不表示它没有目的，只是这个目的是客观的目的，而不是主观的目的。主观的目的是个人基于感性动机（亦即出于爱好）而随意选定的目的，因此只有相对的价值，不可能作为对每个有理性者均有效的断言令式的根据。换言之，一切主观的目的都只是相对的，都只能作为假言令式的根据。相反地，客观的目的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作为“目的自身”（Zweck an sich selbst）的，因此具有绝对的价值，可以作为普遍且必然有效的断言令式的根据。然则，这个具有绝对价值的“目的自身”究竟是什么？康德认为，一切价值可区别为相对的价值和绝对的价值。前者乃“价格”（Preis），是可以替换的，后者即“尊严”（Wuerde），既不能替代，也不能让与。只有被称为“人格”（Persoenlichkeit）的有理性者才配拥有至高无上的尊严，才是具有绝对价值的“目的自身”。因此，如果应当有一项最高的实践原理（对人类而言就是断言令式）存在，则它必然是这样一项原理：它能从“目的自身”（亦即对每个人均是目的的东西）的表象中，构成意志的客观原理，而作为普遍且必然有效的道德律。康德由此推衍出“断言令式”的第二个程序：“如此行动，即无论在你的人格还是其他每个人的人格中的人性（Menschheit），你始终同时当做目的，绝不只当做工具来利用。”

在这个程序中，原文为Menschheit的“人性”是指人之所以为人的那份特质，即“睿智界的人”（homo noumenon）。康德认为，人具有双重身份，既是“现象界的人”（homo phaenomenon），也是“睿智界的人”。“现象界的人”只是“动物的人”（Tiermensch），无法突显出人之所以为人和人之所以较其他动物高贵的特殊性。“睿智界的人”则是“理性的人”（Vernunftmensch）。人和其他动物的最大差异就在于人有理性。人由于有理性，所以能依照理性所提供的客观实践原理而行动，这包括依照“技巧的规则”来使用工具，依照“明智的建议”来利用他人，以及依照“道德的命令”来规范自己，因此创造了丰富的物质与精神文明。由此可见，只有“睿智界的人”，亦即“理性的人”，才构成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据，才有资格被称为“人性”。

其次，这个程序要求人不能“只”被当做工具来利用。这个“只”字甚为重要，绝不能被省略。“断言令式”并非要求人不能被当做工具来利用，而是要求人不能“只”被当工具来利用。因为人生活在社会中，就不可能不与他人交往，这就免不了利用他人或为他人所利用。举例来说，为了追求幸福，理性总是经由明智的令式建议我们应该如何利用他人。因此，要求人不可以被当做工具来利用是很难自圆其说的。其实一个学养愈丰富、人格愈深刻的人，对他人而言，利用的价值就愈高，而他的存在价值也在某种程度上由此表现出来。譬如一位精于外科手术的医师常常被利用来为生命垂危的病患急救，一位精通中亚考古学的教授则常常成为有关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咨询对象，一位杰出的作曲家也多能为焦虑中的人们提供必要的精神慰藉。由此可见，断言令式只要求我们在利用人时，不能“只”把他当做工具而已，必须始终把他也当做目的来对待。举例来说，雇主雇用劳工从事劳动生产，就是把劳工当做为自己创造利润的工具。断言令式并不要求雇主不能把劳工当做发财的工具，只是要求雇主不能“只”把劳工当做工具，也就是要求雇主必须始终也把劳工当做目的来对待，不能任意压榨、剥削乃至虐待劳工。

自律是道德的最高原理

从断言令式的第一个程序来说，一切实践的立法根据都客观地存在于准则及使准则可以成为法则（Gesetz）的普遍性形式中；从断言令式的第二个程序来说，一切实践的立法根据都主观地存在于目的中；然而，一切目的的主体乃是每一个作为目的自身的有理性者。将这两个程序结合起来，便得出断言令式的第三个程序，作为意志与普遍的实践理性相一致的最高条件，也就是“每一个有理性者的意志——作为一个普遍立法意志——之理念。”（die Idee des Willens jedes vernuenf-tigen Wesens als eines allgemein gesetzgebenden Willens）。这个程序在《实践理性批判》中被称为“纯粹实践理性的基本法则”（Grundgesetz der reinen praktischen Vernunft）而如此表述：“如此行动，即你的意志的准则始终能够同时作为一项普遍立法的原理。”从这个程序可知，我们的意志不只是服从道德律而已；我们的意志之所以服从道德律，是因为我们的意志本身就是道德律的制定者。这就是意志的“自律”（Autonomie）。

康德认为，“自律”是道德的最高原理；断言令式所命令的，不多不少正是“自律”——只服从你自己所制定的普遍法则。换言之，每一个有理性者都是他自己行为的立法者。相反地，“他律”（Heteronomie）则是一切虚假的道德原理的根源。其实，如果意志越出自己之外，而在它的对象（Gegenstand）中——无论是幸福、圆满性（Vollkommenheit）或是上帝的意志——去寻求法则，便一定形成“他律”。如此一来，并非意志为自己制定法则，而是对象，透过它对意志的关系，为意志制定法则。这种关系只能使假言令式成为可能：我应该做某事，因为我想要另一事物。反之，作为断言令式的道德律要求：即使我不想要其他事物，我也应该如此行动。譬如，前者表示，如果我想维持名誉，我就不该说谎；而后者表示，即使说谎不会带给我任何耻辱，我也不该说谎。由此可见，道德律必须抽去一切对象，使对象不能对意志有任何影响，如此一来，道德律的内涵便只剩下“自律”，经由自律，作为实践理性的意志可以作为最高的立法者，其所制定的道德律才能享有无条件的最高权威。

经由断言令式的分析，康德发现“自律”是道德的最高原理，而“自律”其实与“自由”是一体两面。在《纯粹理性批判》里，康德就提出了“先验的自由”（transzedentale Freiheit）的理念。康德认为，理论理性一旦超越经验的界限，就会产生“二律背反”。而其中一组二律背反涉及“自由”（Freiheit）与“必然”（Notwendigkeit）的矛盾。这组二律背反的正命题是：“依照自然律的因果性（Kausalitaet），不是一切宇宙现象所由导出的惟一因果性，为了说明现象，必然要承认一个出于自由的因果性。”反命题则是：“没有自由存在，宇宙中的一切都依自然律而发生。”康德认为，这组正反命题不存在真正的矛盾。如果我们把世界上发生的事件只看做是属于“感性世界”（Sinnenwelt）的“现象”（Erscheinung），则在“现象”背后必定有属于“睿智世界”（intelligible Welt）的“物自身”（Ding an sich）做基础。因果关系不但可以适用于感性世界的诸现象之间，也可以适用于（睿智世界的）“物自身”与（感性世界的）“现象”之间，也就是“原因”出自睿智世界（如人的意志），“结果”发生在感性世界（如人的行为）。而出自睿智世界的因果性不需要再预设更前的原因，也就是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起因（即第一因）对感性世界发挥作用，这便是“出于自由的因果性”，也就是“先验的自由”。因此，“先验的自由”满足了上述二律背反的正命题的要求。再从反命题来看，如果我们把“现象”（如人的行为）只当做“现象”来看，而不从“物自身”（如人的意志）和它的关系来看，则属于感性世界的现象（人的行为）当然只服从自然律，而无自由可言。因此，上述二律背反的反命题也是真的。然而，“先验的自由”毕竟超越了经验的界限，在理论理性的范围内，它虽然可以不矛盾地——即不与依照自然律而来的必然性相矛盾——被“思维”（denken），却不能被“认识”（erkennen）。换言之，在理论理性的范围内，“先验的自由”只是个可能的“理念”（Idee），其客观实在性无法获得证实。

此外，“先验的自由”意味着独立于感性世界的现象之外而发生作用的因果性，这只是“自由的消极概念”。康德认为，“因果性”的概念本身应该包含“法则”的概念，也就是说，一旦某物成为原因，则作为结果的另一物必然经由法则而被设定。因此，尽管自由不是依照自然律的因果性，却不因此是完全无法则的，反而必须是一种依照特殊法则的因果性。这种特殊法则就是与“自然律”有别的“自由律”。既然一个自由的意志必须排除一切外来原因的决定，从而也必须排除一切经验对象对意志的影响，因此“自由律”的内涵便只剩下“自律”——意志成为自己行为的立法者。“自律”即是“自由的积极概念”。

自由是道德律可能性的依据

“自律”既然是自由的积极概念，则一个自由的意志当然就是一个自律的意志，也就是在自己所制定的道德律规范下的意志。换言之，吾人一旦跨进实践理性的领域，便对理性做超越经验的运用，认识到普遍有效的道德律的存在乃是“理性的事实”，并且分析出意志的自律乃是道德的最高原理，从而间接证实了——在理性的理论运用中只是作为可能理念的——自由，也就是为自由的理念取得了实践上的客观实在性（objektive Realitaet）。简言之，道德律是自由的“认识依据”（ratio cognoscendi）。所谓“你能够，因为你应该”（Du kannst，denn du sollst），正应该从这个意义上来了解，也就是经由道德律，吾人才认识了自由。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自由则是道德律的“存在依据”（ratio escendi）。如上所述，康德在分析断言令式的内涵之后，得出意志的自律作为道德的最高原理，进而以“自律”来规定“自由”，从而发现断言令式（即道德律，亦即先天综合的实践命题）的可能性依据就是“自由”。所谓“你应该，因为你能够”（Du sollst，denn du kannst），正可以从这个意义上来了解。因为道德律不可能做超越人类能力的要求。任何道德要求都是以意志的自由为预设条件。举例来说，当面对一个无恶不作的罪犯时，法官并不会因为各种导致他恶行的社会心理原因（例如孩提时受到虐待、交友不慎、社会对他的歧视等）而免除他的罪刑，这是因为在法官的判断中已经预设：即使他遭受这么多不幸，他还是拥有自由，能够不受这些社会心理原因的制约，从而使自己从悲惨的困境中摆脱出来，仅由理性所颁布的道德律来决定自己的行为。换言之，因为人是自由的，所以人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这种自我负责的精神正是人具有主体性的表征。

因此，吾人可以借着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中对“自由”的界定，而获得对“自由”概念的全面理解。康德认为“自由的消极概念”是指“意志不受感性动机所决定的那种独立性”，而“自由的积极概念”则指“纯粹理性使自己成为实践的能力”。亦即消极上，人可以摆脱一切经验因素的制约，例如贪生怕死、趋福避祸、好逸恶劳等社会心理法则的规制；积极上，人可以完全依据纯粹理性来决定自己的行为，从而成为自己行为的立法者。举例来说，《礼记·檀弓》中有一则关于“不食嗟来食”的记载，正是人可以摆脱任何经验条件，甚至摆脱——作为使人一生中所有经验条件成为可能的——生命，来维护至高无上的人性尊严的一个典范。在此例中，人不仅消极地违反一般经验法则（即贪生怕死），更有一积极追求，生死以之的人生理想（即维护人性尊严）。在这种人生理想的设定上，他成为自己行为的立法者，这就是“自由”。因为人是自由的，因此人可以规定自己的行为，而不是由他人来决定自己的行为，这就是“自决”（Selbstbestimmung），所以人只服从自己或自己与他人共同制定的法则，这就是“自律”。经由自律，人成为自己的主人，而非他人的奴隶，亦即独立于他人意志的强制，这就是“自主”（eigener Herr zu sein）。正因为人是自由的，因此人也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这就是“自我负责”；（Selbstverantwortung）。

此外，吾人还可以经由“人是理论理性的主体”这个事实来认识“自由”。人作为理论理性的主体，不但可以经由思维能力认识普遍有效的自然律，更可以进一步运用自然律来役使万物。然而正因为他具有思维能力，所以也可以针对人际关系做反省，从而探讨在一个社会内人与人的关系如何安排方属允当，因此乃发展出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的各种原理。依照社会科学的原理，人在社会中的行为是可以预估的。易言之，人的社会行为可以经由社会科学所研究出来的因果律加以预测，具有某种程度的必然性。因此，人并非自由的，而是可以操纵的。最能代表这种思路的莫过于行为学派。但是，人的思维能力带有浓厚的反省性格，亦即对反省而言是没有休止符的。在对物的反省中，物毕竟是外在于人的客观存在；在对人际关系的反省中，此关系虽与人有关，但毕竟还不是内在于人的。人的思维能力的极致运用，最后必导致对人的自身、人的本质的反省，从而彰显了“人是理论理性的主体”的事实。就人是理论理性的主体来看，社会科学的法则并非如同自然律一样绝对有效，而只是相对有效罢了。因为人不仅可以认识法则，还可以选择性地利用法则，甚至违反法则，从而摆脱法则的支配。譬如，一位精神科医师最苦恼的莫过于碰到懂得精神医学的病患。因为精神病患如果也通晓精神医学，则他也可以有意识地运用精神医学上的法则来对抗医师的诊断，而医师则因无法测知病患的病情及病因，以致束手无策。从这个事实可知，当吾人尚未意识到某种行为法则时，大多不知不觉暗合此法则行事；然而一旦意识到此法则，则可利用此法则以达暗藏于吾人内心的某一目的，甚至违逆此法则而行为，这就是所谓的“自由”。由此可见，从“人是理论理性的主体”这个事实可以导出“自由的消极概念”，即人有摆脱一般经验法则规制的可能性。从而可以引申出“自由的积极概念”，即人可以让纯粹理性的要求成为指导我们内心立意与行为决定的最高原则。

康德在发现“自由”是断言令式的可能性依据后，进一步问：“自由”如何使断言令式可能？康德认为可以经由人的双重身份来回答这个问题。人既是“现象界的人”，也是“睿智界的人”。就人是睿智世界的一分子来说，他能独立于一切外来原因的决定，而经由其纯粹实践理性，成为自己行为的立法者；换言之，他能完全依照自律的原理而行动，因此他是自由的。然而，就人也是感性世界的一分子来说，他会受到各种感性动机或爱好的影响，如此一来，由纯粹实践理性来决定行为的要求便是一种“强逼”；换言之，自律的原理对他而言成为一种断言令式，命令他“应该”如何行动。由此可见，自由通过“应该”而使断言令式（即道德律或先天综合的实践命题）成为可能，就如同在理论哲学中，知性的先天概念加进感性的直观才使先天综合判断成为可能一样。

最高善与一般纯粹实践理性的公设

如上所述，理性不但可以做理论的运用，也可以做实践的运用。前者追求“真”（Wahrheit），后者则追求“善”（Gut）。由于理性总是要求一个“无条件的绝对整体性”（unbedingte absolute Totalitaet），以作为受条件限制的事物的最高条件，所以在它实践的运用中，必然要求一个“最高善”（das hoechste Gut）作为其他有条件的善的最高条件。康德认为，人作为有理性者，必然追求“善德”（Tugend，简称“德”）；然而，人只是有限的存在者，因此也要求“幸福”（Glueckseligkeit，简称“福”）；“德”与“福”的连结就是“最高善”的内涵。德与福的连结不是分析的连结，而是综合的连结，因为两者属于不同种类，从德中分析不出福，从福中也分析不出德。此外，这种连结又是先天的，因为德与福的连结是纯粹实践理性的必然要求。而综合的连结必须依照因果律，也就是说，若非求福以生德，即是求德以生福。前一种情形是绝不可能的，因为将追求幸福作为意志决定的根据，就是“他律”，“他律”不可能产生真正的道德行为。至于后一种情形也不可能，因为我们不能期待借着遵守道德律，而必然获得幸福。如此一来，在最高善理念中德福连结的问题上便产生了“二律背反”，即在德福连结的必然性中，既不能求福以生德，也不能求德以生福。这种“二律背反”乃是“实践理性的二律背反”（Antinomie der praktischen Vernunft）。

康德认为，求福以生德当然是错误的；但是，求德以生福不是绝对错误的，而是只有当我们把德看做属于感性世界的原因，及把感性世界中的人当做人的惟一存在方式时才是错误的。假如我们把德看做属于睿智世界的原因，而把福看做属于感性世界的结果，则求德以生福便不是不可能的了。如此一来，“实践理性的二律背反”便解决了，即最高善理念中德与福的连结是可能的，这种连结不是求福以生德，而是求德以生福。然而，在这种连结里，作为原因的德属于睿智世界，因此这种连结不是感性世界中事物的连结，不能由因果律加以说明，而必须另外寻找其他可能性的根据。

康德认为，德福连结的可能性的根据有二，一是“灵魂不朽”（Unsterblichkeit der Seele），二是“上帝存在”（Dasein Gottes）。如上所述，最高善是纯粹实践理性的必然要求。心灵（Gesinnung）完全符合道德律则是最高善的条件，因为纯粹实践理性必然要求有福者必须有德，有德者才配享福。然而，心灵完全符合道德律是任何感性世界中的有理性者（如人类）在任何时候都无法达到的圆满性。但是，这种圆满性又是纯粹实践理性的必然要求。如此一来，我们只能认为，这种圆满性惟有在无限的进程中才能达到。而这个无限的进程又必须预设存在和人格的无限延续才有可能。这种存在和人格的无限延续就是所谓的“灵魂不朽”。依照最高善的理念，有德者才配享福，也应该享福；然而实际上，有德者不见得有福。因此，为了保证有德者能够享福，人类于是寄希望于一种能合比例地按德来分配福的力量。这个力量为了能正确认识谁配享福及享有多少福，必须是全知的（allwissend）；为了能实现福的合比例分配，必须是全能的（allmaechtig）；为了能始终不懈地贯彻这种分配，必须是神圣的（heilig）。这样的力量就是“上帝”。

由此可知，“灵魂不朽”和“上帝存在”是最高善理念中德福连结的可能性根据。康德将这两者和“自由”称为“一般纯粹实践理性的公设”（Postulate der reinen praktischen Vernunft ueberhaupt），意指在理论上不能证明的、却因与道德律相连结而普遍必然有效的命题。就自由而言，理论理性面对“自由”与“必然”的冲突而陷入“二律背反”。为了解决这个二律背反，只能建立一个可能的而不能决定其实在性的“先验的自由”的理念。其次，理论理性也无法正确地证明“灵魂不朽”，因此陷入“谬误推理”（Paralogismus）。至于“上帝”，在理论理性中只是一个“先验的理想”（transzendentales Ideal），其客观实在性无法证实。然而，在实践理性中，“自由”由于道德律的存在而取得了实践上的客观实在性，“灵魂不朽”与“上帝存在”也因为作为最高善的可能性条件而获得了实践上的客观实在性。

康德认为，“意志自由”、“灵魂不朽”和“上帝存在”等问题在理论理性中未获解决，在实践理性中却获得了解决，这正是人类的认知能力巧妙地适应了他的实践使命的表现。因为假如“上帝存在”、“灵魂不朽”等问题在理论理性中已获得解答，则人类将出于对上帝的恐惧或对灵魂不朽的希望而遵守道德律；这样的行为并非出于义务，而是出自恐惧或希望，因此不具备道德价值。反之，假如“上帝存在”、“灵魂不朽”等问题在理论理性中得不到解答，而是在我们之内的道德律要求我们无条件的尊敬而不许以任何承诺，且因为如此，才让我们认识超感的睿智世界：如此一来，道德才有立足的余地，人也才有尊严。其实，有关“上帝存在”与“灵魂不朽”的论证充分反映了西方基督教文化传统的影响。康德虽然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否定了“上帝存在”与“灵魂不朽”，却在《实践理性批判》中透过“最高善”为两者重新找到存在的依据。其实，德福并不必然要连结在一起，舍生取义、弃福求德毋宁更能突显道德主体的尊贵。

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说：“有两件事情我愈加反省便愈以新而不断增加的赞叹和敬畏充满我的心灵，这两件事情便是：在我上面的充满星辉的天空以及在我心中的道德法则。”所谓“在我上面的充满星辉的天空”即是“自然律”，属于理论哲学研究的范畴；而“在我心中的道德法则”即是“道德律”，亦即“自由律”，属于实践哲学研究的范畴。康德所处的时代正是启蒙运动的时代。自然律就是一般的启蒙运动哲学家殚精竭虑研究的对象。他们认为，宇宙中的一切事件，包括人的行为，都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地依照“自然律”而发生。康德则经由其理论哲学指出，“自然律”也是人对客观世界认识的产物；换言之，人不仅是认知的客体，人也是认知的主体，也就是理论理性的主体。此外，理论理性的运用有不得超越经验的限制，它只能认识经验世界，无法认识睿智世界；换言之，宇宙中的事件不全是必然地依照自然律而发生，在必然之外还有自由，在自然律之外还有道德律。康德经由其实践哲学指出，人不只是从属于现象世界而已，人本身就是睿智世界的一分子，因此人能经由实践理性，制定规范自己行为的道德律，而成为自己行为的立法者，这就是自由。换言之，人不仅是理论理性的主体而已，人还是实践理性的主体。因此，启蒙运动鼓励每个人勇于运用自己的理性，绝不只是勇于运用理论理性而已，还必须勇于运用实践理性。惟有勇于运用实践理性，人才有真正的自由，也才配享有至高无上的尊严。


第三讲　康德的自然法学

康德法权哲学的特点

康德的法权哲学是批判自然法学

康德的“自然法”是“理性法”

法实证主义背离了康德的自然法学

康德对法权概念的论证

外在自由是法权律则的存在依据

权利与强制是一体的两面

衡平法与紧急权不是严格意义的权利

法权意识与公民意识

依照乌尔比安的三个公式划分法权义务

天赋的权利

获得的权利

外在的我的和你的如何可能

土地的始原共同占有与始原获得

自然的权利只有在国家状态下才能获得确保

康德所处的时代正是启蒙运动的时代，他的批判哲学全面批判和总结了独断论（理性主义）与怀疑论（经验主义）的哲学论争，从而改造并提升了整个启蒙运动的水平。康德的法权哲学作为批判哲学的一部分，也深刻批判和总结了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的自然法思想，从而改造并提升了自然法（Naturrecht）为理性法（Vernunftrecht）。换言之，自然法思想经由康德批判法学（kritische Rechtslehre）的洗礼，成为一个论证严谨、立足于先天原理的理性法体系。无疑地，康德的批判法学标志着启蒙运动时代自由主义法权思想的高峰。难怪他与孟德斯鸠（Montesquieu，1689—1755）、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并列为18世纪自由主义的三大理论家。

康德法权哲学的主要著作包括1784年的《在世界公民观点下的普遍历史理念》（Idee zu einer allgemeinen Geschichte in weltbuergerlicher Absicht）、1793年的《论俗语：这在理论上可能是对的，但在实践上不适用》（Ueber den Gemeinspruch：Das mag in der Theorie richtig sein，taugt aber nicht fuer die Praxis）、1795年的《论永久和平》（Zum ewigen Frieden）以及1797年的《道德形而上学》（Metaphysik der Sitten）的第一部分，即《法学的形而上学原理》（Metaphysische Anfangsgruende der Rechtslehre）。尤其《法学的形而上学原理》一书，可说是康德对法权哲学最为系统而完整的论述，最能集中体现康德法权哲学的精义。康德在该书里阐述了许多组重要的概念，诸如法权义务（Rechtspflicht）／伦理义务（Tugendpflicht）、权利（Recht）／目的（Zweck）、自然法（Naturrecht）／实证法（positives Re-cht）、严格意义的权利（ius strictum）／模棱两可的权利（ius aequivocum）、他人的权利（Recht der Menschen）／人性的权利（Recht der Menschheit）、私法权（Privatrecht）／公法权（oeffentliches Recht）、天赋的权利（angeborenes Recht）／获得的权利（erworbenes Recht）、纯粹法权的占有（bloss-rechtlicher Besitz）／物理的占有（physischer Besitz）等等，这些概念不仅在当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而且对后世法权哲学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康德法权哲学的特点

时至今日，康德的法权哲学仍然对我们这个时代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康德的法权哲学具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他以先天概念来立证法权和国家；其次，他从纯粹实践理性的原理来论证人权、私法权和公法权；第三，他同情遭到西方贸易强权掠夺的非西方世界和包括北美在内的殖民地独立运动；第四，他比英国法学家戴西（Albert Venn Dicey，1835—1922）所提出的“法治”（rule of law）还早一百年高举“法治国家”（Rechtsstaat）的理念；最后，他比国际联盟的倡议还早一百多年就提出“世界公民”、“永久和平”与“世界国”的哲学规划。

尽管如此，康德的法权哲学仍然不时地遭到误解。这种误解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对其具体内容的指责，二是对其方法论的批评。在具体内容的指责方面，主要有五点：第一是认为康德过分强调对私有产权的保障；第二是批评康德歧视女性和经济上不独立的人；第三是批评康德赞成死刑，也不反对阉割；第四是指责康德对婚姻法和亲属法的处理有欠妥当；最后则是批评康德反对积极的抵抗权和革命权。事实上，这些批评多半与批评者各自的政治立场或阶级成见有关，多是断章取义、想当然的批评，少有能提出严谨而让人信服的论据。

以第一项指责来说，它主要来自主张限制或废除私有财产的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他们认为，康德对私人所有权的立证不无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之嫌。其实不然，因为康德对私人所有权的立证并非从资产阶级的利益着眼，而是以纯粹理性的严谨推论为基础，论证吾人如何可以占有外物，而且该占有也不限于实物占有。其次，康德固然认为女人与经济上不独立的人不能享有积极的公民权，即投票权，这是时代的偏见。然而，吾人也不能否认康德主张“经济独立是人格独立的前提”，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何况，康德认为，女人连同经济上不独立的人也和其他积极的公民同样地自由和平等，并主张任何法律必须让经济上尚未独立的公民可以经由自己的努力而成为经济上独立的公民。其实，劳工和妇女之取得投票权乃是一次大战之后的事，何况在康德那个时代似乎也只有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孔多塞（Condorcet，1743—1794）主张过普遍投票权而已，以远在康德死后一百多年才实现的事实来批评康德，实属苛刻。再以第三项指责来说，康德并不认为国家公权力可以任意运用死刑，也不把死刑当做稳定社会的工具；而是主张国家公权力必须在一定原则下使用死刑，以死刑作为实现公共正义的手段。时至今日，死刑的存废仍无定论，美国有些州甚至在废除死刑多年之后，又恢复死刑。至于阉割，康德只在其著作中作为例子提过一次，实无须为此小题大作。

再以第四项指责来说，它多半来自卫道之士。康德认为，婚姻乃是“不同性别的两个人为了终身互相占有对方的性器官的结合”（引自《法学的形而上学原理》第二十四节）。亦即将婚姻视为男女双方恒久地、排他性地相互享用对方性器官的契约，这个定义乍看之下固然令人诧异，但细想之后，却不得不接受它。一个不以恒久的、排他性的性关系为基础的婚姻实在是难以设想的。至于最后一项指责也有欠公允。康德并非绝对反对革命，他只是反对把革命当做一种权利。康德认为，革命值得同情，但不值得鼓励，因为“经由革命，个人的专制以及贪婪心和权势欲的压迫固然可以一扫而空，但绝不会出现思维方式的真正改革，而是新的成见将和旧的一样，成为驾驭没有思想的广大人群的助行带（按：助行带原文为Leitband，即指提携幼童学步的布条。引自《答复这个问题：何谓启蒙运动？》）只有以思维方式的革命代替暴力革命，鼓励每个人独立思考，公开运用理性，改革才能成功。

康德的法权哲学是批判自然法学

在方法论的批评方面，有人认为康德的法权哲学并非以批判的方法为基础，因此不属于批判哲学。这种看法其实严重曲解了康德的法权哲学。而之所以产生这种曲解，乃是因为对康德的批判哲学体系缺乏宏观而深刻的认识。在理论哲学里，康德从不问有没有客观知识，只问客观知识如何可能，因为对康德而言，客观知识的存在是既予的事实，批判的目的在于探讨客观知识的可能性根据，亦即认知主体的感性、悟性与理性等认识能力及其先天概念和原理，并以此先天概念和原理为基础，检验既有的各种知识主张，包括理性主义的独断论和经验主义的怀疑论，一方面确保真知识（wahres Wissen），另一方面对于貌似真实的假知识（Scheinwissen）则严予驳斥。其实，吾人可以用正圆来代表作为圆满理念的真知识，而用椭圆来代表不尽圆满的现实世界的既有知识体系。两圆的关系并非正圆被包摄在椭圆里，吾人不得主张所有可能的知识尽已存在于既有的知识系统之中，否则批判将成为只是对既有的知识分辨真假而已。两圆的关系毋宁是部分互相重叠，未与椭圆重叠的那一部分正圆可代表存在于既有知识之外的真知识。正因为仍有某些真知识无法从既有的知识系统里抽取出来，因此，倘若要建立真知识的系统，就必须摆脱既有知识的限制，不能只从经验中去寻找知识的最后依据，而只能从审查人类理性的认识能力着手。

在实践哲学里，康德的批判矛头由“知识”转向了“道德”。康德从不问有没有普遍有效的道德律，而只问普遍有效的道德律如何可能，因为他认为大家对普遍有效的道德律的意识是再清楚不过的“理性事实”。批判的目的在于探讨普遍有效的道德律的最后依据，亦即意志的自律（Autonomie），并以此为基础，检验既有的各种道德规范，一方面确保以自律为根据的真道德，另一方面则驳斥以他律（Heteronomie）为根据的假道德，诸如以上帝的意志或幸福作为道德的依据。同样地，吾人可以用正圆来象征作为圆满理念的真道德，而用椭圆来象征不尽圆满的现实世界里的既有道德体系。两圆的关系也非正圆被包摄在椭圆里，而是两圆部分互相重叠。因为未与椭圆重叠的那一部分正圆可代表存在于既有道德体系之外的真道德。正因为有某些真道德不存在于既有的现实经验里，因此，倘若要建立真道德的系统，就必须摆脱经验的限制，不能只从现实经验中去寻找道德的最后依据，而只能从独立于经验之外的，亦即从纯理的断言令式中去寻找。

在法权哲学里，康德继续运用批判的方法，探讨普遍且必然有效的法权概念的最后依据；并据此以建构自然法（Naturrecht）的系统，亦即无须经由任何立法者制定，就对任何时、任何地的任何人先天必然有效的法权，康德从不问有没有普遍有效的法权律则，只问普遍有效的法权律则如何可能，因为他认为存在普遍有效的法权律则乃是不争的事实。他论证意志的外在自由是法权律则的最后依据，并以此为基础，检验由某个或某些立法者所制定、而对特定时地有效的“实证法”（positives Recht）。即符合自然法要求的实证法为合法（recht），而违反自然法要求的实证法则为非法（unrecht）。这种自然法对实证法的检验和批判就是康德法权哲学的批判性格所在。从这个角度来说，康德的法权哲学就是批判自然法学（kritische Naturrechtslehre）。换言之，康德的法权哲学乃是批判方法在法权领域运用的成果，因此当然属于批判哲学。其实，从康德法权哲学的主要著作——《法学的形而上学原理》——的书名，即可看出该书与批判哲学的密切联系。如同在《纯粹理性批判》（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的基础上，康德以《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原理》（Metaphysische Anfangsgruende der Naturwissenschaft）来建立真知识的系统一样，在《实践理性批判》（Kritik der praktischen Vernunft）之后，康德本应撰写“道德学的形而上学原理”（Metaphysische Anfangsgruende de Sittenlehre），以建立真道德的系统。然而，因为道德分为法权与伦理两个领域，因此，康德乃分别撰写《法学的形而上学原理》（Metaphysische Anfangsgruende de Rechtslehre）与《伦理学的形而上学原理》（Metaphys ische Anfangsgruende der Tugendlehre），并将此二者合称为《道德形而上学》（Metaphysik der Sitten）。由此可见，《法学的形而上学原理》就是《实践理性批判》的延伸与发展，因此是批判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康德的“自然法”是“理性法”

其实，就自然法和实证法的关系来说，吾人也可以用正圆来代表作为圆满理念的自然法，而用椭圆来代表不尽圆满的现实世界里的实证法。两圆的关系并非正圆被包摄在椭圆里，吾人不得主张所有可能的自然法尽已存在于现有的实证法之中，否则批判将成为只是分辨现有的实证法为合法或非法而已。两圆的关系毋宁是部分互相重叠，未与椭圆重叠的那一部分正圆就代表存在于现有实证法之外的自然法。当两圆重叠的部分愈大，代表现有实证法的正当性愈高；当两圆重叠的部分愈小，代表现有实证法的正当性愈低；而当两圆重叠的部分小至几近分离时，代表现有实证法的重要规定均已背离了自然法，这意味着濒临革命的边缘。其实，一个稳定的社会毋宁是自然法与实证法重叠七、八成，对现有的实证法仍有不断改良、完善的空间。换言之，自然法是任何一个实证法系统永不止息趋近的理想，实证法则是自然法理想在特定时空的具体化，两者并非截然对立。因此，问题不在于这两者应该选择哪一个，而是在于，如何使现有的实证法更贴近自然法的理想。但无论如何，自然法只是个圆满的理念，在现实世界里，永远有某些自然法存在于实证法之外，正因如此，吾人不可能借由实证法的归纳来建立自然法的系统。只有超越经验的限制，以纯粹实践理性为基础，才能建立普遍且必然有效的自然法系统。从这个角度来看，康德的自然法就是“理性法”（Vernunftrecht）。

其实，在自然法思想发展的历史上，首度赋予自然法以理性法意义的便是康德。换言之，康德不仅总结了近代的自然法思想，更经由理性法的诠释改造并提升了近代自然法思想的水平。所谓近代的自然法是指世俗的自然法，亦即挣脱出中世纪神学理论附庸的自然法，神学的自然法充其量只是上帝戒律的代名词而已。近代的自然法萌芽于西班牙的萨拉曼卡学派（Salamanca School）。1559年，该学派的瓦斯盖兹（Fernando Vasquez，1512—1569）重提在一千多年前的古罗马时期由斯多葛学派的西塞罗（Cicero，106—43B．C．）、塞内卡（Seneca，2B．C．－65A．D．）以及其他罗马法的著名法学家发展出来的自然法思想。瓦斯盖兹将“自然权利”（ius naturae或ius gentium naturale）视为有理性的人在前国家的原始状态（Urzustand）下所拥有的权利，它包含自由、平等的权利、生存权以及财产权。这种萌芽于西班牙的世俗自然法思想传播到当时西班牙的属地荷兰以后，遂为格老秀斯（Hugo Grotius，1583—1645）发扬光大。他主张，自然法不是上帝的启示，而是理性的体现。格老秀斯是近代第一个系统讲述世俗自然法的大家。继格老秀斯之后，德国的普芬道夫（Samuel Pufendorf，1632—1694）和托马修斯（Christian Thomasius，1655—1728）相继阐发自然法思想，而沃尔夫（Christian Wo1ff，1679—1754）则集其大成。他所撰写的八大卷《自然法》（Ius Naturae，1740—1748）对欧陆各大学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而该书提出第一份人权清单，其详尽令人叹为观止，除了政治人权外，也包含社会人权、经济人权，甚至文化人权。康德的法权哲学承袭了自格老秀斯至沃尔夫的世俗自然法传统，例如康德在大学里讲授法权哲学时所选用的教科书的作者——包姆加登（Baumgarten，1714—1762）和阿亨瓦（Achenwall，1719—1772）——就是沃尔夫的学生。此外，康德也受到启蒙运动思想家，如卢梭（Rousseau，1712—1778）和孟德斯鸠（Montesquieu，1689—1755）的启发。更重要的是，康德以其批判哲学，总结近代以来的世俗自然法思想，从而发展出批判自然法学（kritische Naturrechtslehre），为世俗的自然法立下坚实的理论基础。换言之，康德既不诉诸上帝的意志，也不从事物的本性（Natur der Sache）或人类需求的满足来论证自然法，而是以纯粹实践理性为基础，发展出理性法意义的自然法。

遗憾的是，康德也是迄今为止的最后一位大师级的自然法学家。自从黑格尔（Hege1，1770—1831）以“历史意志”取代了康德的“自由意志”（即纯粹实践理性）之后，实证法的迅速发展淹没了自然法。黑格尔放弃了康德对现象与物自身的二元论立场，主张将客观的存在与主观的意识予以统一解释。历史法学派的萨维尼（Friedrich Carl von Savigny，1779—1861）否认有放诸四海而皆准的自然法，主张任何一个民族的法律都是该民族独特精神的体现。因此，以该民族独特的法意识（Rechtsbewusstsein）和法确信（Rechtsueberzeugung）为基础，在历史中逐渐发展、积淀起来的习惯法才是主要的法源。立法者的职责不在于创造新的法律，而在于将该民族久已共信的习惯法明确化、法典化而已。萨维尼之后，社会法学派的耶林（Rudolf von Jhering，1818—1892）进一步将法律的基础现实化。对他来说，法律的目的就是调和现实社会里各种互相冲突的利益。这种思想的产生固然与19世纪下半叶德国激烈工业化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分不开，但却也强化了法律的现实性格，而冲淡了其应有的理想精神，从而成为酝酿法实证主义（Rechtspositivismus）的温床。

法实证主义背离了康德的自然法学

所谓“法实证主义”，乃是一种以实证法为研究对象的法学理论。它认为，法学的任务不在于探讨法律应该是什么，而在于只研究法律是什么，亦即只分析和阐明实证法的概念和原理，至于此等概念和原理是否合乎正义则非所问。凯尔森（Hans Kelsen，1881—1973）便是法实证主义的集大成者。凯尔森的老师是新康德学派的马堡学派的创始人柯亨（Hermann Cohen，1842—1918）。凯尔森的代表作《纯粹法学》（Reine Rechtslehre）与康德法权哲学的主要著作《法学的形而上学原理》（Metaphysische Anfangsgruende der Rechtslehre）都用“Rechtslehre”，而不用“Rechtswissenschaft”表达“法学”，而且“纯粹”（rein）一词是康德哲学的术语，诸如纯粹理性、纯粹意志。因此，凯尔森的《纯粹法学》常被误以为是康德法权哲学的继承发展。其实，《纯粹法学》乃是关于实证法的理论，其观点与康德的批判自然法学可谓泾渭分明。凯尔森所谓的“纯粹”是指排除对法律规范的价值判断，仅分析法律规范的内部结构，这种纯粹并非康德原义的纯粹，亦即不夹杂经验的纯粹，反倒是仅限于经验而不脱离经验的“纯粹”。然而，凯尔森既然是新康德学派的马堡学派的创始人柯亨的学生，又何以会论证出与康德批判自然法学完全相反的法实证主义？这是因为马堡学派对康德哲学的研究重点放在第一批判，亦即《纯粹理性批判》；对于第二批判，即《实践理性批判》并不重视，以致凯尔森只了解到批判的消极意义在于纯粹理性不能超越经验的界限，并依此建立其“纯粹法学”，却未认识到批判的积极意义在于实践理性必须超越经验的界限，而法学既然属于实践的领域，就必须超越经验，依据纯粹实践理性，才能建立真正的批判法学。反观新康德学派的另一支派——西南德意志学派，则把研究重心放在第二批判，因此发展出影响深远的“价值哲学”。该派的史丹姆勒（Rudolf Stammler，1856—1938）即是复兴自然法的大家。

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法实证主义在德国盛极一时，终于导致了纳粹浩劫。希特勒就是以合法的方式取得政权，以合法的方式行极权统治，以合法的方式犯下滔天大罪的。纳粹所高举的“国家社会主义”的正义原则可归结为两点，其一是“民族正义”（voelkische Gerechtigkeit），其二正义就是元首的意志（Gerecht ist alles，was der Wille des Fuehrers ist）。这种正义诉求绝非普遍的正义，而是狭隘的“民族正义”，与“阶级正义”同样是特定族群的正义，更何况被窄化成“元首的意志”，亦即“统治者的意志即为正义”，这种见解无异是主张“强权即公理”（Might is right）。这种“正义”本身就是不义，不过徒具合法的形式，即以国家公权力为后盾，完全不具有合法的实质内涵，即法律应有的道德内涵。在纳粹政权“合法”践踏人权的教训下，二次大战后的德国掀起了一股自然法复兴运动。他们认为，只有承认自然法的存在，并以此为标准，检验、批判实证法，才能避免重蹈纳粹的覆辙。在这种情形下，总结近代自然法思想的康德法权哲学才被发现是重建普遍且必然有效的法权所不可或缺的宝贵精神遗产。

康德对法权概念的论证

康德的自然法学是从建立“法权概念”着手的。普遍且必然有效的法权概念（Rechtsbegriff）不可能从经验世界的实证法归纳而来，它只能是以纯粹实践理性为根据的先天概念。易言之，法权概念绝不能是个经验概念，而是个理性概念，因为经验概念不能普遍且必然有效。从康德的哲学体系来看，法权（Recht）固然属于道德（Sittlichkeit）的领域，却不同于伦理（Ethos）之涉及人的内心立意，而是只涉及与他人处于交互影响下的外部行为，亦即外在的实践关系。其次，这种实践关系乃是我之意志（Willkuer）对他人意志的关系，而非我之意志对他人愿望（Wunsch）的关系，也就是不涉及他人需求的满足，例如对他人慈善的行为即属对他人需求的满足。再者，在这种意志交互影响的关系中，意志的对象，即“目的”（Zweck），必须排除在外，而只考虑意志的形式。因为目的的设定涉及主体的内心立意，属于伦理学（Ethik）的领域。为了探讨意志交互影响关系中的意志的形式，有必要先了解《实践理性批判》里“涉及一般意志与行为决定”的意志的形式。

所谓“涉及一般意志与行为决定”的意志的形式是指意志的自由。然而，自由有它自己的律则，即自由律，没有律则的自由比恶魔还可怕。因此，意志的自由其实就是在普遍有效的自由律规范下的意志自由。这种自由律即是道德律（Sittengesetz）：“如此行动，即你意志的准则始终能够同时作为一项普遍立法的原理。”（引自《实践理性批判》）换言之，人不只是被动地接受道德律规范而已，人乃是自己制定道德律并要求自己服从的道德主体（sittliches Subjekt）。把这种涉及一般意志与行为决定的意志的形式应用到法权的领域，意志交互影响关系中的意志的形式便是处于外部交互影响下的意志自由。这种处于外部交互影响下的意志自由其实是意志自由的外在运用，亦即完全不考虑内心立意如何，而只涉及外部行为的“外在自由”（auessere Freiheit）。这种自由有别于不论及外部行为后果，只考虑内心立意的“内在自由”（innere Freiheit）。而在外在自由交互影响的状态里，也存在着普遍有效的自由律，否则各个人的外在自由便可能互相抵触，乃至互相毁灭。因此，处于交互影响状态中的外在自由即是能够依照普遍有效的自由律而和谐并存的所有人的外在自由，这就是法权的概念。因此，康德说：“法权是指一个人的意志能够依照普遍的自由律与其他人的意志和谐并存的条件之总念。”（引自《法学的形而上学原理》导论）这里所说的自由律乃是外在自由的普遍律则，属于前述《实践理性批判》里的自由律的外在运用，也就是“法权律则”（Rechtsgesetz）：“外在地如此行动，即你意志的自由运用能够依照普遍的律则与每个人的自由和谐并存。”（引自《法学的形而上学原理》导论）换言之，人不只是被动地接受法律规范而已，就法权律则属于自由律的外在运用而言，人乃是自己制定法权律则来规范自己外在自由的“法权主体”（Rechtssubjekt）。

外在自由是法权律则的存在依据

其实，法权律则与外在自由的关系就如同道德律与自由的关系。道德律和法权律则都是先天综合的实践命题。它们之所以是实践的，是因为它们都涉及了意志与行为决定；所不同的是，道德律涉及一般的意志与行为决定，法权律则仅涉及意志自由的外部运用。它们之所以是先天的，是因为它们都要求严格的普遍性和绝对的必然性，因此不可能来自经验。它们之所以是综合的，是因为它们不预设任何特定的目的，就无条件地把律则和意志连结在一起，因此行为要求无法像假言令式（hypothetischer Imperativ）一样，可以从对目的的意欲中分析出来。然而，这种先天综合的实践命题如何可能？先就道德律而言，康德认为，自由乃是道德律之所以可能的先天根据。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自由的客观实在性也必须经由道德律才能认识。换言之，自由是道德律的“存在依据”（ratio essendi），而道德律则是自由的“认识依据”（ratio cognoscendi）。同样地，就法权律则而言，外在自由乃是法权律则之所以可能的先天根据。因为只有先肯定人的意志的外在运用是自由的，才可能要求人的外部行为可以遵守法权律则，而当有人违反法权律则时，也才有理由归咎他，因为他是自由的，能够遵守法权律则，却不遵守。相反地，外在自由的客观实在性也必须经由法权律则才能认识。因为就人的行为总是在时间的序列里而言，人的行为在现象界是受因果律支配的，只要原因一设定，结果就按照律则必然地发生，其间并无自由可言。然而，经由法权律则，吾人认识到，人可以摆脱他人意志的强制，而依照法权律则的要求而行为，这就是外在自由。因此，我们也可以说，外在自由是法权律则的“存在依据”，而法权律则是外在自由的“认识依据”。换言之，外在自由和法权律则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外在自由是在法权律则规范下的外在自由，法权律则则是为保障所有人的外在自由和谐并存所不可或缺的普遍律则。法权律则和外在自由两者同时构成了法权的重要内涵：法权律则构成了“客观意义的法权”（Recht im objektiven Sinne），而外在自由亦即权利，则构成了“主观意义的法权”（Recht im subjektiven Sinne）。将客观的法权律则（相当于英文字的law）和主观的权利（相当于英文字的right）结合起来才是完整意义的法权（德文字为Recht，兼有英文字law和right之意）。

先就法权的客观面——法权律则（Rechtsgesetz）——而言，一个人的行为只要能够依照普遍的法权律则与所有人的外在自由和谐并存，该行为即是合法的（recht）。而对一个合法的行为予以妨碍、干涉的行为即是非法的（unrecht），因为该行为无法依照普遍的法权律则与所有人的外在自由和谐并存。必须注意的是，法权律则并不要求吾人必须把该律则作为行为的准则（即行为者个人的主观实践原理），虽然这么做会是个出于义务而有道德价值的伦理行为。因为法权律则仅涉及人与人之间外在自由的关系，这就是说，即使我内心里完全不关心他人的自由，甚至千方百计想侵犯他人的自由，但只要我的外部行为依循普遍的律则，他人的外在自由仍可丝毫无损。换言之，法权律则并不关心吾人内心是否想侵犯他人的外在自由，它只要求，吾人在运用自己的外在自由时，不能漫无限制地扩张，而是应该受到普遍律则的约束，如此一来，既能确保每个人最大范围的外在自由，又能维系最持久的和平共处。从这个角度来看，康德的法权哲学就是自由与和平的哲学。

权利与强制是一体的两面

再就法权的主观面——权利——而言，权利是指每个人的外在自由，只要此外在自由能够依照普遍的法权律则与所有其他人的外在自由和谐并存。但事实上，人只要力所能逮，往往违背法权律则，不断扩张自己的外在自由，以致侵犯他人的外在自由。康德认为，就像在自然现象中，有作用力与反作用力恒等的自然律一样，在外在自由的运用中，也有作用力与反作用力恒等的法权律则。对违反法权律则的不法行为（即作用力）予以强制排除（即反作用力），本身就是合乎法权律则的合法行为。换言之，在每个人的外在自由交互影响的关系中，我以合乎普遍律则的强制（Zwang）来限制他人自由的恣意运用，别人也以合乎普遍律则的强制来限制我自由的恣意运用。因此，严格意义的权利（ius strictum）可以表述为“一种——能够依照普遍的律则与每个人的自由和谐并存的——普遍互相强制的可能性。”（引自《法学的形而上学原理》导论）这种强制的权限（Befugnis zu zwingen）正是严格意义的权利的核心内涵。

其实，权利之所以与强制的权限相联系，这是因为权利乃是一种课他人以法权义务（Rechtspflicht）的道德能力。所谓法权义务乃相对于伦理义务（Tugendpflicht）而言。后者涉及对道德主体内心目的（Zweck）的要求，而目的的设定不可能由外部加以强制，只能由主体自行设定。反之，法权义务不关心行为的目的，只涉及外部的行为，因此可能由外部加以强制，只要该强制能够依照普遍的律则与所有人的自由和谐并存。例如，当我们说，债务人有履行债务的义务，或者说，债权人有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权利，这并不表示，债权人能经由对债务人内心立意的强逼，迫使债务人出自内心履行债务；而是意味着，债权人能够经由一种外部的强制，如法院的强制执行，逼使债务人尽管百般不愿也必须履行债务。

此外，康德认为，严格意义的权利可以像数学般的精准（mathematische Genauigkeit）予以确定。先就线的内在性质（即曲、直）而言，两点间可以有无限多条的线，但直线却只能有一条。“直线”的“直”字在拉丁文是rectum，有正直、合法的意思。再就线的外在关系（即正、斜）而言，与某直线在某定点相交的直线可以有无限多条，但垂直线却只能有一条。“垂直”的拉丁文也是rectum。康德将这种线的关系比拟于人的外在自由的关系，也就是说，每个人的权利和每个人与其他人的权利分际，都应该像线的内在性质和外在关系一样精准地来确定。

衡平法与紧急权不是严格意义的权利

然而，有两种“权利”是无法精准地确定的，即“衡平法”（Billigkeit）和“紧急权”（Notrecht）。前者乃是没有强制的权利，后者则是没有权利的强制，因此都不属于严格意义的权利，而是所谓“模棱两可的权利”（ius aequivocum）。所谓“衡平法”是指平衡因依循普遍法则而难以避免的不正义而言。例如甲和乙订约，约定甲应给付乙30万元，以购得乙宅。然而，签约后适值通货膨胀，乙宅已值市价300万元。此时，合同虽已签订，但甲尚未付款，乙可否要求提高房价为300万元？诚如“衡平法”的格言所说，“最高的法就是最大的不法”（summum ius summa iniuria）。从严格意义的权利来看，乙无法强制甲这么做，也就是说，乙无法诉诸法官的判决来贯彻其权利主张。然而，假如甲出于良心愿意给付乙300万元，从衡平法的角度来看，乙完全有理由接受。因此，衡平法乃是一种没有强制的权利。

至于“紧急权”则是一种假想的权利（vermeintes Recht），也就是当我的生命陷于极度危险时，可以去剥夺并未伤害我的另一个人的生命，以求自保。在这种情况下，他人并无攻击我生命的不法行为，因此，剥夺他人的生命绝非我的权利，充其量只是一种被允许的暴力行为而已。举例来说，当船难发生时，甲、乙两人抢占一块仅能承受一个人重量的木板，甲为了生存，强把乙从木板上推入海中，遂得以独占木板而幸免于难。在这种情况下，法官不可能对甲判处死刑。因为要求甲即使在丧失生命的恐惧中，也必须保持清醒的权利判断，实有违人情。然而，这种使用暴力的自我保存行为并非合法，它只是免于刑罚而已。因此，“紧急权”的格言说：“紧急状态下无法律”（necessitas non habet legem）。

法权意识与公民意识

综上所述，衡平法和紧急权并非严格意义的权利。严格意义的权利必须是一种普遍的互相强制；亦即我固然有强制他人不侵犯我外在自由的权利，但是他人也有强制我不侵犯他外在自由的权利；从义务的角度来说便是，他人有不侵犯我外在自由的义务，而我也有不侵犯他人外在自由的义务。换言之，人乃是既享受权利，又承担义务的法权主体，既非只有权利而无义务的上帝，亦非只有义务、却无权利的奴隶，更非既无权利又无义务的“物”（Sache）。一个人对自己作为一个法权主体——即享受权利、负担义务的主体——的意识是所谓的“法权意识”（Rechtsbewusstsein）。而法权意识乃是“公民意识”（Buergerbewusstsein）的核心。因为“公民”是指在一个法权共同体（Rechtsgemeinschaft）之内的法权主体。

“公民”在英文是citizen，法文是citoyen，都是源自拉丁文的civis，原意是“城民”，城民组合成civitas，即是“城邦”。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城民能直接参与公共事务，亦即以集会方式议决城邦法律与政策，并参与城邦行政管理。换言之，城民的资格和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是分不开的。而由一群城民组成、以共同经营公共事务为目的的共同体即是国家。拉丁文称呼国家为“res publica”，其原义就是“公共事务”，这个字后来在英文里直译为republic，或意译为commonwealth。到了中世纪，封建贵族和教会神职人员垄断了公共事务的发言权，加上商业萎缩，城市没落，原本城民参与公共事务的传统几近中断。直到中世纪末期，随着商业和贸易的复苏，以工商业为主的城市逐渐兴起。新兴工商阶级是这些城市里的进步力量，他们向国王或封建领主争取贸易特许状，使城市挣脱领主的控制，从而获得管理城市公共事务的自治权。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城市工商阶级发现，只有城市的自治是不够的，因为在城市之外的广大地区，贵族和教士阶级仍然顽固地垄断着统治权，而形成工商业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只有将城市的自治扩大为对整个国家公共事务的管理，尤其是参与法律的制定，才能真正保障自己的权利。西方的“法权意识”和“公民意识”就是在古希腊罗马时代城民自治的传统下，加上近代工商业的兴起，而发展起来的。

反之，中国传统上向来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商业被认为是雕虫小技，商人被列为“士农工商”四民之末，因此，商人阶级始终无法如西方一样，形成一股足以与当权者抗衡的民间势力。在商业得不到充分发展的情况下，几千年来的中国一直处于小农社会。在小农社会里，家庭（或家族）是从事生产、分配与消费的基本单位；家庭（或家族）里的人伦关系是社会里最重要的人际关系。在政治上，原本维系家庭（或家族）人伦关系的伦理规范直接延伸为规范公共秩序的国家法律，例如移孝作忠，父权转化为君权，从而形成法律的伦理化和伦理的法律化。这种以家庭（或家族）伦理为核心的伦理法毋宁是一种尚未充分发展的法律体系。因为在中国传统的伦理法之下，人们只晓得自己是一个能够以道德理想自我要求的伦理主体，却不晓得自己同时是一个享受权利、承担义务的法权主体，遑论尊重他人也是一个法权主体。其实，人只有先成为法权的主体，才可能要求自己成为伦理的主体，因为倘若失去外在自由，任何内心的道德理想都将沦为空谈。今日中国要迈向全方位的现代化，如何培养具有法权意识的现代公民，无疑是当务之急。

依照乌尔比安的三个公式划分法权义务

以纯理的法权概念为基础，康德建立了一个理性法（Vernunftrecht）系统。康德认为，这个系统可以从法权义务的角度来划分，而古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Ulpianus，170—228）所提出的三个公式正可作为划分的原则。第一个公式是：“做一个正直的人”（hones-te vive）。康德将它阐述为：“让你对他人而言，不只作为工具，而是同时是目的。”这是“内在的法权义务”（innere Rechtspflicht），亦即“对自己的法权义务”（Rechtspflicht gegen sich selbst）。它就是“在我们自己人格之内的人性的权利”（Recht der Menschheit in unserer eigenen Person），简称“人性的权利”（Recht der Menschheit）。所谓“人性”（Menschheit）是指人之所以为人的那部分，即睿智界的人（homo noumenon），亦即纯理而超感的人格。所谓“人性的权利”就是指睿智界的人（即人性）对现象界的人（homo phaenomenon）的权利。详言之，现象界的人是感性的动物人（Tiermensch），而睿智界的人则是超感的理性人（Vernunftmensch），一个理性人必然要求感性的欲求应该服从理性的律则，这种要求即是“人性的权利”。人性的权利并非严格意义的权利。因为严格意义的权利是一个主体对另一个主体的“外在权利”（auesseres Recht），而且总是涉及一种普遍的互相强制。然而，人性的权利是同一个主体之内的睿智界的人对现象界的人的“内在权利”（inneres Recht），而且只是片面的强制，亦即只有睿智界的人能强制现象界的人，而现象界的人却不能约束睿智界的人。这种人性的权利若从义务的角度来看，便是同一个主体之内的现象界的人对睿智界的人所负有的“内在的法权义务”，也就是“对自己的法权义务”。

乌尔比安的第二个公式是：“勿伤害他人”（neminem laede）。康德将它阐述为：“勿对他人不法，为此之故，甚至必须远离与他人的所有联系并避免一切社交。”这是一个主体对另一个主体的“外在的法权义务”（auessere Rechtspflicht），亦即“对他人的法权义务”（Rechtspflicht gegen andere）。它就是“他人的权利”（Recht der anderen Menschen或Recht der Menschen），意指他人“自然的权利”（natuerliches Recht）。所谓“自然的权利”是指在国家存在以前的自然状态中就已经存在的权利，亦即“私法权”（Privatrecht）。第二个公式就是私法权的原理。必须注意的是，他人的权利不同于人性的权利，它是一个主体对另一个主体的外在权利，因此属于严格意义的权利。康德认为与人相处，就难免侵犯他人的权利，因此他将“勿伤害他人”解释为尽可能不与他人联系，并避开一切的交往。

乌尔比安的第三个公式则是：“给予每个人应得的东西”（suum cuique tribue）。康德将之阐述为：“进入某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里，每个人自己的东西都能获得确保而免于他人的侵害。”这种状态其实就是指国家状态。这个公式所表述的法权义务就是要求在自然状态下可能互相侵害彼此私法权的每个人结合起来，组成国家，由国家公权力来保障每个人的私法权。由此可知，在国家状态里，每个人原来在自然状态下的私法权并未被剥夺，而是丝毫未损地以新的法权形式重新获得。这种法权形式称为“公法权”（oeffentliches Recht）。第三个公式便是公法权的原理。

其实，乌尔比安的第二个公式和第三个公式分别涉及了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384—323B．C．）所说的“算术正义”和“几何正义”。前者是指人与人之间完全站在平等相对待的基础上，互为予求，又称为“平均正义”或“交换正义”（iustitia commutativa），是私法权的原理，私人之间签订合同，发生债权关系，均应依“算术正义”为之。而“几何正义”又称“比例正义”或“分配正义”（iustitia distributiva），是指国家公权力在其与人民的关系上，应依各个人不同的成就、贡献，依比例原则，分配给各个人其所应得的部分，这种“分配正义”是公法权的原理。

康德的自然法系统除了可以从法权义务的角度，依照乌尔比安的三个公式来划分外，也可以依照是否进入国家状态，划分为在自然状态下无需公布的私法权，以及在国家状态下需要公布的公法权两部分。后者包括由国家公权力保障的私法权、国家法、国际法和世界公民法。康德特别指出，与自然状态相对的是国家状态，而非社会状态，因为即使在自然状态下也有一定的社会组织存在，因此，与自然状态下的私法权相对的公法权，乃是国家状态下的法权，而非以前自然法学家所称的“社会状态”下的法权。其实，公法权属于所谓“国家哲学”（Staatsphilosophie）的研究对象。国家哲学固然属于法权哲学的一部分，但笔者拟在下一篇讨论，在此仅论述私法权。

天赋的权利

私法权乃自然的权利，又可分为天赋的权利（angeborenes Recht）和获得的权利（erworbenes Recht）。所谓“天赋的权利”是指无需借助于任何法律行为（如占领或签订合同）而与生俱来的权利；这种权利与吾人的存在不可分离，既不能分割，也不能让与，因此属于“内在的我的和你的”（das innere Mein und Dein）。康德认为，天赋的权利只有一种，就是独立于他人意志强制的自由，只要这种自由能够依照普遍的律则与所有其他人的自由和谐并存。正因为自由是每个人天赋的权利，因此，每个人都有权只服从自己——或自己与他人共同——制定的行为律则，这就是“自律”（Autonomie）。正因为自由是每个人天赋的权利，因此，每个人都有要求他人不得侵犯其外在自由的权利，也有不得侵犯他人外在自由的义务；换言之，每个人都是既享受权利、又负担义务的法权主体，而不是单纯受他人意志强制的奴隶，这就是“自主”（eigener Herr zu sein）。正因为自由是每个人天赋的权利，因此没有人应该比他人多受一点儿约束，也没有人有权比他人少受一点儿约束；换言之，每个人生来都同样地平等，不因性别、家庭出身、教育程度、职业或财富等经验条件而有所差别。

然而，人凭什么拥有天赋的权利？针对这个问题，康德以前的哲学家总是在上帝的意志、人类需求的满足里寻求解答，康德则完全从一个崭新的角度，亦即从纯理的观点，为天赋的权利提出新的立证。康德认为，天赋的权利乃导源于人性的权利。详言之，既然睿智界的我对现象界的我拥有人性的权利，则在我与他人交往的外部关系中，也可诉诸于在我自己之内的人性的权利，要求他人不得侵犯我的外在自由，这种要求就是天赋的权利。换言之，为了维护人性的权利，人必然拥有不可让渡给他人的天赋的权利，惟有借着天赋的权利，人才能抵拒来自他人或其他团体（含国家）的侵害。这种天赋的权利因为导自人性的权利，因此是人之所以为人所不可或缺的，所以也称为“人权”（Men-schenrecht）。

获得的权利

至于“获得的权利”则是指必须经由特定的法律行为而取得的权利。例如，甲欲支付一定的定金向乙购宅，只有双方签订买卖合同之后，乙才有要求甲给付定金的权利。获得的权利虽然和天赋的权利同属于在自然状态中就已经存在的私法权（即自然的权利），然而，获得的权利却必须以天赋的权利为基础，因为只有当吾人拥有天赋的自由，才可能经由一定的法律行为而取得其他的权利。

与天赋的权利属于“内在的我的和你的”不同，获得的权利是以“外在的我的和你的”（das auessere Mein und Dein）为标的的。所谓“外在的我的和你的”是指属于法权主体所有的外在物（etwas Auesseres）。康德认为，“外在的我的和你的”可依照《纯粹理性批判》里的三个关系范畴（Relationskategorien）——实体（Substanz）、因果性（Kausalitaet）和共在性（Gemeinschaft）——分成三种。第一种是外在于我的形体物（koerperliche Sache ausser mir），而对这种形体物的占有（Besitz）便是“物权”（Sachenrecht），例如甲拥有其住房的所有权。第二种是他人在合同里承诺的履行行为（Leistung），而对他人承诺的履行行为的占有便是“对人权”（persoenliches Recht），属于现今所谓合同法的领域，例如甲和乙签订合同，约定甲应出卖其房屋于乙，则乙便取得要求甲移转其房屋所有权的权利。第三种则是与我之间有某种关系的他人的状态（Zustand），而对这种状态的占有便是“有物权性质的对人权”（dinglich-persoenliches Recht），属于现今所谓婚姻法、亲属法的领域，例如甲是乙的孩子，倘若甲离家出走，则乙有不经甲同意而强行将其带回家的权利。

康德特别强调，物权的标的只能是外在的形体物，绝不能是人。人作为法权的主体，是他自己的主人，但不是他自己的所有者，因此不能随意处分自己，包括自己的身体。例如人不能自愿成为他人的奴隶，也不能在与他人的约定里同意截断自己的肢体。既然连成为自己的所有者都不可能，就更不可能是他人的所有者。其次，对人权涉及对他人意志的占有，亦即由我的意志来决定他人的行为，因此不可能只经由我单方面的意志或行为而获得，否则便侵犯了他人的外在自由。对人权的获得只能经由双方当事人互相一致的意志（vereinigte Willkuer），即经由合同而实现。经由合同，此方固然取得约束彼方外在自由的权利，但彼方也同时取得约束此方外在自由的权利。只有这种互相约束、而非片面约束的关系才符合法权律则的要求。

至于有物权性质的对人权则是把一个人当做物来占有，却同时把他看做人来对待的权利。涉及这种权利的关系主要是家庭成员间的关系，包括夫妻关系、亲子关系等。以夫妻关系而言，康德认为，夫或妻在性关系中让自己成为由对方占有的物，乍看之下似乎违反人性的权利，但由于这种关系是平等的占有关系，亦即妻固然作为物而为夫所获得，但同时夫也作为物而为妻所获得，在互相获得的条件下，彼此都重获完整的人格。再以亲子关系而言，康德强调，父母虽然有管教未成年子女的权利，然而，未成年子女也是人，也享有天赋的自由，因此，父母不能把他们看成是自己的财产而任意处置。至于有物权性质的对人权的内涵包括所谓“把一个人当做物来占有”，是指当未成年子女被他人所占有时，父母可以像取回自己的所有物一样，向他人要回自己的子女，即使这么做违反了子女的意愿。

外在的我的和你的如何可能

此外，在物权问题上，康德并不问是否有“外在的我的和你的”，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人的确拥有某些外在物。康德只问“外在的我的和你的”如何可能，亦即只探讨“外在的我的和你的”的可能性根据。这个问题其实涉及了私人所有权制度的正当性，因为私人所有权是“外在的我的和你的”的一种。在康德以前及其以后，许多哲学家都探讨过私人所有权制度的正当性。事实上，所有权的内涵有二：其一是直接支配、使用所有物，其二是间接排除他人对所有物的支配与使用。换言之，私人所有权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所有权人以外的其他人的自由。极端的共产主义者认为私人所有权制度扼杀了人类的自由，为了追求自由，必须取消这种不合理的制度；蒲鲁东（Proudhon，1809—1865）认为，私人所有权在本质上乃是对人类共有财富的窃盗。相反地，许多自由主义者则根据历史或人类学等经验的理由，论证私人所有权制度的正当性。例如洛克（John Locke，1632—1704）认为，人类需求的满足是私人所有权的理论基础。康德则经由“外在的我的和你的”如何可能这个问题，来探讨私人所有权制度的正当性。康德一方面与极端的共产主义者不同，他认为禁绝一切私人所有权无疑与法权和自由相抵触，亦即私人所有权的存在在法权上是正当而且必要的。另一方面，康德也与前述的自由主义者不同，他主张，私人所有权制度的正当性并非基于任何经验的根据，亦即不在于它是人类现实生活或历史经验里普遍存在的现象，也不在于它能满足人类的需求；而是在于它是纯粹理性的必然要求，亦即它是先天有效的法权秩序所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康德主张，当我们说，某物在法权上是我的（das rechtlich Meine），这意味着，倘若他人未经我同意而擅自使用该物，便侵犯了我的外在自由。当该物在我物理力的掌控之中时，前述主张当然成立，例如当我正在我的屋里休息时，有人擅自闯入，便是对我自由的侵犯。然而，当该物脱离我物理力的掌控时，前述主张也应该成立，例如当我离开我的房屋时，有人闯入，也是对我自由的侵犯。若非如此，根本不可能有任何东西确定地是我的，因为当它在我物理力的掌控之中时，它固然是我的，但是一旦它脱离了我物理力的掌控，它便不是我的。由此可见，对“外在的我的和你的”的占有，不能限于由吾人物理力直接控制的“物理的占有”（physischer Besitz），这种物理的占有乃是受制于时间或空间等经验条件，而能够为吾人感官察知的“经验的占有”（empirischer Besitz）或“感性的占有”（sinnlicher Besitz）；物权必须是一种“纯粹法权的占有”（bloss-rechtlicher Besitz），这种纯粹法权的占有乃是摆脱时间或空间等一切经验条件、基于纯粹理性要求的“理性的占有”（Venunftbesitz）或“睿智的占有”（intelligibler Besitz）。

康德认为，“纯粹法权的占有”乃先天综合的法权命题。它之所以是先天的，是因为法权命题属于理性的律则。它之所以是综合的，是因为它不预设任何物理的占有，就把一个外在物归属于我，也就是说，即使该物未在我物理力的掌控之中，只要有人擅自使用它，便可视为是对我外在自由的侵犯。相反地，物理的占有则是分析命题，因为当某物在我物理力的掌控之中时，夺取它当然侵犯了我的外在自由。因此，外在的我的和你的如何可能这个问题可以表示为纯粹法权的占有如何可能，而这个问题又可表示为先天综合的法权命题如何可能。

康德认为，纯粹法权的占有的可能性根据在于“实践理性的法权公设”（rechtliches Postulat der praktischen Vernunft）：“每一个意志的外在对象都可能是我的。”（引自《法学的形而上学原理》第二节）详言之，由于纯粹实践理性只涉及意志的形式，不考虑意志的实质（即其对象），因此它不可能把对象分成两部分，一部分能够合法地属于我，而另一部分不能合法地属于我；它只能主张，每一个意志的对象都可能是我的或不可能是我的。然而，承认后者无异否认了利用任何外在物的可能性，也就剥夺了人的外在自由。惟有承认每一个意志的对象都可能是我的，才能确保外在自由的实现，也才符合纯粹实践理性的要求。这种“实践理性的法权公设”正是“外在的我的和你的”之所以可能的先天根据。

土地的始原共同占有与始原获得

然而，要使一个外在物成为我的，必须经由某种获得（Erwerbung）的程序。以物权而言，康德认为，第一种获得物只能是土地。因为所有其他的物都附着在土地上，吾人可将后者视为实体，前者视为属性。正如属性不能脱离实体而存在一样，只有先获得土地，才可能进一步获得土地上的物。关于土地的获得，康德以前的格老秀斯和洛克有不同的看法。格老秀斯认为，土地最早是为人类所共有的，后来经由共有人订立合同，即经由共有人一致同意，才由共有转变为私人所有。相反地，洛克认为，土地是经由劳动而获得的，谁在某块土地上从事生产，就是对那块土地的加工，也就取得了那块土地的所有权。康德则认为，土地的始原获得（urspruengliche Erwerbung）既不可能像格老秀斯所主张乃是经由合同的订立，因为吾人实在难以设想全体人类如何能对共有土地的分割达成一致的协议；也不可能像洛克所主张乃是经由劳动而获得，因为对土地的加工非但不是获得土地的依据，反而是获得土地的结果，只有先获得土地，才可能合法地对土地加工。

康德认为，始原获得的可能性根据首先是对地球所有土地的“始原共同占有”（communio possessionis originaria）。这种占有是一种来自纯粹实践理性的先天概念，有别于作为人类历史最早阶段的“原始共同占有”（communio possessionis primaeva），它是个虚构的、无法证明的经验概念。康德特别指出，始原共同占有乃是全体人类对地球所有土地的共同占有，所有土地都是人类的共有物（res omnium），没有任何一块土地可以被视为“无主物”（res nullius）。其实，经由现今的太空法，可以帮助我们更具体地了解康德的这个看法。现今的太空法认为，地球以外的星球归全体人类所共有，这正是康德所主张的对地球的共同占有思想的延伸。而从土地的始原共同占有转变为个人对共有土地特定部分的占有就是始原获得。康德认为，始原获得只能经由法权主体片面的宣布，亦即经由对某块土地的“占领”（occupatio）而实现。有人因此认为，康德的始原获得理论是一种有利于强者的理论，谁的力量大，谁就能获得土地。其实不然，首先，康德所说的占领并不以力量上的优势为标准，而是以时间上的优先为判准；换言之，谁“先”占领某块土地，谁就拥有那块土地，后来者即使力量再大，也无权取代先来者。其次，占领必须是对始原共同占有土地的占领，对于已经有人占领而为某人私有的土地并无权占领。

自然的权利只有在国家状态下才能获得确保

然而，在自然状态下，所有的获得，亦即所有外在的我的和你的都只是暂时的，因为在自然状态下，每个人固然都享有自然的权利，然而，每个人自然的权利却随时可能受到他人的侵害，而当受到他人的侵害时，又缺少一个公正的第三者裁判孰是孰非。为了保障每个人自然的权利，凡是在外部行为上有可能互相影响，即有可能互相侵害的每个人都应该结合起来，组成国家，由国家公权力以公法权的形式，保障每个人的自然权利。

总而言之，康德的法权哲学乃是批判自然法学。经由批判，康德将纯粹实践理性运用到法权领域，从而将自然法改造并提升为理性法。康德经由严谨的论证指出，法权不是任意构成的，不是某特定时代或社会的偶然产物，而是所有人的外在自由能够依照普遍的律则和谐并存的必要制度。每个人作为法权主体，都拥有源自人性而不可让渡的天赋人权，这种天赋人权就是不受他人意志强制的外在自由。然而，外在自由绝非漫无限制的恣意，而是在普遍的法权律则规范下的外在自由。我固然是自己的主人，但是我也要尊重他人也是他自己的主人。只有在这种互为主体性的基础上，每个人的外在自由才能获得确保，所有人的和平共处才能实现。由此可见，康德的法权哲学就是自由与和平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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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的国家哲学（Staatsphilosophie）构成其法权哲学（Rechtsphilosophie）的下半部。因为康德法权哲学所建立的批判自然法学（Kritische Naturrechtslehre）包括“私法权”（Privatrecht）和“公法权”（oeffentliches Recht）两大部分。前者是指无需公布就先天必然有效的法权，亦即在自然状态（Naturzustand）中就已经客观有效的“自然法”（Naturrecht）以及每个人就已拥有的“自然权利”（natuerliches Recht）。后者则是指进入国家状态后需要公布才有效的法权，这包括由公权力所保障的私法权、国家法（Staatsrecht）、国际法（Voelkerrecht）和世界公民法（Weltbuergerrecht）。公法权就是康德国家哲学所研究的范畴。就康德法权哲学的主要著作——1797年出版的《道德形而上学》（Metaphysik der Sitten）的上卷，即《法学的形而上学原理》（Metaphysische Anfangsgruende der Rechtslehre）——而言，它的第一篇是以私法权为探讨对象；第二篇则以公法权为研究对象，亦即属于国家哲学的范围。此外，康德国家哲学的著作还包括1784年的《在世界公民观点下的普遍历史理念》（Idee zu einer allgemeinen Geschichte in weltbuergerlicher Absicht），1793年的《论俗语：这在理论上可能是对的，但在实践上不适用》（Ueber den Gemeinspruch：Das mag in der Theorie richtig sein，taugt a-ber nicht fuer die Praxis）以及1795年的《论永久和平》（Zum ewigen Frieden）。

在这些著作里，康德提出了许多组重要的概念，诸如私法权（Privatrecht）／公法权（oeffentliches Recht）、暂时的（provisorisch）／确定的（peremtorisch）、自然状态（Naturzustand）／国家状态（buergerlicher Zustand）或法权状态（rechtlicher Zustand）、野蛮的自由（wilde Freiheit）或无律则的自由（gesetzlose Freiheit）／合乎律则的自由（gesetzliche Freiheit）、专制（Despotism）／共和（Republikanism）、幸福（Glueckseligkeit）／权利（Recht）、革命（Revolution）／改革（Reform）、现象界的国家（respublica phaenomenon）／睿智界的国家（respublica noumenon）等等。这些概念无疑是对“国家”进行哲学反思时所必须掌握的基本概念。此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耶宾浩斯（Julius Ebbinghaus，1885—1981）深刻反省纳粹政权的倒行逆施，将康德的国家哲学总结为十条纲领。此十条纲领是研究康德国家哲学不可忽视的材料，笔者将于本文中一并予以探讨。

国家存立的正当性根据

一般而言，政治哲学（political philosophy）虽然也探讨国家，却与康德的国家哲学有所区别。一般的政治哲学属于价值哲学的范畴，其价值的设定带有很大的任意性，且多把国家当做经验性的概念或现象来考察，亦即以历史学或人类学等经验科学为根据，探讨国家事实上是如何发生的，例如研究奴隶制国家如何出现，又如何过渡到封建制国家乃至于资本主义国家。康德的国家哲学则不把国家当做经验概念，而是把它视为以先天的法权概念和原理为基础的理念（Idee）。换言之，康德并不从经验上考察国家如何发生，而是从先天上探讨国家如何可能、国家是否必要，亦即为国家存立的最后依据及其据以组成的基本原理提供纯理而严谨的论证。

其实，自古至今一直有人否认国家的必要性，主张国家终将在未来的历史进程中消亡。例如马克思认为，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当人类获得完全解放之日，即是国家消亡之时。从经验来看，历史上乃至现实中的国家权力的确多掌握在特定阶级或特定族群的手中，而迫害人权的事情也时有发生。然而，吾人不可因此竟认为，国家的本质就是作为强者的统治者对作为弱者的被统治者的控制与压迫，否则无异于主张“强权即公理”（Might is right）。自古以来，每逢改朝换代之际，群雄逐鹿中原，虽说“马上得天下”者众，但能“马上治天下”者毕竟不曾多见。因为乱世之中，固然枪杆子出政权，然而单纯暴力统治、毫无民意支持的政权终究不能持久。国家是不可能只建立在“强权即公理”之上的，它必须拥有其他正当性的根源。而康德的国家哲学正是经由严谨的纯理推论而证立国家的必要性及其目的：国家作为一个理念，永远是人们为保障其最大范围的外在自由和持久的和平共处所不可或缺的制度。尽管历史上或现实中的国家总是不能尽如人意，但是，为了保障每个人的权利，人们不但应该建立国家，更应该追求一个完美的国家宪法，进而努力促使所有的国家都结合成一个以永久和平为目标的“世界国”（Weltrepublik）。

近代自然法学与法国大革命对康德的影响

其实，康德的国家哲学深受格老秀斯（Hugo Grotius，1583—1645）、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洛克（John Locke，1632—1704）、沃尔夫（Christian Wolff，1679—1754）、孟德斯鸠（Montesquieu，1689—1755）、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等人的影响，尤其是洛克的契约说，卢梭的国民总意志说，以及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康德在大学讲授“自然法”课程逾20年（自1767至1788年），其间所采用的教材主要为沃尔夫的学生的——包姆加登（Baumgarten，1714—1762）与阿亨瓦尔（Achenwall，1719—1772）——有关自然法的著作。易言之，早在进入批判期以前，康德即已开始从事自然法的教学、研究；进入批判期以后，尤其在1781年出版《纯粹理性批判》之后，康德更着手探讨如何建构一部最完美的国家宪法（Staatsverfassung）。其后随着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从自由、平等、兄弟友爱的口号，《人与公民的权利宣言》的颁布，1791年君主立宪宪法的制定，1793年1月法王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同年6月第一共和国宪法制定，到雅各宾党的恐怖统治……，在在对康德国家哲学的形成予以深刻的影响。因此，康德国家哲学的主要著作多在1793年9月以后出版。这意味着康德将其批判方法运用到自然法的研究，一方面总结了近代自然法思想，另一方面也总结了法国大革命的经验与教训。而如今康德也被学界公认为“法治国家”（Rechtsstaat）的开山祖师。凡此种种对此刻正致力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中国而言，康德的国家哲学值得吾人深入研究。

康德论证国家的必要性深受霍布斯的影响。霍布斯认为，人为了求生存，有不断扩充自己利益的倾向，甚至因此侵害他人也在所不惜。因此，在还没有国家的情形下，亦即自然状态（status naturalis）实无异于“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bellum omnium contra omnes）。康德承袭霍布斯的思路，认为人有自私的倾向，因此在自然状态中，每个人都想无限制地延伸自己的权利主张，而无视他人的权利要求。当人与人之间发生权利争议时，由于缺乏公正的第三者裁决，每个人遂基于其自身的权利判断（Rechtsurteil），自以为其主张是正当的，并动辄使用私人暴力（Privatgewalt），来贯彻自己的权利主张。如此一来，权利无异于强者的利益。然而，谁又是强者？“此时”的强者无论在智力或体力上，终有衰退的一天，“彼时”就会出现另一个强者。此外，智力或体力的强者也未必斗得过狡诈卑鄙的强者。由此可见，所谓“强者”原无客观的标准，他随时可能失手成为弱者。如此一来，所谓代表强者利益的“权利”也就充满不确定性。

康德的权利概念跨越阶级界线

其实，康德认为，权利概念（Rechtsbegriff）原本并非因时而异，而是个对任何时、任何地的任何人都有效的纯粹理性概念。它的内涵被耶宾浩斯界定为“权利乃是每个人的‘外在自由’，只要此‘外在自由’能够与所有其他人的‘外在自由’依据律则和谐并存。”（康德国家哲学大纲第二条）换言之，在每个人的外在自由处于交互影响的关系中，必然存在着普遍有效的权利律则，否则各个人的外在自由便可能互相抵触、乃至互相毁灭。因此，所谓“权利”绝非漫无限制、为所欲为的“野蛮的自由”（wilde Freiheit）或“无律则的自由”（gesetzlose Freiheit），而是在普遍的权利律则规范下的“合乎律则的自由”（gesetzliche Freiheit）。惟有如此，才能同时保障最大范围的外在自由，并维系持久的和平共处。

耶宾浩斯进一步阐述：“这种‘权利’概念绝非个人主义式的或是非社会的。这种‘权利’概念无疑明显地蕴含着任何人类生活共同体之所以可能的条件。”（康德国家哲学大纲第四条）这里所谓“绝非个人主义式的或是非社会的”是指，这种权利概念既非——与个人主义或资本主义相表里的——“自由主义”的，亦非——与个人主义或资本主义相对立的——社会主义的。在耶宾浩斯重构康德国家哲学大纲的时候，也正是东西欧处在冷战对峙的时期，德国陷于分裂状态。社会主义阵营批评所谓“权利”其实是“资产阶级法权”的代名词而已。在东欧建立社会主义政权之后，由共产党所领导的无产阶级取得国家主控权，而国家既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为了捍卫新政权，有必要将权利概念倒置过来，成为巩固无产阶级政权、防止资产阶级复辟的工具。因此，对权利的任何诠释一定要配合政治改造的需要，法权丧失了其独立自主的威严，完全服膺在政治支配之下。其结果是造成执政的共产党官僚完全脱离法权的约束，可以为所欲为，贪腐现象极为严重，成为一个新贵阶级，呈现出另一形式的“强权即公理”，终于在柏林围墙坍塌之后，土崩瓦解。而耶宾浩斯则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即指出这种扭曲的权利概念不足以成为权利，另一方面他也指出康德用批判方法所建立的权利概念也与“资产阶级法权”大有不同，因为后者源自（近代专制王权没落后）新兴工商阶级受到时代制约的价值观。康德的权利概念则是一个纯粹理性概念，康德经由先天概念与原理来证立权利概念，为“任何人类生活共同体之所以可能的条件”，亦即国家之所以可能的条件即蕴含在此权利概念之中。

由此可知，权利概念原本与每个人外在自由的和谐并存密不可分。由于在自然状态中，权利往往沦为强者的利益，每个人都是他自己权利的立法者、执行者兼裁判者。而人毕竟不是完全理性的，难免受到内心欲念或外在诱惑的影响，而无法严格按照纯理的要求，公正地对自己的权利进行立法、执行和裁判，反而易于肆意主张自己的权利，并用暴力来贯彻自己的权利主张，甚至因此侵犯他人的权利也在所不惜。康德认为，在自然状态中，每一个人都拥有某些“自然权利”（natuerliches Recht），即“私法权”。它包括——每个人由于其人性（Menschheit）而与生俱有且不可让渡的——“天赋的权利”（angeborenes Recht），亦即不受他人意志强制的自由，以及——基于此天赋的权利，经由特定的法律行为而取得的——“获得的权利”（erworbenes Recht），如物权、对人权以及有物权性质的对人权。然而，在自然状态中，所有这些权利都只是“暂时的”（provisorisch），因为它们随时可能被他人侵犯或夺取。换言之，在自然状态中，每个人固然可以恣意地主张自己的权利，但却也没有一样权利可以获得确保。因此自然状态其实是一种权利普遍得不到保障的状态，也就是一种“失权状态”（Zustand der Rechtlosigkeit）。

离开自然状态是理性的必然要求

在这种失权状态里，人与人之间的权利争议只能以暴力相向解决，而无论结果如何，没有任何一方可以被认为对他方做了不法的行为。因为既然双方都可以诉诸暴力，而不是只有单方有权使用暴力，则这种暴力的运用便符合“作用力与反作用力恒等”的权利律则，亦即一方以对他方外部行为的强制（Zwang）来限制他方自由的恣意运用，而他方也以对此方外部行为的强制来限制此方自由的恣意运用。换言之，对不法的行为（即作用力）予以强制排除（即反作用力），本身就是合法的行为。

然而，人只要有理性，必然认识到，停留在自然状态之中乃是一种最大的不法。因为在自然状态中，权利概念只不过是个空洞的概念。权利本应是“合乎律则的自由”，在自然状态中却沦为毫无律则可依循的“野蛮的自由”。如此一来，权利已不成其为权利，而是被赤裸裸的暴力所取代。因此，纯粹实践理性必然要求我们，“在与所有其他人无可避免的相邻关系中，你应该离开自然状态，进入法权状态，也就是有分配正义的状态。”（引自《法学的形而上学原理》第四十二节）康德称之为“公法权的公设”（Postulat des oeffentlichen Rechts）。

所谓“法权状态”（rechtlicher Zustand）是指能够让每个人获得他应有的权利的状态，其实就是国家状态。因为在自然状态中，大家都处于失权状态，为了有效保障每个人的自然权利（即私法权），只好让出每个人部分的权利，亦即放弃使用私人暴力（Privatgewalt）来解决冲突的权利，而共同组成一个公共暴力（oeffentliche Gewalt），亦即公权力，由它根据——所有人的私人意志（Privatwille）所结合而成的——普遍意志（allgemeiner Wille），制定公共的外在强制律则，亦即公法权，并据以执行、裁判，以公正地保障每个人的私法权。这个公共暴力的载体就是“国家”。

至于所谓“分配正义”（iustitia distributiva）乃相对于“交换正义”（iustitia commutativa）而言。后者是指人与人之间完全站在平等相对待的基础上，互为予求，系属于私法权的原理。前者则是指国家在其与人民的关系上，应依各个人不同的贡献，依比例原则，分配给每个人其所应得的部分，系属于公法权的原理。交换正义和分配正义虽然同属于公共正义（oeffentliche Gerechtigkeit），但是，在一般情况下，公共正义往往专指分配正义。这是因为若无国家依照分配正义的原理，强制每个人遵守交换正义，则以交换正义为基础的私法权必然不时处于他人侵夺的威胁中，因而只是“暂时的”（provisorisch）。只有经由国家贯彻分配正义，以公法权的形式保障每个人应有的私法权，使其免于他人的侵夺，私法权才能由“暂时的”变成“确定的”（peremtorisch）。由此可见，没有国家贯彻分配正义，即无公共正义可言。

自然状态与始原契约都是理性概念

“公法权的公设”就是要求在外在自由上处于交互影响状态的人们，亦即在外部行为上有可能互相侵害的人们，都有义务相约放弃使用私人暴力，共同组成公共暴力，以建构一个法权秩序，并贯彻公共正义的要求。而大家相约放弃使用私人暴力，共同组成公共暴力的契约，则称为“始原契约”（urspruenglicher Vertrag 或Urvertrag）。这个始原契约便是国家存立的最后依据。康德特别强调，始原契约并不是个经验概念，亦即并非在历史上某一个时点上确实签署过。因为吾人实在无法证明人类曾经签署过这样一个契约。何况，始原契约若是个经验概念，则根本不可能为国家存立的必要性提供普遍且必然有效的理据。因为经验概念都只能相对有效而已。此外，如果始原契约是个经验概念，则将陷入自相矛盾。因为既然是个经验概念，那就意味着，这样的契约可以一签再签，只要普遍意志认为有必要的话。而涉及国家存立的契约只能签一次，才叫始原契约。之所以称为始原契约，主要是用来与宪法作一区别。宪法在某种意义上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间所订的契约，也是规范国家生活的根本大法，但它却可以随着形势发展的需要一再修改。始原契约作为一个纯粹理性概念而言，它是人们为了摆脱失权状态，建立法权秩序，而由纯粹实践理性所要求的公法权公设，它必然是一次性的。康德认为，始原契约虽然是个理性概念，然而，它却具有实践上的客观实在性（objektive Realitaet），也就是从理性上来看，必然是大家应该如此默认，否则国家的存立根本就不可能。换言之，始原契约作为一个理念，正是国家存立的先天依据，因此可以为国家存立的必要性提供普遍且必然有效的理据。

就如同始原契约一样，“自然状态”（Naturzustand）乃是指国家出现以前的状态，它不是经验概念，而是理性概念。自然状态并非历史上存在过的事实，而是为了论证国家何以必要的先行假定。因为在远古时代人类即是群居动物，其结合形态无论是血缘的氏族、氏族联合，或是地缘的部落、城邦，以至后来的帝国、民族国家，它们尽管规模、名称、组合形式各个不同，但所扮演的国家角色，即以公权力为后盾，贯彻公共正义，则毫无二致。换言之，从一有人类时，就有国家。所谓的自然状态，在人类学上很难证明其确曾存在过。然而将自然状态设想为国家形成前的一种每个人都享有“野蛮的自由”的状态，从而论证国家何以必要，则自然状态不失为一个在实践上具有客观有效性的理念。这犹如康德在论述法权主体时，借用上帝理念（有权利、无义务）来说明，奴隶只有义务而无权利，“物”（Sache）则既无权利也无义务，而只有“人”（Person）才是既有权利也有义务的法权主体（Rechtssubjekt）。

国家的目的在于保障每个人的自然权利

霍布斯虽然也认为人们经由始原契约建立了国家，但是他却主张，经由始原契约，人们把其所有的自然权利都交给了国家，如此一来，国家无异于人间的上帝，可以任意支配人民，而人民则丧失了一切的权利和自由。康德则认为，经由始原契约，人们各自的私人意志结合成一个普遍意志，一方面固然舍弃了自然状态下的“野蛮的自由”，另一方面却获得“合乎律则的自由”，亦即由普遍意志制定的法权律则所规范的自由。换言之，经由始原契约，人们只放弃了使用私人暴力来解决冲突的权利，其他所有的自然权利则丝毫不减地在国家状态中以公法权的形式重新获得，并以公权力为后盾获得确实的保障。因此，耶宾浩斯说：“‘国家’乃是人们为了保障每个人的权利所结合而成的群体。”（康德国家哲学大纲第一条）由此可见，国家的目的即在于保障每个人的权利。国家本身绝非目的，它只是保障每个人权利所必要的制度而已。易言之，保障权利正是国家存立的必要性与正当性的基础。

其实，国家存立的必要性的人性基础在于人类的“非社会的社会性”（ungesellige Geselligkeit）。人类一方面由于其“社会性”（Geselligkeit）而有合群的倾向，因为只有在社会中，每个人才能得到别人的协助、提携，从而其人格也才得以发展；但是另一方面，人类也有“非社会的”（ungesellig）倾向，因为人总是追求自由，希望不受他人意志的强制。这种“非社会的社会性”使得人们在追求自己自由极大化的同时，又迫于自由的滥用所带来的群体生活覆灭的威胁，于是不得不结合起来，组成国家，由国家制定规范人们外部行为的法权律则，以保障每个人的自由，并维系群体生活的和平，使人性中的社会性与非社会性获得缓解。因此，康德说：“国家是一群人在法权律则下的结合。”（引自《法学的形而上学原理》第四十五节）这里所谓的“法权律则”（Rechtsgesetze）不是在特定时空条件下有效的实证法律，而是以纯理的法权概念为基础的先天且必然有效的律则。值得一提的是，法权律则所规范的对象只是人的外部行为，并不涉及人的内心立意。换言之，法权律则并不要求人必须根除其内心里的不合群倾向，也不要求人必须出自内心真诚地关怀他人的自由。因为即使我内心里完全不关心他人的自由，甚至千方百计想侵犯他人的自由，但只要我的外部行为依循法权律则，他人的外在自由仍可丝毫无损。法权律则只要求，每个人在运用自己的外在自由时，不能漫无限制，而是应该受到普遍律则的约束。

国家可譬喻成一群恶魔的组合

因此，康德说：“一个人即使不是一个道德良好的人，仍然会被强制成为一个良好的公民。国家的建立问题无论听起来是多么艰难，却是连一个魔鬼的民族（只要有理智）也能解决的”，这就是说：“一群有理性者为了保存自己而共同要求普遍的律则，但是他们中的每一个又秘密地倾向于把自己除外；他们是如此安排并建立他们的体制，亦即尽管他们各自内心的追求互相对立，却又如此之互相防止了这一点，亦即在他们的公开行为中，其结果正好像他们并没有这种恶劣的心意一样。”（引自《论永久和平》）康德在此无疑认为，国家可以设想为一群恶魔的结合，每一个恶魔都绞尽脑汁，想方设法扩张自己的利益，即或牺牲其他恶魔同伴的利益也在所不惜。然而国家既然是大家结合在法权律则下的共同体，则不管每个恶魔的内心立意如何恶劣，至少其外部行为不得违反法权律则的要求，否则必然受到法律的制裁。如此一来，由其外部行为乍视之，似乎每个恶魔自始即不曾存有侵犯他人之故意，这就是“法治国家”（Rechtsstaat）或“法治”（rule of law）的精义所在。换言之，法治国家并不要求人民或统治者必须是一个道德良好的人，这种要求人民或寄望统治者道德高尚的心态，往往成为孕育专制统治的温床。法治国家只要求人民成为一个好公民，也就是在外部行为上必须遵守法律；此外，法治国家要求政府也要遵守法律，不得遂行任意统治。至于个人的道德理想、良心自由或人生价值，则国家不得过问，而应委由个人自行设定，从而矢志追求。

作为人的自由

如上所述，国家是人们为了保障每个人的权利所结合而成的群体。而由国家借着公法权所保障的权利，则可归结为三种：首先是作为人的自由，其次是作为臣民的平等，最后则是作为公民的独立自主。康德认为，这些权利并不是从历史上或现实存在的国家秩序里归纳出来的，而是以纯理的人权概念为基础，并且是建构任何一个国家所必须遵循的先天原理。

“作为人的自由”是指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强制别人按照他所设想的方式去追求幸福，而是每个人都可以按照他自己所喜爱的途径追求幸福，只要他的行为能够按照普遍的律则与所有人的自由和谐并存。“作为人的自由”即意味着，在不违背普遍律则的情况下追求幸福的自由。这种自由是每个人的天赋权利，它是每个人因其为人所不可或缺的，因此康德称之为“作为人的自由”。而国家的首要职责就在于保障这种“作为人的自由”，而非追求人民的幸福。康德说：“一个建立在对人民——就好比父亲对子女般——关爱的原则上的政府，称为‘家长式政府’（vaeterliche Regierung）。这种政府视臣民如同未成年子女一般。由于未成年子女尚无法辨别何者对他们有益，何者对他们有害，因此臣民也得被迫相信统治者的善意，依照统治者所做的判断，来决定其追求幸福的方式。这种家长式政府乃是可能想像到的最大的‘专制’。这种专制政体剥夺了臣民的所有自由，他们也因此丧失了一切的权利。”（引自《论俗语：这在理论上可能是对的，但在实践上不适用》）如果政府把老百姓看做是乳臭未干的子女，处处替他们决定追求幸福的方式，也就否定了人民运用理性的能力，从而也否定了人民有就公共事务公开运用其理性，并发表与统治者意见相左的言论的权利，这就彻底否定了人权，这种家长式政府无疑是最专制的政府。

其实，“人民的幸福”也就是一般人所称的“人民的利益”。所谓“利益”是指需求的满足。而“需求”往往因人、因时、因地而异，原无客观的标准可言。至于“满足”，则指主观上十分适意的心理状态，也很难客观地加以界定。换言之，“利益”不是理性概念，而是经验概念，从中无法导出能够规范人们外部行为的普遍且必然有效的律则。相反地，“权利”则是理性概念，它本身就蕴含着先天的法权律则，能够作为规范人们外部行为的普遍且必然有效的标准。何况，纵使人想要满足自己或他人的需求，在人要有所作为之前，必须先“能”有所作为，而要“能”有所作为，必须享有某种不受他人侵犯的“外在自由”，这就是“权利”。因此，耶宾浩斯主张：“‘人的权利’是以不得与‘人的利益’相混淆。‘权利’并非用以保障人们需求的满足，而是用来保障——为了满足此需求——人们有做他们想做的事的自由，只要其所愿望之事与普遍律则能相并存。”（康德国家哲学大纲第三条）按照始原契约的精神，国家的首要职责在于建立一个能够最大程度地保障人民权利的法权秩序，亦即依据法权律则，维护每个人最大范围的外在自由。只有在保障权利、捍卫自由的最高条件下，国家才能进一步追求人民的利益，亦即人民的幸福。倘若本末倒置，以利益（即幸福）取代权利（即自由）作为国家运作的最高原则，则人民的权利与自由将被剥夺得一干二净，而强者的利益与幸福将不可避免地成为是非曲直的判准。

其实，国家的主要职责到底是保障人民权利，还是满足人民的需求，亦即当权利与利益冲突时，哪个才配成为指导国家行为的最高原则？这个问题犹如孟子在梁惠王第一章所提的义利之辨问题。作为一个正直的人，不应该见利忘义、先利后义，更不该背义逐利。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不能求利，而是说只有在不违背道义的情形下才能求利。换言之，求利也是道德律所要求的行为，但求利本身却不得成为最高的道德准则。同样地，国家之所以存立的原因既然是要保障每个人的权利免于“野蛮的自由”的侵犯，因此，一个合法的政府固然要增进人民的福祉，但不得以牺牲人民的权利为代价。国家只能在不违反人民权利的条件下去增进人民的福祉，而不得以增进人民福祉为借口，而置人民的权利于不顾。

作为臣民的平等

其次，“作为臣民的平等”是指每一个国民都拥有对其他国民的强制权（Zwangsrecht），惟独国家元首（Staatsoberhaupt）例外。因为根据权利概念，我有权强制他人的外在自由应该按照普遍律则与我的外在自由和谐并存；同样地，他人也有权强制我的外在自由应该按照普遍律则与他的外在自由和谐并存。这种合乎律则的普遍互相强制的可能性正是权利概念的核心。然而，在自然状态中，人们往往滥用强制，使得强制不再是合乎律则的强制，而是沦为单纯的暴力。为了实现真正合乎律则的互相强制，人们组成国家，运用强制使每个人都必须服从于公法权的律则。例如当某人伤害了我，我不能因此伤害他作为报复，而必须诉诸法律，由国家根据法律对他施以刑罚。由此可见，就强制的权限而言，所有人都完全平等。换言之，尽管就体力、智力或财富等等而言，人与人之间总是存在着不平等。然而，根据权利概念，作为臣民的所有人都是平等的。除非经由公开的审判，否则没有任何人能够强制其他人。除非由于犯罪，否则任何人都不能被剥夺这种强制权，也没有任何人能自愿放弃这种强制权。因为一旦放弃它，人将不再是自己的主人，他将无法抵挡来自他人意志的无理强制，而成为只有义务而无权利的奴隶。

然而，康德认为，作为臣民的平等并不适用于国家元首。因为在法权状态下，每个人运用强制都应该服从法律的规范，而国家元首既然是法律的最高执行者，因此，任何强制的运用也应该服从国家元首，亦即国家元首可以强制臣民，臣民却不能强制国家元首。若非如此，国家元首就不成其为法律的最高执行者，而人与人之间强制的运用也将因为缺乏法律最高执行者的仲裁，而再度堕入以暴易暴的自然状态。

根据作为臣民的平等，每一个人都应该能够拥有因自己的才干、勤奋或运气所能获得的任何一种社会地位。没有人能拥有天赋的优先权（angeborenes Vorrecht），也没有人能让他的后代继承他在世时所拥有的优越地位。财产固然可以继承，而因此带来的财富不平等也可以容许，但是富人不能阻止穷人有可能经由自己的努力或运气而获得跟他们同样的地位，否则便违反了作为臣民的平等原理。

作为公民的独立自主

至于“作为公民的独立自主”系指一个国民不依靠其他国民的意志，而仅凭自己的力量来维持其生活。惟有这样的国民才有权参与法律的制定而拥有投票权。康德称呼这些拥有投票权的公民为“积极公民”（aktiver Staatsbuerger），以区别于没有投票权的“消极公民”（passiver Staatsbuerger）。康德认为，积极公民必须具备两个条件：首先是天然的资格，即他不能是未成年人或女人；其次是经济上的独立自主，即他必须是自己的主人，亦即凭借某种财产（包括技能、手艺、艺术或知识等等）独立维持生活。也就是说，在他为了生活而必须取之于他人的情况下，也只是经由转让属于自己的东西而取得，而不是经由使用自己的力量为他人工作而取得。因此，像佃农或劳工等等经济上不独立的人都是没有投票权的消极公民。

康德认为女人与经济上不独立的人不能享有投票权，这是时代的偏见。其实，要求公民在经济上必须独立自主，与人的自由及平等权利难以兼容。因为人既然是同样自由及平等，则一群经由始原契约组成国家的人，就应该同样拥有参与制定法律的权利。然而，吾人也不必因此过分苛责康德。毕竟劳工和妇女之取得普遍选举权乃是一次大战之后的事。何况康德认为，消极公民虽然不能参与法律的制定，却有权要求实证法律不能违反自然法的精神：所有人都是同样地自由，也同样地平等；因此有权要求实证法律必须让经济上尚未独立的人们，可以经由自己的努力而成为经济上独立的积极公民。至于未成年人由于心智尚未成熟，不能享有完全的法律行为能力，因此不能享有投票权，自不待言。

纯粹共和的组成原理

就国家的组成原理而言，康德认为，最符合始原契约精神的政体乃是“纯粹共和”（reine Republik），或称“共和”（Republikanism）。它能够让人民的自然权利获得国家公权力最充分的保障，也就是让所有人的外在自由在公法权律则的规范下和谐并存。康德之所以在“共和”之前加上“纯粹”一词，这是因为“纯粹共和”作为一个完美的政体，并非一个经验概念，亦即不是从历史上或现实存在的国家秩序中归纳出来的原理；它是一个理性概念，亦即是根据纯粹的法权概念和先天的法权原理建构而成的理想。因此，一个完全按照纯粹共和的理念建构起来的国家便是一个“理念中的国家”（Staat in der Idee），又称为“睿智界的国家”（respublica noumenon）。它有别于历史上或现实存在的国家，那是“经验中的国家”（Staat in der Erfahrung），或称为“现象界的国家”（respublica phaenomenon）。

理念中的国家乃是任何一个经验中的国家应该永不止息趋近的理想。康德说：“追求宪法与法权原理最大一致的状态乃是理性经由断言令式（kategorischer Imperativ）责成于我们的。”（引自《法学的形而上学原理》第四十九节）康德的意思是说，不断改良“经验中的国家”的体制，使其持续接近“理念中的国家”的理想，乃是纯粹实践理性的必然要求。其实，吾人可以用正圆来代表圆满的理念中的国家，而用椭圆来代表不尽圆满的经验中的国家。两圆的关系是部分互相重叠。当重叠的部分愈大，代表经验中的国家愈趋同于理念中的国家的要求，即人民的权利愈能获得公权力的保障，因此正当性愈高。当重叠的部分愈小，代表经验中的国家愈远离理念中的国家的理想，即人民的权利愈得不到公权力的保障，因此正当性愈低。当两圆重叠的部分小至几近分离时，代表经验中的国家的重要制度均已违反理念中的国家的原理，这意味着人民的权利不但得不到国家的保障，还不时受到公权力的侵犯，如此一来，经验中的国家的正当性便出现危机，甚至濒临革命的边缘。

然则，一个理想的共和政体的内涵究竟为何？借由与共和相对立的政体——即专制政体（Despot-ism）——的比较，可以让吾人更深入地了解共和政体的实质。共和与专制的区别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共和政体以保障人民的权利为最高原则，专制政体则以追求共通善（bonum commune），即公共利益或人民的幸福为最高原则。如前所述，国家的首要职责在于保障人民的权利，而非满足人民的需求。国家只有在不侵犯人民的权利与自由的条件下，才能追求公共利益或人民的幸福。倘若本末倒置，以幸福取代权利作为国家的最高原则，则人民的权利与自由必将丧失殆尽，国家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正当性。

国民总意志、代议制度与权力分立

其次，在共和政体中，统治权的行使必须根据人民的普遍意志，这就是现今所谓的“国民主权”——主权为全体人民所共有，统治者的权力应建立在被统治者同意的基础上。反之，在专制政体中，统治权的行使则决定于个人意志，亦即统治权为统治者个人或统治阶级所私有。康德说：“立法权只能属于国民总意志（vereinigter Wille des Volkes）。因为所有的权利都应该由立法权产生，因此，立法权必须不能经由法律而对任何人不法。倘若由某人自己决定与他人有关之事，则他往往可能因此对他人不法，但是在他决定与自己有关之事时，却不会发生这种情形（因为自己不会伤害自己）。因此，只有所有人相一致与相结合的意志——每一个人为所有人以及所有人为每一个人决定同一件事，亦即只有普遍的国民总意志才能立法。”（引自《法学的形而上学原理》第四十六节）然而，在现实中，不可能由全体人民来立法，因此，只能由人民借着定期选举，委任其代理人组成的议会来代表人民行使立法权。这种“代议制度”（repraesentatives System）正是国民主权原则的体现。因此，康德说：“共和政体只有在代议制度中才有可能，没有代议制度的政体……便是专制和暴力的。”（引自《论永久和平》）

再者，共和政体实施权力分立，专制政体则权力集中。在康德之前，孟德斯鸠已提出权力分立与制衡的学说。孟德斯鸠认为，国家公权力可分为三种，即制定法律的权力（立法权）、执行法律的权力（行政权）与裁决法律的权力（司法权）。这三种权力中的任何两种权力或三种权力若同时集中于一人或一群人之手，则人民的权利与自由就无所保障。因为一人或一群人同时拥有立法权与行政权则可为所欲为。行政权与司法权结合，则即使胡作非为也可经由自己的裁判披上一层合法的外衣。只有在三权分立且相互制衡的情况下，人民的权利与自由才有保障。康德继承了孟德斯鸠的权力分立与制衡的思想，并赋予更深刻的哲学意义，亦即以逻辑三段论法的大前提、小前提与结论来比拟立法权、行政权与司法权：大前提有如体现国民总意志的法律，小前提如同行政机关依据法律对具体情况所做出的行政行为，结论则相当于法院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是否合乎法律所做出的裁判。康德认为，这三种权力一方面是并列的（即分立的），亦即一种权力是另一种权力的补充，每一种权力都是构成一个完善的政体所不可或缺的。另一方面，它们又是互相隶属的（即互相制衡的），亦即任何一种权力不能逾越自己的权限去篡夺其他权力的职能。只有在权力的互相并列与互相隶属中，人民的权利才能获得保障。

政体的改良远较国体的变更重要

值得一提的是，康德认为，共和或专制属于“政体”（forma regiminis）的范畴，有别于“国体”（forma imperii）。国体系针对统治者的数目而言，政体则涉及统治者对人民的统治方式。国体可区分为一人统治的君主制（Autokratie）、一群人统治的贵族制（Aristokratie）和所有人统治的民主制（Demokratie）。政体则分为共和与专制两种。康德主张，就人民权利的保障而言，政体远比国体来得重要。只要采行共和政体，无论国体为君主制、贵族制或民主制，同样能有效保障人民的权利。举例来说，当今的英国和日本均采用君主制，却没有人能否认它们是民主国家。其实，今日一般所谓的“民主”是就政体而言，与康德所说的作为国体的“民主”可说是风马牛不相及。康德将国体区分为三种，其实是依循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的分类。今日所谓的民主政治其实相当于康德所说的作为政体的“共和”。康德甚至认为，就实现共和政体的可能性而言，贵族制比民主制，而君主制又比贵族制更容易达到纯粹共和的理想。因为统治者的人数愈少，他们的代表性就愈大。反之，民主制极易导向专制，而且民主制之下的专制还是所有专制之中最可怕的。民主制所标榜的理想——由所有人来统治——毕竟不可能实现，因为不可能在任何问题上，所有人的意见都达成一致；因此在实际操作中，便只能由多数人来统治，而多数人统治往往易流于多数暴力，亦即多数人仗恃着自己是多数，遂以公意为名，为所欲为，甚至因此侵犯、否定少数人的人权也认为理所当然；更有甚者，公意常常会被少数野心家所利用，而成为其遂行名为“民主”，实为独裁的专制统治的工具。德国纳粹政权以“民族正义”（voelkische Gerechtigkeit）之名迫害人权，即是活生生的例子。

总之，康德认为，采用哪一种国体并不重要。因为没有任何一种国体会被理性认为是必然地比其他两种优越。每一个国家的国体都是由许多复杂的历史条件或经验因素所形成的。只要基于自古以来的习惯认为它对国家机器的运作是必要的，它就应该继续维持下去。然而，另一方面，纯粹理性却始终要求我们，国家的政体必须与始原契约的精神一致，也就是必须采行能够充分保障人民权利的“纯粹共和”。在纯粹共和中，“法律本身就是统治者，而不依赖于特殊的个人。”（引自《法学的形而上学原理》第五十二节）任何一个国家即使不能马上达到这个目标，也必须有耐心地经由逐渐而持续的改良朝向这个理想迈进。

人民对国家的服从义务

康德在主张国家应该建立共和体制以保障人民权利的同时，也强调人民有服从国家公权力的义务。这是因为，倘若没有国家，“法权”根本是个无法实现的空洞概念。详言之，在没有国家的自然状态中，每个人固然都是自己权利的立法者、执行者和裁判者，却没有一个人的权利能够获得确保。只有每个人都放弃对自己权利的恣意立法、执行和裁判，建立所有人共同服从的国家公权力，来贯彻公共正义，亦即由立法权制定有关人民权利与义务的法律、由行政权据以执行、由司法权据以裁判，才能确实保障每个人应有的权利，并有效限制其权力的滥用。因此，康德主张，最高立法者所制定的法律是“不可责难的”（untadelig），最高执行者所发布的命令是“不可反抗的”（unwiderstehlich），而最高裁判者所做出的判决则是“不可变更的”（unabaenderlich）。试想倘若连最高的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都不能约束人民，那么国家只不过徒具虚名而已。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就再也没有其他权力或其他人有资格要求所有人民的服从，这无异于回到每个人都是自己权利的立法者、执行者和裁判者的自然状态。因此，耶宾浩斯说：“对国家权力之所以有服从义务的理由。国家乃是所有——想免于不义不法——的人之意志的结合。这种结合是必要的，因为惟有此结合才能保障每个人的权利。每个人为了保护其权利必须服从此结合。因为每个人，依据权利律则自身，必须服从这个意志——任何人均免于不义不法。但是，该结合也是惟一的、吾人始原负有服从义务的‘人为权力’。因为任何其他人的意志均可能对吾人行不义不法之事。”（康德国家哲学大纲第五条）

然而，假如国家不能有效保障人民的权利，甚至侵犯人民的权利，则人民是否可以反抗国家，以革命推翻现政权？康德虽然同情被压迫的人民起来革命，例如他曾将法国大革命称为一个“神圣事件”（heiliges Geschehen），却不鼓励革命。因为革命后的新政权不见得比旧政权合法，更何况通过暴力革命取得政权的集团或个人往往也以暴力维护自己的政权。其次，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革命往往无法在短期内结束，而经常延续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在这段时期内，一方面革命势力推翻不了政府，另一方面政府也消灭不了革命势力，这种混乱的内战状态实无异于回复到野蛮的自然状态。在自然状态中，每个人的权利都缺乏法律的保障，只能靠自己的拳头来维护。这种失权状态比任何形式的专制统治还糟糕，人民的自由、身家、性命毫无保障。

康德对“革命权”的看法

康德尤其反对把革命当作一种“权利”。因为倘若承认“革命权”，则逻辑上必将导致任何失败的革命都不应该受到惩罚，这种情形是任何一个理性的法律秩序所难以设想的。其次，承认“革命权”意味着人民有权判断统治者的统治方式是否合法，并有权强制统治者采用人民所认为合法的统治方式，这无异于承认人民有比统治者更高的权威。如此一来，统治者就不成其为统治者，反倒是人民凌驾于他们本应服从的统治者之上，这无疑与组成国家、设立统治者的初衷相违背。再者，承认“革命权”将从根本上摧毁国家存在的基础。因为承认“革命权”就是承认人民仍然有权使用私人暴力来贯彻自己私人意志所下的权利判断，这无疑违背了始原契约的精神——所有人放弃使用私人暴力，共同服从于以公共暴力为后盾的普遍意志所下的权利判断。因此，耶宾浩斯说：“任何一个事实上统治人群的最高权力，基于权利的关系，不得由其被统治者以暴力予以废除。因为最高权力依存于其国民个人的‘权利判断’的原则，将使得任何国家意志的建构不可能。”（康德国家哲学大纲第六条）换言之，一旦承认“革命权”，就是承认废除国家、重返自然状态的正当性，也就动摇了国家存在的必要性，而使国家所建立的法权状态处于随时可能解体的危机中，这无疑违背了纯粹实践理性的要求：永远摆脱野蛮的自然状态，进入一个在公权力支持下才有可能的法权状态。因此，康德说：“人民对国家最高立法者的合法反抗是不存在的；因为只有服从于他的普遍立法意志，一个法权状态才是可能的。”（引自《法学的形而上学原理》第四十九节后附录A）

正因为革命摧毁了一切法权状态，使人们陷入以暴易暴的失权状态中，因此康德认为革命是一件最严重的罪行。康德尤其谴责1649年的英国革命和1793年（于法国大革命之后）公开处死英王查理一世和法王路易十六，他认为这种行为比谋杀君王还恶劣。因为后者仍然在“原则”上承认人民服从国家权力的义务，只不过把这一次谋杀君王的行为当做一次“例外”。前者却公然推翻人民应该服从国家权力的原则，声言摧毁法权状态的正当性，因而使法权概念丧失其应有的意义与效力，所以是一个永远不可原谅的罪恶。其实，康德认为，革命者之所以主张处死国王，根本不是基于任何崇高的权利信念，而不过是出于自我保护的恐惧而已；他们害怕君王有朝一日复辟，有可能对其进行报复，因此不如先下手为强，处死国王，以绝后患。

总之，康德认为，为了追求一个更合理的法权秩序，吾人不应寄希望于革命。因为“经由革命，个人的专制以及贪婪心和权势欲的压迫固然可以一扫而空，但绝不会出现思维方式的真正改革，而是新的成见将和旧的一样，成为驾驭没有思想的广大人群的助行带（按：助行带原文为Leitband，即指提携幼童学步之布条）。”（引自《答复这个问题：何谓启蒙运动？》）康德坚信，只有在原则上承认现政权合法性的基础上，有计划、有步骤且有耐心地持续推动改革，国家才能不断朝纯粹共和的理想迈进。而言论自由则是促使改革持续进行的有效保证。康德说：“羽毛笔的自由……是人民权利的惟一守护神。”（引自《论俗语：这在理论上可能是对的，但在实践上不适用》）所谓“羽毛笔的自由”即指言论自由。康德认为，只有保障言论自由，借此推动人民思维方式的改革，亦即鼓励每个人勇于独立思考，勇于运用自己的理性，而且是公开地运用自己的理性，让每个人都把自己内心对公共事务的见解公开讲出来，写出来，并进而接受他人的评论，以形成一个公开讨论问题的言论市场，才能在充分的讨论和理性的论辩中，找出国家制度上有哪些不合理处，以及这些不合理之处应该如何改善的有效的改革方案。

“羽毛笔的自由”与“不服从的义务”

康德认为，这种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言论自由，原则上应该保持在对国家忠诚的限度内。康德认为，任何一个正直的国民都可以假定，国家领导人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人民好。因此，当他发现施政的弊端时，可以认定这绝非国家领导人的本意，因而提出一些改革意见，乃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如果国家领导人制止这种“羽毛笔的自由”，那无异自认为是全知全能，永不可能犯错，而这却是对上帝的亵渎。换言之，一切改革原则上应该在既有体制内推动，亦即在服从国家权力的条件下进行。而国家也应尊重国民的“羽毛笔的自由”，否则国民的“内在的我的和你的”（das innere Mein und Dein）势将成为不可能，这也就是剥夺国民天赋的自由，使其不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自由的人，亦即道德的主体，则原来国民对国家的服从义务马上中止，并转化成为不服从的义务。诚如耶宾浩斯所说：“假使国家下令，使得其国民原则上处于丧失权利的状态，原先对现实存在的国家的服从义务马上中止，且该服从义务也转化成为不服从的义务。”（康德国家哲学大纲第七条）“同样地，吾人对国家有不服从的义务，假使国家下达命令，而该命令的实行使得吾人原则上不再可能成为道德存在者。”（康德国家哲学大纲第九条）这种不服从的义务是纯粹实践理性为维护“人性的权利”（Recht der Menschheit）——即人不能只被当做工具来利用，而是始终必须同时被看做目的来对待——的必然要求，因此是一个无条件的义务。所以耶宾浩斯说：“此不服从的义务乃是一无条件的义务。纵然有身体或生命的危险威胁着，吾人也不能免除此义务。”（康德国家哲学大纲第八条）

然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康德还是反对暴力革命，主张经由有识之士的鼓吹，唤醒全体人民的权利意识，呼吁所有人民拒绝服从国家权力，从而以和平的方式使国家失去一切自愿的支持。诚如耶宾浩斯所说：“每个公民有义务维护此国家目的。假使现存的国家与此权利保障的目的相矛盾时，则每个人均负有义务——纵然对吾人自身有危险——去散播废除这种国家权力之必要性的见解；每个人均负有义务去促成现存国家失去一切自愿的支持，并从而去除该暴虐权力的根源。”（康德国家哲学大纲第十条）

报应主义的刑法思想

在国家法的领域，康德还论及刑法。康德认为，刑罚应该贯彻正义的理念，而最能体现正义理念的刑罚原则就是平等原则（Prinzip der Gleichheit），也就是报应原则（Prinzip der Wiedervergeltung）。根据报应原则，刑罚是对犯罪的公正报应。换言之，刑罚必须以犯罪为前提，不但无犯罪无刑罚，有犯罪应处刑，且刑罚的种类与程度也必须与犯罪的轻重相当。康德认为，处刑时不能为了促进另一种善，如犯人的福祉或社会的利益，而牺牲报应的原则。举例来说，对于有反社会行为的人，只要其行为不构成犯罪，就不可为了矫正其反社会行为或维护社会治安，而对其判刑。再如，当某人犯了死罪，就应依法处死，不可为了促进医学的进步而与他约定：在他身上进行某种可能危及其生命的医学试验，倘若他侥幸不死，便许诺他免除死刑。因为“如果正义沉沦，则人活在世上就不再有价值。……如果正义可以和某种事物对价交换，则正义就不成其为正义了。”（引自《法学的形而上学原理》第四十九节后附录E）

康德这种思路与当代的罪刑法定主义可说不谋而合，这种以正义理念和报应原则为核心的刑罚理论被称为正义理论（Gerechtigkeitstheorie）或报应理论（Vergeltungstheorie），有别于“一般预防理论”（generalpraeventive Theorie）和“特别预防理论”（spezialpraeventive Theroie）。前者认为刑罚的目的在于威吓社会大众，而产生吓阻犯罪的预防功能；后者则主张刑罚的目的在于教育或矫治犯人，使其能够再度适应社会共同生活而不再犯罪。其实，报应理论所主张的，以刑罚贯彻正义，才是刑罚的本质。一般预防理论和特别预防理论固然可以补充或修正报应理论，却不可以取代报应理论作为刑罚的最高原则。否则，一旦以“预防”取代“报应”，则正义将不时地为其他考虑所牺牲，而完全丧失其应有的无可取代的理想性。

根据报应的原则，一个人对他人犯罪，便是对他自己犯罪。举例来说，对诽谤他人名誉者，应该施以能使其名誉遭到相同损害的处罚，如判决他当众向受害人道歉或亲吻受害人的手等等。至于杀人者，则应处以死刑。在康德那个时代，意大利法学家贝卡利亚（Beccaria，1738—1794）曾主张所有的死刑都是不合法的。他认为，死刑不可能包括在始原契约中，因为没有人愿意毁灭自己的生命。康德认为，贝卡利亚的主张根本曲解了法权的真义。吾人之所以主张对杀人者处以死刑，绝不是因为他“愿意”受刑，而是人的理性要求所有人都应该尊重他人的生命，倘若有人违反，为了贯彻正义，便“应该”处以死刑。康德甚至主张，即使当一个国家即将瓦解时，如果监狱里还有死刑犯，为了贯彻正义，仍应该处死他们。

康德在严格坚持以死刑作为杀人犯的报应刑之余，却也主张有两种杀人行为可以不处死刑。其一是军人在决斗中杀人；其二是母亲杀害非婚生子女。康德认为，这两种行为出于军人与妇女的荣誉感，军人与妇女把捍卫自己的名誉看做一种神圣的义务，为此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因此可以不处死刑。针对母亲杀害非婚生子女，康德更主张，非婚生子女就像违禁的货物一样不受法律的保护，因此对彼等的杀害不能像其他杀人行为一样处理。其实，康德的这种看法违背了他自己在论述私法权时要求把未成年子女当“人”看待的主张：“被生出来的是一个‘人’……父母不能把他们的孩子好像当成他们的制造物（因为一个制造物不可能是被赋予自由的存有者）和他们的财产一样毁灭。”（引自《法学的形而上学原理》第二十八节）

永久和平与世界国

康德认为，在外部行为上可能互相影响的一群人，应该摆脱人人各行其是的自然状态，进入所有人共同服从于公法权律则——即“国家法”（Staatsrecht）——的国家状态，这固然是纯粹实践理性的必然要求。然而，理性的要求不止于此。因为即使地球上所有人都进入了国家状态，但是国与国之间的交往若无共同的外在律则可资依循，则国家之间仍将处于自然状态。国家之间的自然状态就像人与人之间的自然状态一样，是一种“战争状态”（Kriegszustand）。每个国家都不惜使用武力来维护或获取自己的“权利”，然而这些“权利”都只是暂时的（provisorisch），没有一样“权利”能获得确保，因为它们随时可能被其他国家侵犯或夺取。从纯理的法权概念——即依据律则和谐并存的所有人的外在自由——来看，这种无律则的战争状态无疑是一种最大的不法。因此，纯粹理性必然要求吾人，摆脱战争状态，建立一个有秩序的“法权状态”（rechtlicher Zustand）。在法权状态中，国家之间的权利争议不再诉诸战争（Krieg），而是经由文明的诉讼程序（Prozess）解决。也只有在法权状态中，每个国家的权利才能获得确保，亦即由暂时的成为确定的（peremtorisch）。由此可见，法权状态乃是一种永久的“和平状态”（Friedenszustand），也就是不只停止一场战争而已，而是结束一切战争的“永久和平”（ewiger Frieden）。

“永久和平”作为一个理性概念，尽管不能马上实现，甚至难以实现，但是理性始终课吾人以义务，应该不断地为促进永久和平而努力。为此，所有国家在互相交往的关系中，即使在一时还未能完全禁绝的战争中，都应该遵守某些共同的公法权律则。这些公法权律则即是“国际法”（Voelkerrecht）和“世界公民法”（Weltbuergerrecht）。国际法涉及国家开战的权利（Recht zum Kriege）、战争中的权利（Recht im Kriege）以及战后的权利（Recht nach dem Kriege），亦即要求停止战争、签订和平条约（Friedensvertrag）、乃至建立和平联盟（Friedensbund）的权利等等。世界公民法则涉及世界国（Voelkerstaat或Weltrepublik）——即地球上所有国家结合而成的法权共同体——的理念。

就国际法而言，康德认为，在国家之间的自然状态中，当一个国家认为它的权利被其他国家侵害时，便有开战的权利，亦即可以使用武力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因为在国家之间的法权状态建立以前，国家之间的权利争议不可能经由和平的诉讼程序解决，而只能诉诸战争。然而，交战时必须遵守一定的原则，不能不择手段，否则会使未来法权状态的建立成为不可能。战争中的权利便是涉及交战时所应该遵循的原则。这些原则包括战争不能是惩罚性战争（Strafkrieg），亦即一个国家自以为是正义的一方，以武力惩罚其他国家，因为战争本来就是诉诸武力以决定是非曲直，谁胜利，谁就是正义的一方。因此，不可能在交战前就已经确定谁正义、谁不正义，所以不可能存在正义者对不正义者的惩罚性战争。其次，战争也不能以消灭敌国为目的。因为战争应该只是在自然状态中的国家为了贯彻自己的权利主张所不得不采用的手段，不能单纯为了扩大自己的力量或威胁其他国家的生存而进行战争。在战后的权利方面，康德强调，战胜国无权使战败国沦为自己的殖民地，也不应将战败国的人民贬为奴隶。否则这就是一场惩罚性战争。

关于开战、战争中及战后的权利，康德在《法学的形而上学原理》中均有详细的论述。其实，在《法学的形而上学原理》问世之前，康德已发表《论永久和平》一文，提出六条永久和平的预备条款（Praeliminarartikel）及三条永久和平的确定条款（Definitivartikel），阐述国家在国际交往中为迈向永久和平所应该承担的义务。永久和平的预备条款全属禁止受规范者为某特定行为的“禁止规范”（leges prohibitivae）；反之，永久和平的确定条款则属命令受规范者为某特定行为的“命令规范”（leges preceptivae）。此外，这六条永久和平的预备条款及前两条的确定条款属于国际法的范畴，涉及康德后来在《法学的形而上学原理》中所阐述的开战、战争中及战后的权利。至于最后一条的确定条款则属于世界公民法的范畴。

国　际　法

永久和平的预备条款的第一条是：“缔结和平条约不应秘密保留有导致未来战争的材料。”（引自《论永久和平》，以下各条亦然）若非如此，则缔结和约将只是暂时停战，亦即推迟交战行动而已，遑论追求终止一切敌对行为的永久和平。预备条款的第二条是：“没有一个自身独立的国家（无论大小，在这里都一样）可以由于继承、交换、购买或赠送而被另一个国家所取得。”国家在国际法上是具有独立人格的主体，而不是一种物或财产。把一个国家并入另一个国家，就是取消这个国家的独立国格，这无疑违反了国际法。例如经由两国王室的联姻，或是经由一个国家的国王继承另一个国家的王位，而将两个国家合并为一个国家。预备条款的第三条是：“常备军应该逐渐地全部加以废除。”否则，国家之间的军备竞赛将使得和平的实现遥遥无期。预备条款的第四条是：“发行国债不应着眼于国家的对外争端。”康德认为，为了国家经济而寻求国内外的援助固然无可厚非。但是，以进行对外战争为目的的举债却构成和平的一大障碍。因为借由举债，国家可以较容易地在短期间内取得战争所需的巨额费用。

预备条款的第五条是：“一个国家不应以武力干涉其他国家的体制和政权。”康德认为，当一个民族打算强迫另一个与其相邻、但生活方式不同的民族接受其生活方式时，例如游牧民族强迫农业民族去游牧，这个民族当然可以反抗。因为每个民族都有权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此外，如果既非出于自然的原因，也非由于偶然的因素，而是我们自己的意志把我们带进与另一个民族相邻的关系中，例如欧洲人进入北美而与当地的印第安人发生关系，当这个民族不答应和我们进入一个共同的公民联合体时，我们是否可以使用武力，或利用他们的无知，诱骗他们出卖土地，来建立殖民地，而强把他们带进法权状态中？康德认为当然不可以。康德严厉谴责殖民政权为了使自己的暴力行动合理化，常编造出各种动听的借口，例如被他们殖民的野蛮民族因此而开化等等。康德认为，这些借口再怎么动听，也永远洗不净使用不合法、不正义的手段去获取殖民地的污点。

预备条款的第六条是：“一个国家在与其他国家作战时，那些必然使未来和平中的互相信任成为不可能的敌对行动都不应被容许：例如派遣暗杀者、放毒者、破坏降约、在交战国中教唆叛国等等。”康德认为，这些阴险的手段会破坏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信任，而使和平的希望化为泡影。在这六条永久和平的预备条款中，第一、五、六条应该立即履行而不容许有例外；第二、三、四条虽然不能马上做到，也应该持续不断地促其早日实现。

至于永久和平的确定条款，第一条：“每一个国家的国家体制都应该是共和制。”康德认为，采行共和制有利于避免战争、促进和平。因为在一个共和制的国家里，开战必须得到公民或其代表的同意。既然战争对公民极为不利，例如他们必须参战、必须缴纳更多税款以支付战争费用，因此对于是否开战，他们自然要深思熟虑。相反地，在一个专制国家里，开战与否取决于统治者。战争几乎不会给统治者带来痛苦，因为上战场的以及负担战争费用的并不是他，而是其臣民，他可以丝毫不受影响地过着安逸的生活，因此往往容易轻率地做出开战的决定。

永久和平的第二条确定条款则是：“国际法应该以自由国家的联盟（Foederalism freier Staaten）为基础。”根据纯粹实践理性的要求，国家之间的交往应该摆脱战争状态，进入和平状态。为了进入和平状态，签订和平条约（Friedensvertrag）是不够的，因为和平条约只能结束一场战争。只有建立和平联盟（Friedensbund），才能结束一切战争，迈向永久和平。这种和平联盟乃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为了维护彼此的权利与自由，互相约定遵守共同的外在律则，并约定在发生权利争议时，不靠战争，而经由诉讼程序解决。然而，它们所共同遵守的外在律则并不是一种强制律则。换言之，不但它们之间是平等的，在它们之上也没有一个更高的权威足以强制他们遵守律则。它们遵守律则系完全出于自愿。它们可以随时退出这个联盟，甚至解散它。由此可见，这种和平联盟乃是自由国家的联盟，亦即自由联盟（freier Foederalism）。由国家所组成的自由联盟并不同于由个人所组成的国家。当个人组成国家时，个人之间是平等的，但是个人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权威，即国家。

世界公民法

其实，按照永久和平的理念，为了实现地球上所有国家及所有人外在自由的和谐并存，地球上的所有国家应该建立一个“世界国”（Weltrepublik），就像个人组成国家一样。这个世界国应该建立自己的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所有国家都应该遵守世界国的立法权所制定的外在强制律则，并服从世界国的行政权所发布的命令以及世界国的司法权所做出的裁判，就像个人应该服从国家权力一样。然而，“世界国”的建立毕竟只是个崇高的理想，吾人实不可能期待它马上实现。于是吾人只得退而求其次，致力于建立自由国家的联盟，并努力促使更多的国家加入这个联盟，以不断趋近永久和平。

永久和平的第三条确定条款则涉及了世界公民法：“世界公民法应该以普遍的友好（allgemeine Hospitalitaet）为条件。”如前所述，康德认为，地球上的所有国家应该结合起来，组成一个世界国，以摆脱野蛮的战争状态，进入永久的和平状态。每个人作为世界国的公民，都有要求他人对他友好的权利。这里所说的“友好”（Hospitalitaet）不是一个仁爱或伦理的原则，亦即并非要求人应该发自内心关怀别人；而是一个法权的原则，即指一个人来到一块陌生的土地时，有要求当地居民不在行动上敌视他的权利。康德认为，由于地球最初是由全体人类所共同占有，因此，每个人都有对世界任何地方的访问权（Besuchsrecht），也都有权要求世界上的任何人对他友好。这种访问权有别于作客权（Gastrecht）。作客权是要求居住在他人土地的权利。访问权只意味着一个世界公民有权要求与其他世界公民进行友好的交往。只有不断追求人与人之间的普遍友好，才能持续朝向永久和平的理想迈进。

总而言之，对康德来说，国家是一群人为了保障自己的权利所结合而成的法权共同体（Rechtsgemeinschaft）。国家并非独立自在的客观精神，它本身绝非目的，而只是保护人权的工具而已。换言之，没有人，就没有国家。另一方面，国家的本质也绝非阶级压迫的工具；相反地，它还是所有人的外在自由能够依据普遍律则和谐并存所不可或缺的制度。没有国家，自由只是野蛮的自由，权利只是强者的利益。只有在国家权力的保障下，人才能拥有合乎律则的自由，才能确保自己应有的权利。换言之，只要有人，就需要国家。因此，吾人不但不应该期待国家在未来的历史进程中消亡，还应该持续推动国家体制的和平改革，使国家不断朝“纯粹共和”的理想迈进。然而，康德的国家哲学并不止于要求建立合理的国家秩序而已，他还进一步要求建立一个合理的国际秩序：国家之间应该走出野蛮的战争状态，建立有秩序的和平状态。这种和平状态不只是停止一场战争而已，而是结束一切战争的永久和平。地球上的每个人、每个国家都应该持续不断地为追求、趋近永久和平而努力。只有在永久和平中，地球上所有人和所有国家的外在自由才能获得真切的保障。


附　录

评朱著《康德的人权与基本公民权学说》

评论者：卡瓦拉（Georg Cavallar）

（奥地利·维也纳）

本文系针对朱高正于1990年由德国哥尼斯豪森及诺伊曼出版社所发行的著作《康德的人权与基本公民权学说》所作的书评。原载于全球最具权威之哲学专业杂志《康德研究季刊》（1992年第二季）。作者为奥地利学者卡瓦拉（Georg Cavallar）。本书评原以德文发表，由朱高正译为中文，并经其业师黄振华教授逐句审斟定稿后，刊载于1993年第二季出版的《哲学杂志》（台北发行）。

朱高正以一亚洲学者的身份，其著作能如此为世界最权威的哲学刊物正面评论，殊属难得。整篇评论，对该书极尽推崇，且将之与当代三位康德法权哲学巨擘之著作并列为研究康德法权哲学之必备作品。国人知悉朱高正的学术造诣在国际上所得到的肯定与嘉许，当与有荣焉。

朱高正（著者）：《康德的人权与基本公民权学说》，195页。知识论，威兹堡学术哲学系列，第80册，195页。哥尼斯豪森及诺伊曼出版社，德国威兹堡，1990[1]。

诚如第一章所揭示，朱高正以其于1985年向波昂大学所提博士论文，加入当前康德法权哲学批判性格的讨论行列。除相关论证外，作者特别驳斥文化相对主义，认为人权乃是18世纪政治启蒙运动的产物。天赋的权利（ius connatum）应当被诠释为一种先天的理性概念，康德人权清单的有效性则应“不可动摇地予以捍卫”。朱高正撇开文化相对主义问题，以令人信服的论证指出，康德将天赋人权立证于“人性理念”（homo noumenon）之中。作者在其有关康德人权学说的研究中，对——康德在其问世著作中仅提及9次，而从未精确定义过的——“人权”术语做了一番广泛而深入的创造性研究，过去惟独耶宾浩斯（Julius Ebbinghaus）在1962年曾对此一课题发表过一篇论文。

第二章系针对康德法权哲学，亦即“自由之外部运用的形上学”（法权哲学，导论A），做一般性介绍。与道德律一样，严格意义的法权理念，也具有先验特征。然而与道德律不同的是，严格意义的法权理念具有强制力、外在性与否定性，因为法权理念与内心立意无关，并且也排除目的设定。

第三章充分运用“康德人权学说的原始数据”，特别是手写遗稿与授课笔记。从而各式各样的定理之发展，变得一目了然。朱高正尤其专注于乌尔比安（Ulpian）的准则（即“勿伤他人”，“各得其所应有”与“做正直的人”），内在法律义务的概念，以及法权与伦理的分际。作者认为，这三个课题是“诠释康德人权思想之钥”。瑞特（Christian Ritter）有关康德早期法权哲学的划时代著作遭作者批评，谓其仅局促于处理到1775年的资料，人本身即是目的的学说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至于自我强制的学说则要到20世纪90年代才成形。在曼彻（Menzer）所编的伦理学讲义中，康德将乌尔比安的三个准则视为“道德公理”，尚未承认内在法律义务。自己的义务固然被突显有其重要性，但却都毫无例外地被界定为伦理义务。在费尔阿本（Feyerabend）所抄写的自然法授课笔记中（1784），康德首次提及对自己的义务，并区分“人性的权利”与“人的权利”。

维吉兰提乌斯（Vigilantius）笔记（1793—1794）将内在法律义务，即“在我们自身人格中之人性的权利”，批判地建立在人之双重性格命题中。在我们自身人格中之人性（homo noumenon）是为有约束力者，而在现象界中的人（homo phaenomenon）则为受约束者，存在于这两者间的强制关系，作者称之为“超验的”。“人性的权利”的特色在于其系非交互，而“只”是片面的强制。由是，康德法权哲学的“理论漏洞”因自我强制，以及与此相关连的内在法律义务两概念之引进，而得以弥补。在枙20世纪90年代道德形上学先期论著枛一节中，作者终于厘清权利概念与断言令式间之关系，并将“人性的权利”划归道德哲学里，即广义的实践哲学。

第四章是本书的核心部分。朱高正借着区分“人性的权利”与“人的权利”来建立康德的人权学说。Menschheit（人性）这个术语，如作者驳斥耶宾浩斯时所述，并非指经验的集体（人类），而是指“理想的人格，……是纯理而且超感性的”。“人性的权利”是“人的权利”之基础，而后者是指人与人之间的法权关系。借助于散页中的内容，朱高正重构《道德形上学》一书中康德对“法权哲学的分类”：康德之批判自然法必得以“人性的权利”为其基础与最高原理，因为纵令是私法权与公法权也要“透过将对别人的法律义务纳入对自己的法律义务之中”而导出。

天赋的权利与“人性的权利”并非叠合，前者乃是“人性的权利”之外部运用，而隶属于内在权利。作为外在权利，天赋的权利与他人有关，而与自己无关。天赋的人权又是“一切取得的权利之必要前提”，所以也是“康德法权哲学的基石”。天赋的人权固然“能”经由法律行为具体化为取得的权利，但前者却独立于后者。

康德对人权的立论表现在其前两大巨著：《纯粹理性批判》，因为康德从区分人的经验性格与睿智性格出发；《实践理性批判》，因为作为目的本身之人的尊严学说亦构成批判法权哲学的基础。康德对人权的贡献不在于“发明”这些人权或另列一份新的清单，而在于对人权的系统化，亦即对人权提出无懈可击而完整的立论。

第五章亦如同第二章一般，以通论方式介绍康德国家法学。朱高正论证人权既是公法权，也是“纯粹共和”的指导原则。人权到底如何由国家且在国家中予以保障？作者特别集中在两个论题：一为康德对“走出自然状态”这个公设的论证；一为康德的共和主义。康德对民主政治的严厉批评在历史上遭到“错置”：康德不赞成古雅典的直接民主，那时“行政权涵盖立法、司法两权，乃取决于在市场聚集公民的偶然多数”。

在论述“基本公民权乃是强制性公法所保护的人权”时，朱高正遭遇到一个众所周知的老问题，此即公民“独立自主”——乃“经济上免于他人的恣意”——可否赋予“先天原理”地位的问题。作者固然先为康德与耶宾浩斯辩护，并尝试以“法目的论”重构康德的论证，但随即申论，要求公民在经济上必须独立自主，和法权上的自由与平等互不兼容。

对康德法权哲学长期遭到忽略的领域，朱高正以其研究取得了一项开创性的成果。其论证令人信服，而从康德的先期论著与授课笔记中，取材允当，尤见高明。作者对康德法权哲学批判性格的探讨，贡献甚巨。对这个领域的专家而言，本书与克尔斯汀（Kersting）、荷弗（Hoeffe）以及慕候兰（Mulholland）等人的著作，同属必备。

——《哲学杂志》1993年4月

批判的哲学与哲学的批判——跋朱高正《康德四论》

本书作者台湾朱高正先生在国内主要是以社会活动家知名，似乎作为学者的朱先生反而多少被他社会活动家的盛名所掩。这里的《康德四论》一书是他就前年在北京大学一系列的讲学内容所汇集的，即将由台湾学生书局出版。读者于此不但能更全面地看到作者本人的学术与思想，同时也会更深一步地了解到哲学家康德的哲学全貌。这是值得庆幸的事。

就我所知，中国学术界接触康德哲学迄今为止恰好整整一个世纪。最早是20世纪之初，梁启超在日本写了大量介绍西方学说的文章，其中有一篇就是论述《近世第一大哲康德》的学说的。与此同时，王国维也日夕浸沉于康德的著作之中，他有关这方面的作品收入在他早期的《静安文集》中。他是中国最早正式攻研并介绍康德哲学的人。但后来王先生转治文学、史学而放弃了哲学研究。随后西方思想学说被大举介绍给中国，大学的哲学系已开始讲授康德哲学。可惜的是，康德的大著《纯粹理性批判》一书迄今无一部真正可读的中译本。这部书在上个世纪的30年代已先后有胡仁源和蓝公武两种译本，但读起来有如天书，简直不知所云，中译文比原文还要晦涩难读，大概没有人是从头到尾读完了的。一般讲哲学史或思想史（尤其是政治思想史，如浦薛凤的《西洋近代政治思潮》）自然免不了有论康德的专章，但中国人用中文写的讲康德哲学的专著，在20世纪上半叶仅有郑昕（秉璧）先生的《康德学述》一部，内容大致即是他在课堂上的讲稿。任何读哲学的人大概都会同意这样一种看法：讲哲学是绕不过康德这一关的，无论你同意他与否，你必须要过这一关。否则的话，就不免闹出例如把智性认同于理性，把智性认识认同于理性认识之类的错误的笑话。

及至20世纪40年代早期我这一辈人作学生时，读康德的入门书照例是《纯粹理性批判》，读的还是Meiklejohn或Max Mueller的英译本，另外也参看N．K．Smith的《纯粹理性批判释义》一书作为导读。有时候读得有点晕头转向，就连什么是constructive和什么是regulative也搞不清楚，而且《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似乎还有那么多的经院哲学的论证风格，使人感到闷气。我曾有一次向老友王浩感叹过：康德的书连王国维都读不懂，我怕是没有希望读懂的了。他说：不能那么说，我们的凭借比王国维的要好。王国维不懂近代科学，所以他无法理解康德。确实，康德本人就明确地说过，他的思想主要有两个来源，有关自然世界的是牛顿，有关人文世界的是卢梭。读了牛顿和卢梭的书之后，确实觉得康德也不像原来想像的那么难以理解。

开始读康德时也曾听人谈过康德思想的重点乃在于其实践理性批判，而不在于其纯粹理性批判。无论如何，他的《实践理性批判》一书要看起来似乎比他的《纯粹理性批判》一书更好懂一些，而且似乎还更进一步地启迪了读者的认识：哲学的论断只能是纯形式的，因为惟有纯形式的才有可能是普遍有效的。当时已知牟宗三先生在努力地把康德引入儒学。但由于长期的闭关锁国，无论是牟先生还是海外其他新儒家都没有可能接触到。记得仅有一次与贺麟（自昭）先生闲谈往日哲学界的故事，贺先生提到，20世纪30年代初牟先生在北大曾是贺先生班上的学生。作为20世纪40年代初的学生，我们大多都没有接触到过康德的第三批判和所谓的第四批判。

解放后至“文革”的大约二十年间，哲学界是奉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书（其实是《联共党史》中的一节）为圭臬的，任何哲学都要放到这个尺度上面来加以审核：是唯心论还是唯物论？是形而上学还是辩证法？只有按照这个标准对前人做出一个鉴定，才算是研究，而成绩也就仅限于此而已。记得我译帕斯卡尔（B．Pascal）的《思想录》（Pensées）一书写了一篇序言，出版社拿给一位专家去审定，这位专家看后大为不满地说：这么一篇文章，连个唯心论、唯物论都没有说出来！似乎哲学研究者的工作并不是要研究哲学问题，而只在于为哲学家鉴定成分，做出三榜定案。20世纪五六十年代哲学界的主要工作似乎就在于为前人整理出一份排队的名单。每一家思想的归属，就这样都有了定案。然而对哲学问题本身的探讨却难以深入进行。要感谢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中已对康德做了定论，所以康德幸免于被一棍子打死，虽则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学术界似乎只有对哲学的历史研究而没有对哲学问题本身的研究。所谓哲学研究大抵是以考据笺注代替了义理探讨。差不多二十年之间，有关康德的工作只有关文运（琪桐）先生译的《实践理性批判》和唐钺先生重译的《道德形上学探本》以及宗白华、韦卓民合译的《判断力批判》。韦译部分号称是译自原文，其实全系由英译本转译，而且连英译本的错误也还译错了，使人不忍卒读。此书足以代表康德晚年成熟的体系，实在大有重译的必要，何况改革开放业已二十年，迄无一个可读的译本，未免令人遗憾。

1966年起“文革”风暴席卷神州大地，似乎已谈不到读书，更谈不到研究；然而事实上却又不尽然。我所知道的就不止一个例子。友人李泽厚兄的《批判哲学的批判》一书就是典型的一例。“文革”之初泽厚兄幸免于介入矛盾，实在是难得的幸运。随后在干校偷暇完成了此书。它不但是一部我国论述康德哲学的专著，而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它表达了一个真正有思想高度的思想家的思想。很长时期以来，国内学术界似乎已经没有思想家，要直到这时学人中间才有一位真正有自己思想的思想家脱颖而出，实在足以令人欣慰。毕竟中国思想界还在孕育着一派生机，并非是只有一片万马齐喑或万马齐鸣而已。此后，他一系列的著作一一相继问世，几乎是独领风骚，风靡了神州大地。一个人的思想总是与自己时代的背景相制约的，无论是同意或不同意他的思想或论点，但任何人大概都无法否认他的著作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重大价值、影响和意义。

改革以后的二十年来，有关康德的著作又有了韩水法先生《实践理性批判》的新译本，承他赐我一册，我阅后还曾向他提过一个小小的建议。此书最后结论那段脍炙人口的名言（即“日在天上，德在心中”之语）说到人心中的道德律时，原文为“immer neuer”。关译本此处作“天天在翻新”，然而“翻新”一词在汉语中往往用于“花样翻新”，颇具贬义；韩译本作“始终新鲜不断增长”，似稍觉费辞。我意以为此处莫若径用古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简作“日新又新”，似较贴切。沈叔平兄译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一书也在同时问世。而此书竟为沈叔平兄一生绝笔。老学长齐良骥先生毕生专攻康德，数年前齐先生遽归道山，而他所译的《纯粹理性批判》一书至今未见出版，诚为憾事。另外，颇为意外的则是在文革的百学俱废的年代里，却竟然出版了康德的《自然通史与天体理论》一书的中译本（中译名《宇宙发展史概论》），或许是因为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对它有过很高评价的缘故。以上译文都谈不到如某些人所要求的什么明白流畅或通俗易懂。这里面有内容问题，也有文体问题。翻译的首要条件在于忠实于原文，不仅在文字上，而且也在文风上。18世纪思想家们的文风往往冗长、沉闷、拗口，而其力度恰好就存于这种拗执厚重的文风之中。学术思想著作毕竟不是儿童文学或通俗读物，而是往往要负载一长串的推论演绎。如果要求译文简单明白，那就最好不必读学术思想的著作，还是去读通俗读物或儿童文学吧。试想如果把康德、黑格尔乃至马克思都译得通俗流利，那还是康德、黑格尔或马克思吗？我们也不应该这样要求译文。另外，老一辈的学者冯文轫（柳漪）先生和沈有鼎（公武）先生均对康德有深湛的研究。惜乎冯先生一生从不从事著述；沈先生著述极少且未曾提及过康德，若干年来几乎不曾写过什么文章。老一辈的学人自重如此，远不是当今动辄以炒作千万言为其能事的弄潮儿所能望其项背的。

文革初期，自己并未投身于运动，甘当一个“逍遥派”，整整有两年的时间蜗处家中陋室，偷偷又阅读了康德的三大批判和三小批判（即《导论》、《探本》和《考察》），自我感觉较青年时别有一番会心之乐，遂径直往下阅读了他晚年的所谓“第四批判”，感触甚深。康德晚年的思想，其兴趣的重点显然有转入人文（政治与历史）方面的趋向。当时他已年逾古稀，倘能假以时日，仍不是没有可能写出一部完整的第四批判来。不过，目前已经传世的这几篇文字，已经足以构成一幅第四批判的雏形了，是故卡西勒径直名之为“历史理性批判”。而自己却竟然是在文革的动乱之初，方始有缘读到他这几篇重要文字的。当时的感觉仿佛是柳暗花明、豁然开朗；过去所读过的一些历史哲学的著作都不如他的这几篇那么地深切着明。例如卢梭曾慨叹过：要为一个国家立法是那么艰难，必须是一个天使的民族而后可。而康德则反其道而引申其义说：那并不需要有一个天使的民族，哪怕是一群魔鬼也可以，只要他们有此智能。这一论点表现出了何等之更加高明的智能！卢梭为天使说法，另有的哲人在为某一部分人说法，而康德则是为包括魔鬼在内的一切众生而说法。卢梭是要强迫使人自由（他们“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而康德却更跃进一层，只要使魔鬼成为天使。这一思想的跳跃真可谓青出于蓝而冰寒于水。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18世纪的哲人们所喜欢称引的那种“世界公民”（Weltbürger）的面貌。真理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康德哲学的先验性更仿佛格外无比地保证了它是俟诸百世圣人而不惑的。在这里一个读者在一种仿佛是在受到了启蒙（enlightened）的心情之下一定会深刻地体会到的歌德的名言：“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真理，然而真理却仍然是一个”（卡西勒：《卢梭、康德、歌德》）。于是我就开始偷偷地进行翻译，当时只不过是逃于空虚、聊以自娱而已，从未梦想过有一天居然还能出版。其后宣传队进驻，我被关入牛棚，苦中作乐遂不得不告中止。三年后，尼克松访华，《参考消息》登了一条外电，说是新华书店又摆出了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和卢梭《社会契约论》，表明中国是不会废弃人类文明的经典的。卢书原系拙译。受到这则消息的启发，干校归来后，我遂把康德的八篇论文全部重校过，加以整理，送交出版社，并径以《历史理性批判》为书名。出版社方面却认为这不是康德的原名，遂正名为《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然而不意一拖又是十有五年，直至1990年才发行问世，诚可谓命途多舛。此后，我又译了康德早年的《对优美感和崇高感的考察》（译名作《论优美感与崇高感》），迄今又已六年，或者不久可以问世。日前清华大学九十周年校庆会上得晤老学长王玖兴兄，因询及由他主编的六卷《康德文集》。据他告我前三卷进行顺利，而《纯粹理性批判》一书，即是他的译文。这是一位毕生精力尽瘁于德国古典哲学研究的学者。他的工作不但对他个人是一项深厚的回报，而且也是对我国学术界重大的贡献。以上所谈，仅限于大陆情况。关于台湾，我所知甚少，只知道研究康德者，代有其人，本书作者朱高正先生即是其一。

纯粹理性如果不经过一番自我批判，则其所得到的知识就只能是武断的形而上学；同理实践理性、判断理性、历史理性也莫不皆然。然而在思想史上还不曾有人对历史理性进行过一番自我批判。有之，应该说是自康德始。自然，他也留下了一大堆问题，有些是带根本性的（如历史认识能力的有效性），并没有解决。有些论断，也难以为后世的读者所同意。不过这项自我批判的工作却是历史理性认识之不可或缺的一项前导（Prolegomena）。康德奠定了一个体大思精的哲学体系，人类的思想和文化只能是在前人已奠定的基础之上前进。如果真的是彻底砸烂了一切旧文化、旧思想，人类就只好是倒退到原始的蒙昧状态。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是指政治上的专政，不是思想上的专政。思想上的专政事实上是不可能的，理论上是说不通的。难道你有可能专得一切人都按你的想法去思想？

一切思想都只能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继续前进。不过，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确实是不大好读。我时常想，假如我们读康德能换一个顺序，不是第一、第二、第三、第四，而是反其道而行之，由第四而第三、第二以至于第一，或许就更容易领会康德哲学的实质。今高正先生此书重点在于评论康德的第四批判，颇有与鄙见不谋而合者，因而深感虽然隔海两岸，但心理攸同并无二致，颇有“逃空虚者，闻人足音，巩然而喜”的欣慰。高正先生全书文思精密、深入浅出，相信读者当能由此领会到一个更真实、更完整、也更容易理解的康德。这应该说是功德无量的事。高正先生书成之后索跋于我，我遂不揣简陋，率尔操觚，仅赘数语如上。是为跋。

何兆武谨记2001年初春

北京清华园

【注释】


[1]本篇书评系在维也纳促进学术研究基金会所资助的研究计划下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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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下宝贵哲学遗产　影响绵延不绝

“有两件事情我愈加反省便愈以新而不断增加的赞叹和敬畏充满我的心灵，这两件事情便是：在我上面的充满星辉的天空以及在我心中的道德法则。”这是1880年在重修康德墓庐时，将这段《实践理性批判》的结语刻在墓碑上。在哲学史上，康德以他的三大批判——《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闻名于世，是近三百年来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其实，作品是作家人格的体现，也是构成其人生的重要部分。尤其对康德这位留下这么多不朽作品的哲学家而言，想深入认识他的精神世界，就得了解他的一生。我们从天天和他相处、听他讲学、替他办事和深爱他的人们那里可以得知康德的一生，尤其是从以下三个人：波罗夫斯基（L．E．Borowski）、雅赫曼（R．B．Jachmann）和瓦吉安斯基（E．A．Ch．Wasianski）。波罗夫斯基的记载主要是关于康德早年的学术活动，雅赫曼则对成名后的康德有详细的描述，至于瓦吉安斯基则侧重在康德晚年的生活。

伊马纽尔·康德（Immanuel Kant），1724年4月22日生于东普鲁士的哥尼斯堡（Koenigsberg）。该城二次大战后，归前苏联管辖，今天则归俄罗斯所有，城名改为加里宁格勒（Kaliningrad）。其实，哥尼斯堡是在1724年，也就是康德出生那一年，由毗邻的三座城镇合并而成的。康德就出生在该城的鞍匠巷，他父亲约翰·乔治·康德（Johann Georg Kant）是位鞍匠，说得准确点，就是个皮带工人。虽然康德晚年曾提及他的祖先可能来自苏格兰，但官方文书证明他的曾祖理查·康德（Richard Kant）于1667年在海德克鲁茨（Heydekruz）附近当过酒店主人，其儿子汉斯（Hans）学过皮带手艺，曾赴国外工作，而于1670年定居在麦摩尔（Memel）。汉斯于1682年底生了第二个儿子约翰·乔治·康德，也就是康德的父亲。由于康德的祖父汉斯在1715年再婚，其父约翰·乔治即迁离麦摩尔，来到哥尼斯堡，并于当年11月13日与其同事的十八岁的女儿安娜·雷姬娜·罗伊特（Anna Regina Reuter）结婚，当时康德的父亲已经三十三岁了。

康德的父母亲都是虔敬派的信徒，总共生了九个小孩：康德排行老四，第一胎女婴出生即死，第二胎男婴出生才满周岁便殇逝，因此康德只有一个姐姐，在他之后的弟妹，只有一个弟弟和两个妹妹活下来。康德出生第二天便接受洗礼，起名伊马纽尔（或以马内利），有上帝保佑吾人之意。

康德多次向他的学生、好友——同时也是为我们留下许多珍贵的第一手康德行状的作者——波罗夫斯基提及：“我从未听到我父母说过一次非礼的话，也没看见他们做过一件卑贱的事。”“我父母那样正直的态度、谦恭的礼貌，都可作为后人模范。他们去世时，虽没有留下一点产业，但也没有一文的负债。然而给我的教育，是再也没有比这更高尚的了。因此我每次想念及此，心中便十分感动。”尤其对母亲的感情，康德向他晚年最亲近的学生瓦吉安斯基说：“一位良善爱人、天性纯洁、真诚虔服，而绝非妄诞信教的妇人。”康德老年时，常向雅赫曼道：“我永难忘怀母亲，因为她在我心中栽植与培养了一切善事的根苗。她以所有的天然现象启发了我的心思，不断引导扩张我的智力。她的教诲让我受益终生。”他曾说及他的脸庞及身体结构，甚至其微向内凹的胸膛，均遗传自母亲。在康德十三岁时，他母亲年方四十，因服侍一位患病的女友，遭感染，几天后便去世了。

这位虔诚的母亲常于祈祷时，带着年幼的康德去看望神学博士舒尔茨（Franz Albert Schultz），他对康德甚为赏识，常鼓励康德的父母将来让康德上大学，因此，康德1733年便进入菲德烈高校（Collegium Fridericianum）。其实，舒尔茨是哥尼斯堡文化界的先觉者，他是从启蒙运动的重镇哈勒（Halle）来的，本人笃信虔敬派，也是吴尔夫（Christian Wolff，1679—1754）的信徒。当时吴尔夫可说是莱布尼兹（Leihniz，1646—1716）的传人，也是欧陆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他曾说：“了解我学说的只有哥尼斯堡的舒尔茨。”舒尔茨很得菲德烈大帝的宠信，获得不次拔擢，成为东普鲁士地区教育、宗教、恤贫等政务的总监。他是1730年以来宗教教育改革的领袖，任职东普鲁士八年之间，设立了一千五百所以上的地方学校，是位杰出的神学教授、官员与教育家。就是他引领康德进入菲德烈高校。舒尔茨不时周济康德家，送给他们燃料，还不时与这户皮带工人家庭往来，且不以为耻。因此，康德对他感念终身。

但舒尔茨办的这所高校对康德也有不好的影响，因为宗教课程的比重太大，少年康德觉得这简直是迷信。这所高校似乎认为教育的宗旨就是传播宗教信仰：因此每天早上六点前有半小时的祈祷，晚上九点以后亦然；每小时上下课前均需作短篇祈祷；早上七到八点是神学课程，即宗教问答；其他任何学科均尽量要与宗教搭上关系。这使得康德后来厌恶宗教，他主张小孩应多在户外活动，与大自然接触，自然科学的比重应增加，他反对在数学与逻辑学中掺杂宗教教义。在菲德烈高校期间，康德受益最多的大概就是拉丁文的训练。高校的记录表明：“这位小康德入学半年以后，便在全班考第二名，1733年秋季始业，他以十岁的年龄，在二年级考到第一名。第二年入三年级；1736年复活节时，入四年级；1737年，入五年级；次年入六年级，这几年，每次考试，都是名列第一。1740年秋，以第二名毕业离校。”

生活艰困　勤奋研究

当时哥尼斯堡住户六千，居民五万，在普鲁士是仅次于柏林的第二大城市。小康德上学必经哥尼斯堡最热闹的绿桥，是普列格河的商贸中心，那附近停泊着成千上万来自上游的波兰船舶，有许多来自英国、法国、瑞典与普鲁士的商人等着在此采买。这种繁忙的商贸景象对小康德的世界观或许也有深远的影响吧！

1740年9月康德进入哥尼斯堡大学，主要兴趣在数学、自然科学与哲学。有几位较年轻的助教对康德影响较大，他们是数学助教马嘎尔特（Marquardt）、英语与哲学助教拉帕尔特（Rappalt），而逻辑学与数学助教克努臣（Martin Knutzen）影响尤大。克努臣年长康德十岁，十五岁入大学，二十一岁就应聘为助教，可惜三十七岁就英年早逝了。康德从克努臣那里借到牛顿的著作及其他书籍。克努臣鼓励康德发挥潜能，成为独立的思想家。康德受克努臣的影响非常大，因此1758年以前的著作大多与自然科学有关。依波罗夫斯基的叙述，康德入大学后的前两年，主要学习数学、中等数学、高等数学、逻辑学、普通哲学、实践哲学与高等天文学。尔后则是理论心理学、自然哲学、自然法学、修辞学、记忆学、正误学与无限分析学等。

此外，舒尔茨继续周济康德家，且当康德念大学时受他照顾也不少。康德常抽出时间帮不预备功课的懒学生温习功课，以赚些外快，其中有个有钱的学生时常资助康德。此时康德已不住在家中，有个学法律的朋友送给他一所住房和一切用物。与康德一起毕业的医学士特仑美（Trummer）也帮了不少忙。康德的叔父里希特（Richter）原为制靴匠，后为工厂主人，对康德考学位时的赞助尤属不少，康德第一次出书的印刷费大多靠他的补助。

康德母亲于1737年去世，由于家贫，丧礼非常“寂静”（因为没有牧师和挽歌队送葬）和“贫困”（安葬时出不起灵柩租金）。1764康德父亲则死于虚弱病，其丧礼与葬仪也是一样的“寂静”、“贫困”。虽然一贫如洗，但康德甚为自负，不愿受人怜悯，在学校也不愿受领公家津贴。但对同学则毫无骄慢的习气，常在学业上殷勤的协助他们。平素康德持躬节俭，偶尔借用同住学生的衣裤、皮靴出外，此时那个学生就只得整日待在房里。康德生活十分艰困，却购置大批哲学书籍，大学生活的惟一消遣大概就是打撞球。特仑美后来成为哥尼斯堡著名的医生，也是康德惟一的医生。康德有便秘的毛病，特仑美为他开了一剂丸药，直至晚年仍按时每天服用。康德平素深居简出，在特仑美生病时，才破例两次前往探病。

1747年康德的处女作《生命力的评价》付印，而于1749年刊行于世，自此康德进入独立研究阶段。这部约六十页的著作出版后，引起学界的注意。该书的标题曾引发著名诗人列星（Lessing）写了一首讽刺诗：“康德担当很难的事，他想教导世人，他评价生命力，可他自己的不能评定。”后来列星了解了康德，这首诗就没发表。由于生活拮据，康德不得不去当家庭教师（Hofmeister）。这是当时的一种较为奇特的风气，大学生毕业离校后，通常先去干一段时期的家庭教师。这种风气在东普鲁士尤然，许多大地主或小康之家由于交通阻塞，不便送子弟到远处城市就学，就聘家庭教师来家教导子弟。像费希特（Fichte）、谢林（Schelling）、黑格尔（Hegel）等人也都当过家庭教师。

康德先在犹衬（Judschen）地方的一个宗教改革家的家里担任教习，他的学生达尼尔（Daniel）1750年8月进法兰克福（Frankfurt an der Oder）大学，1753年春才进哥尼斯堡大学。1750年康德到萨尔菲尔德（Saalfeld）的一位大地方主家里教他两儿子卢德维希（Ludwig）与乔治（Georg），分别为十岁和六岁。乔治于1761年秋进入哥尼斯堡大学，后来世袭为普鲁士军官。乔治在威廉三世执政时，曾解放其家奴，并被封为伯爵，这或许是康德调教的成果！后来康德还可能在罗腾堡（Rotenburg）凯撒林（Johann Gerhard von Keyserling）伯爵家待过，他学生的母亲后来改嫁给另一位凯撒林伯爵，康德后来在其《人类学》的讲稿著作中称这位伯爵夫人为女中翘楚。伯爵夫人与康德有十数年交往，直至她改嫁才淡化。伯爵夫人博学多闻，也为康德画了像。总之，寂静的乡居生活，除了教导学生外，康德勤奋研究，自1754年就不断发表惊人的著作。

辛勤讲学　鼓励独立思考

1754年康德回到哥尼斯堡，应柏林科学院悬赏征文而作《论地球于其自转时是否发生过某种变化》。随后又发表《物理学的推论地球是否会衰老》，这篇论文是依牛顿物理学来推论世界创造的起源、天体的构造及天体运动的原因。次年康德将它发展成《自然通史与天体理论》这部长达二百页的著作。康德详细阐述星云学说，现在通常将这个学说以拉普拉斯（P．S．de Laplace）命名。其实，拉普拉斯所著的《宇宙体系论》出版于1796年，已整整晚康德四十一年。1755年4月，康德提出学位论文《论火》，6月取得硕士学位。9月求职论文答辩，题目为《对形而上学认识论基本原理的新解释》，这是他第一篇纯粹关于哲学的著作。然后康德就在哥尼斯堡大学担任没固定收入的讲师。1756年康德发表关于里斯本地震的两篇文章和一本书，4月为取得教授职位进行论文答辩，题目为《物理单子论》。

康德担任讲师第一学期讲授逻辑学、形而上学与数学。学生有法律学士二人，神学家二十一人，其中有康德惟一的亲弟弟乔治·亨利与波罗夫斯基。第二年夏季加授“自然地理学”，这门课在大学课程中为康德首创，他认为地理学最能启发人类的理解力。该课的第一次讲题为“风的理论说明的新解释”，这篇自然地理学的讲演细明，见解卓绝，远远超过当代学者之上。康德从旋转律说明有规则的气流与地轴转动的关系，后来1835年大天文学家多佛（Dove）自认为是新发现的，康德已于八十年前在这篇声名不出哥尼斯堡一步的论文中解释无遗。第二年冬季加授“伦理学”，后来改称“道德哲学”或“实践哲学”，也加开“辩论研究”与“纯粹数学机械学”。1763年停讲数学，新开“自然法学”；1768年开始讲授“哲学大纲”与“哲学史”。一般来说，自1761年以后，康德每周一、二、四、五固定上课的时间是，早上八到九点逻辑学，九到十点机械学，十到十一点理论物理学，十一到十二点形而上学；下午二到三点自然地理学，三到四点数学、平面几何学与三角。到1777年，依照大学的档案资料，康德每星期授课在二十六到二十八小时之间，可说是一位最守时、最尽心的大学教师。在1770年被聘为正教授的聘书中，首先写道：“历经辛勤地讲演，大有贡献于大学”。

依当时普鲁士大学教授章程规定，大学教授所教课程必须指定教本，教育大臣切特里茨（Zedlitz）虽是极力主张自由的人，但1778年仍再三申述：“再坏的教本总比没有教本好……至于只让学生做笔记，应当即刻废止。”只有康德所教的自然地理学算是惟一例外，因为这门功课是康德新开的，当时尚未有合适的教本。至于其余各科，康德都审慎选定教本：逻辑学采用买耶（G．F．Meier，1718—1777）的《理性论》，买耶系吴尔夫派的学者；自然法采用亨瓦尔（Achenwall）的《自然法》；哲学采用飞德尔（Feder）的《哲学大纲》，飞德尔后来大力反对康德；至于形而上学及美学则采用包姆加顿（Baumgarten）的教本。康德的教学法是先启发学生的兴趣，再培养其理解力，最后鼓励其独立思考。其方法是对话的，而非武断的；是双向论辩，而非单向讲授。由于康德学识渊博，又能旁征博引，深入浅出，因此颇受学生欢迎。康德讲学并不完全依照教本，而是在教本上有许多的批注，常常是三段、四段的批注，写得密密麻麻，塞满了教本的空隙，只好再另备手抄本。康德的许多著作都是以原来的教本为基础，教学相长，再加上他独立思考的成果。康德上课时不喜欢看到学生穿着华丽，但要求整洁。有一次坐在教室前列，有位学生衣裤上少了一颗纽扣，康德便觉得难受。他常告诫学生切勿一味模仿，凡事要自己观察，独立思考。

反对经院派哲学

与康德同时代颇有盛名的思想家赫尔德（Herder），曾聆听康德讲演三十余年，虽然其文学见解与康德不同，但对康德则十分倾倒。赫尔德说：“我能结识这位大哲当我的老师，是我一生无比的荣幸……他开阔的、为自由思想构成的额头，是个永难磨灭的欢乐之府。思如泉涌的语言，从唇际流出，时常掺和些诙谐的句调。他的训诫俨同朋辈恳谈一样。他竭诚探讨莱布尼兹、吴尔夫、包姆加顿、克鲁西乌士（Crusius）、休谟等诸家学说，寻求克卜勒、牛顿两位物理学家的自然法则和当时卢梭的爱弥儿以及他所发明的自然真理。将这些人物的学理一一批评，仍依据天然真理的见解，归宿到人类道德的价值上去。人类史、民族史、自然历史、自然学、数学、方法论，是他的讲演和交际的渊源。毫无研究价值的事物，他不屑留意。阴谋党派和利害观念，爱慕虚名，在他看来对于真理的阐发和推演是丝毫不足关怀的。他惟激励‘独立思考’。他的本性中，压根儿就没有专制主义。这位令我平生纪念敬仰的人，便是伊马纽尔·康德。他的肖像常悬在我的眼前呵！”

1756年克努臣教授去世，逻辑学与形而上学讲席虚悬，康德提出论文《数学的功用在自然哲学中与形而上学之关联》，来争取补缺，但因当时哥尼斯堡政府正和奥地利战争，为了节省经费起见，便将该任命留中未发，因此未能如愿。1758年康德发表《运动和静止的新学说》引起广泛的注意，此篇论文实为1786年出版的《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原理》的雏形。直到1760年以后，康德的著作才转向到逻辑学与道德学。1762年冬发表《证明四个三段论之诡辩》，旨在批评四种推论法的诡辩，攻击经院派的逻辑学。1763年著文攻击经院派的形而上学，发表《论上帝存在的惟一可能证据》，更使康德声名远播。孟德尔颂（Moses Mendelssohn）因而盛赞康德为独立思想家，为哲学建立永恒的坚实基础，但该文却在维也纳被列入禁书表内。康德反对经院派哲学非常激烈，将它比作“无岸无灯塔的黑暗海洋”，他想借其论文铲除积习，为形而上学建立坚实而令人信服的基础。1764年康德发表《论优美与壮美的感觉》，大半是关于道德心理学与人类学的材料，讨论自然界与艺术界的壮美与优美，并对人的优美与壮美多有着墨，还论及男女两性问题。有人说这篇论文应当刻印在学校教室中，还当搁在梳妆台畔呢！由于这篇论文脍炙人口，到1771年又加印两次。

在担任讲师期间，康德虽没固定收入，但因学生甚多，著作也颇受欢迎，因此收入尚称丰饶。波罗夫斯基证实在1756、1757两年学生很多，又常常照管一批世家子弟，生活上方便不少，不虞匮乏。他这时雇了一位仆人，也曾拒绝过外省四所大学的聘请，含霭朗恩（Erlangen）与耶拿（Jena）。此时，康德在担任家庭教师期间存了一笔现金，从未动用过，那是留待遇到疾病或非常困难时的紧急备用款。七年战争期间，东普鲁士从1758年1月到1762年7月整整四年半为俄罗斯所占领，这时康德也教俄国军官算术，骑兵长官买耶（Meyer）大将常常拜访康德，看他为其青年军官讲授筑城学。康德自幼养成节俭的习惯，无论如何不肯负债，宁愿披着一件敝而干净的外套被人揶揄，也不愿因负债或依赖他人而精神上不独立。他从未欠负任何人一文钱，他常向人陈述他无时不非常快乐及安适，如有人叩门，他便说：“进来吧”，因为他知道门外并无债主。康德有一次将薪资的大部分送给一位寒苦的学生，仅留少许作为付半年房费之用。他也结识一位书商康特尔（Kanter）为他免费提供需要的书籍。1792年他还曾为康德出过书，而1766到1769年康德就住在他的书店里。

康德担任讲师后，起先在新城自置一栋房屋，后来移居教授街，但那里毗邻河岸，从普列格河上游来的波兰船舶太过嘈杂。因此他才搬到康特尔的书店，却又被邻居的一只大公鸡的啼声将他赶跑。康德曾想花钱将那只叫声洪亮的大公鸡买来，俾稍得安宁，可邻人不答应，他们不相信一只鸡能扰乱这位哲学教授的思绪。因此康德只得移居牛市，据瓦吉安斯基说，兰伯（Lampe）原为普鲁士军人，被康德雇用为仆役，直到1802年，服侍康德历时四十年之久。

喜欢结交学术圈外的朋友

这段期间，康德生活不若晚年如时钟般严谨，每天上午讲演完毕，便到咖啡厅喝茶，闲聊当日新闻或打几盘撞球。他喜欢到公共食堂用餐，可以多结识各式各样的人物。晚上他也乐于参与私人宴会，清谈不辍，偶尔也光临戏院，但仍破晓即起床。康德尤其喜欢结交学术圈外的朋友，较好的挚友首推森林管理官渥普色（Wobser）。此人思想明晰，性格高尚。每届假期，康德便前往离哥尼斯堡不远（才一里路许）的摩迪登（Moditten）森林访友。那篇发表于1764年的著名论文《论优美与壮美的感觉》便是这个寂静森林里的作品。康德这时还有一位来自英国的从商友人格林（Joseph Green），依雅赫曼的记载，格林与康德订交时正值美国独立战争（1776—1783），格林因康德支持北美人民的革命立场，认为受到侮辱，两度要求与康德决斗，经康德耐心而坚定的说理后，终于说服了格林，使得格林更加佩服康德。雅赫曼说，康德亲自跟他说，他的《纯粹理性批判》在下笔之前，几乎一字一句都让格林知道，并请他自由批评。俄罗斯的骑兵长官买耶大将也常派马车接康德去向他的青年军官讲授自然地理学和筑城学。普鲁士的罗梭大将（Daniel Friedrich von Lossow）与康德的交谊也十分亲近，1765年秋假时，康德曾访他于毗邻俄罗斯边界的庄园上，这是康德一生旅行最远的一次。

康德虽然终身未娶家室，但与妇女们的来往也不少。康德惯用蕴藉的文辞为她们点缀，他曾应一位女中翘楚之邀做了一个报告，很得大家的赞赏。有一位克陵斯波尔（Klingspor）夫人，已有四个小孩，称赞这位哲学家在妇女圈中常用他优雅的谈话，熏陶她们的德性。康德有位当商务参赞的朋友雅各普（Jakob），他太太写了一封十分华浓细腻的信给康德：“亲爱的朋友，我现在正写一封信给你这位大哲学家，你不以为惊奇么？我想昨天在我的花园里可以遇着你，不料偕着我的朋友在园中乱逛了一回，竟不能在园内寻着你。现在我们做了一条佩剑的带子赠送给你，请你明日下午到我们这边来，我现在仿佛听你说：‘是！是！是！我即刻就来了。’我们将表开好了！（按，康德常对那些太太们说：‘你们用表和用书一样，只将它佩带着，表示有这样东西，至于它停了或者时刻不准，那就不管了。’）你请恕我这句回忆的话！我和我的女朋友很怜惜你，送你一个亲吻。我们这边的空气，也和克乃普（Kneip）家里一样，所以我们的亲吻并没有失掉怜爱的能力呵！再见！1792年6月12日卡宾（Kabin）书。自花园寄。”从这封信看来，康德并不是个书呆子，并且很善于在各种交际场合活动。

构思十年　完成第一批判

1758年神学兼哲学正教授基普刻（Dr．Kipke）去世，正逢东普鲁士被俄罗斯占领；康德同时向校长评议会和哲学系递上请愿书，转呈俄女皇伊丽莎白陛下，希望能承袭基普刻留下的悬缺，这是老校长舒尔茨要他做的。这次虽有多人提出递补申请，其中包括三位教授，一位哲学兼医学博士，但只有康德与另一位哲学助教卜克（F．J．Buck）堪当入选。但因后者已在哥尼斯堡大学执教鞭达十五年，较之康德的三年为久，便决定由卜克补上哲学和形而上学正教授的席位。1762年机会又来了，博克斯（Bocks）教授去世，空了一个教席，政府当局推荐康德接任。但康德因为这个职缺要批改学生的即兴诗，并且每逢学校有庆典，须代表学校做诗，他觉得不能胜任，便回绝了。

1765年王家图书馆空出一个副馆长的位置，但因有固定收入，因此康德于1766年3月接任副馆长，任职七年从没受过政府的谴责。直到1773年5月，康德以正教授担任副馆长为有贬身份，且正教授在时间上也分不出身，因此辞职。担任副馆长期间，康德也要分管富藏琥珀的矿物陈列所，因此也借机研究一点矿物学。在这个时期霭朗恩大学新设哲学讲座（原来是由神学、医学和法学的教师附带讲授），邀请康德前往接任，但康德基于眷念故旧朋友和祖城，又顾及自己孱弱的身体，予以婉谢。康德认为，他的肉体和灵魂的安慰，只有在他久居的地方才相宜。耶拿大学也有意添设新哲学教授席位聘请康德，如果康德真的应聘到耶拿，那他将和歌德、席勒相往来，这将是文化界的一大盛事。

1770年3月，久任神学数学正教授的朗汉森（Langhansen）病殁，但康德只希望担任能力与趣味相合的讲座，于是他建议将那进账丰裕的——因兼领高等学校的监督——席位委任给朗汉森教授的女婿克里斯提尼（Christini）道德学教授，而由康德接任道德学讲座；或者将那个席位让与逻辑学形而上学教授卜克，而由康德接任逻辑学形而上学教授。后来当局采用了康德的第二项建议，康德乃于1770年3月31日正式成为哥尼斯堡大学逻辑学形而上学的正教授。随后发表拉丁文的就职论文《论感觉界与精神界的各种形式与原理》。

尔后，1775年密丹（Mitan）大学与1777年哈勒（Halle）大学也都曾聘请康德出任教授。尤其哈勒更是启蒙运动的重镇，紧邻当时德意志的艺术文化中心耶拿。当初康德的逻辑学教本就是采用买耶的《理性论》。哈勒大学在普鲁士有史以来最富自由思想的教育大臣切德里茨推荐下，希望康德能继任买耶的讲座。后来康德1781年出版《纯粹理性批判》时，就是题献给切德里茨大臣的。哈勒大学提供给康德的待遇为哥尼斯堡大学的两倍半，甚至可提高到三倍半，但康德却不为所动，一意为他的祖城哥尼斯堡奉献所学。

康德在1770年开了四小时的矿物学，1774年首次讲授自然神学，1776年首次讲授教育学。在1781 年发表《纯粹理性批判》前，十年之间（1770—1780），康德只发表几篇论文，而构思长达十年之久的第一批判，在1780年暑假只花五个多月缮写出来，不料却成为厚达856页的巨著。第一批判出版后，因心力耗费过度，康德休息了两年，1783年出版《未来形而上学导论》，作为《纯粹理性批判》一书的大纲。康德向来不赞成不当限制大学生的自由，但所谓自由也不宜放肆而流于堕落。他常将学生比做树木，必须在野外才能好好生长，远比园丁照顾的还好。康德帮助过许多贫寒学生，常为他们营谋津贴，宿舍免费，还介绍学生担任家庭教师。但收取学费，康德也很认真。1776年夏，康德首次出任哲学系系主任，连任七次；1780年夏，担任评议会永久会员；1786年担任哥尼斯堡大学校长。

忘年之交　一一仙逝

八十年代康德的好友英国人格林因患脚疾，经常坐在安乐椅上，不便外出，康德每天下午去看他，当格林在安乐椅上睡着时，康德就在一旁沉思，不一会儿也睡着了。不久又会来另一位经常光临的银行家鲁夫曼（Rufmann），动作也一样。模色毕总是最后才到，唤醒大家，便攀谈起来，逸趣横生，直到七点方散。他们这个团体因为每天晚上七点钟准时散会，所以常听街上的居民说：“现在还不到七点钟吧！因为康德教授还没从这里走过呢！”只有星期一，除他们四人之外，再加一位苏格兰商人海依（Hay）与其他几个人，简单用点便食。这个忘年交的团体于1787年随着格林的去世而瓦解，康德的生活习惯因而改变，此后傍晚不再出门拜访友人，甚至晚餐也废止了。只有星期日去格林的亲家模色毕家午餐的聚会还留着，后来模色毕罹患重病去世，康德有说不出的感伤。雅赫曼本来一天去看康德两次，向他禀报相关事宜，竟也先他而去，使康德悲恸地哀道：“难道我要亲眼看到好友都先我而去吗？！”鲁夫曼的死对他的打击也不小。1788年凯撒林伯爵去世，1791年他多才的夫人也随之而去，这都留给康德无限的悲戚。

在康德的同事中，与他最亲近的便是其门生也是实践哲学教授克劳思（Christian Jakob Kraus，1753—1807）。康德非常器重他，常将他比作克普勒（Kep-ler），并说一生阅人以来，克劳思是惟一的聪明人与天才。克劳思常陪康德散步，到安静的地方畅谈学术问题，他俩身材一般矮小，体貌都十分清癯，当1787年康德刚独立成家时，克劳思是惟一到他家用餐的人，克劳思甚至为康德停止了到外地休养的习惯，只因他不忍让康德孤零零一个人留在家中。1790年后，康德又招引几位朋友到家用餐，克劳思才能抽身而退。但在社交场合，他俩仍多并邻而坐。要是在学术会议的场合，听说没有人的发言会比他俩的对话更有趣。

康德的另一位同事，数学教授兼王家宣教师约翰·舒尔茨（Johann Schultz）于1784年著成《纯粹理性批判诠释》一书，并于1789、1792两度再版。1790年以后，他成为康德最忠实的朋友。此外，1804年4月23日为纪念康德而做专题讲演的希腊文教授瓦尔德与东方语文教授哈什（J．G．Hasser）这两位哲学系正教授在康德晚年也常陪他一起用餐。

1784年康德的学生希佩尔（Th．G．Hippel）市长介绍康德买了一栋位于城中心公主街的半旧房子，它朝着旧王宫的后门，宫中有塔、监狱及花园。这栋房子共有八个房间：下层一边为教室，一边为老女仆寝室；另一边为会客室及书房，均向东，可远眺几处花园；最高层一室为兰伯所住。哈什对这栋房子有颇为生动的描述，他说：“人进屋去，便觉得一片温和肃穆。若不是用餐前后，闻到厨房的香气，一只狗和猫自内叫出——据康德说这是他的女仆最宠爱的伴侣——或者其他证明，几疑此处无人居住了。登楼去，便见一位操作甚勤的仆人在餐桌边忙着。再通过很朴素的前房，来到一间宽敞住室，便见客厅，却不华丽。一张沙发，几张蒙布的椅子。一座摆着瓷器的玻璃柜子、储蓄金柜、寒暑表，这便是室中的家具，多半蒙着白布。从一个矮门进去，便来到一间朴质的花厅，上前叩门的时候，只听得一声很和悦的‘进来吧！’便被请进去了。（第一次见这个情形，我不禁打了个寒噤！）全屋肃静无声，完全与城市的喧嚣隔绝。两张寻常椅子，一个普通沙发与竹柜间有点空隙，中间便放着风雨表与温度计。这位思想家坐在他的素木半圆椅上，有时看书桌，有时转而看向门。因为他腹中已觉饥饿，正等待他的餐友。”两张桌子上面通常也摆些著作和书籍，壁端惟一的装饰便是一幅卢梭的画像，是鲁夫曼送给康德的。1793年，康德最忠实的朋友舒尔茨教授的夫人向康德介绍一位女仆，她聪明伶俐，和蔼可亲，曾在舒尔茨家帮过忙。来到康德家，她要求厨房的一切事务归她照管，不受兰伯管制。

声誉日隆　学说远播

康德终其一生没结婚，这和一些近代大哲如笛卡尔、霍布斯、洛克、休谟、莱布尼兹、牛顿等人一样。但康德曾有两三次动了成家的念头。他曾经钟情于一位青年寡妇，她来哥尼斯堡探访亲友；也曾喜欢上西法仑（Westfalen）地方的一位妙龄姑娘，她陪着一位东普鲁士的贵族夫人来哥尼斯堡旅游。可是在康德详细计算收入与支出之后，迁延未决，那青年寡妇便被别人捷足先登，而那妙龄姑娘也离开哥尼斯堡远去。此外，康德成为正教授后，曾准备与比他年轻二十二岁的当地姑娘露易丝·雷贝嘉（Luise Rebecca Fritz）结婚，但后来她却与一位税务官员结婚，直到1826年才去世；她常很自负地向人夸称，康德曾爱过她。其实，康德之所以没有结婚，或许是很难找到一位堪称匹配的对象，或许是自忖身体孱弱或家计负担过重，可他却常劝告青年朋友应该结婚。

康德在担任正教授后，每天睡觉七小时，早晨五点起床。他的仆人兰伯必须每日按时提前一刻唤醒他并不得在主人离床前走开，直待他休息一会儿，没什么使唤后才可离去。兰伯说，康德三十年来从没有一次迟至半个钟头才起床。每天几乎准五点钟就披着睡衣，戴上睡帽，帽上再加戴一顶小三角形便帽，以便保暖。他会在书房先喝两杯淡茶，然后再抽一根烟。日常作习大致从七点钟讲演到十一点，十二点才用午餐，一般午餐会用到四点钟，当客人增加时，会延到六点钟；康德一天就只用这一顿正餐。康德没有睡午觉的习惯。散步原则上以一小时为度，目的地是离家不远的菲德烈堡炮垒，这条路康德称为“哲学之路”，因为《纯粹理性批判》的重要思想大多构思于此。康德散步常携带一位朋友或同事，通常是克劳思或很亲近的学生。后来便常常独自一人散步，一则便于思考，一则觉得在途中用鼻孔呼吸比用嘴巴，较有益健康。散步时，步伐雍容，头常低垂，偶尔会坐在矮凳上将途中涌现的重要思想先记录在笔记本内。后来因常被途中乞丐所干扰，就另选一条短径散步。回家后，逐一阅读当日的新闻报道，他也非常关心政情的变化，因为当时法国大革命波诡云谲。此外，康德也喜欢接待访客或拜访友人，并阅读游记及与自然科学、卫生有关的书籍。晚上则在十点以前就寝。

自从《纯粹理性批判》出版后，康德声誉日隆。在普鲁士，人们以不知道康德为惭愧之事。尤其耶拿大学的施茨（C．G．Schuetz）教授更是不遗余力地鼓吹康德的批判哲学。在耶拿，施密特（K．Chr．E．Schmid）编了一部《康德辞典》和《康德哲学解释大纲》，胡弗蓝（G．Hufeland）也推荐康德所著的《道德形而上学的基础》构成道德的基本原理。1786年，甚至有两位耶拿大学的学生决斗，只因其中一人认为另一人想要懂得康德哲学，须得先研究三十年！1787年莱因霍尔德（K．L．Reinhold）在写给康德的长信中说：“我根本痊愈了”，因为两年半前他还站在赫尔德派的立场攻击康德呢！而反对舒茨与莱因霍尔德的乌尔里奇（Ulrich）则说他们中了“康德的毒”。

1789年3月康德收到来自马堡的青年斯提灵（Stilling）的来信，说他因为读了两大批判，使他对宿命论与消极主义的疑团完全冰释。斯提灵在歌德所著的自传《诗与真理》中颇为出名。康德学说在德意志南部遭到很大的阻碍，尤其是在盛行天主教的慕尼黑，在那里史塔特勒（B．Stattler）出了一部两卷版《反对康德》（Anti-Kant）的书，在维也纳也有类似的情形。但其中纽伦堡的艾哈特（Erhard），原为吴尔夫与孟德尔颂的门下，因研读第一批判而改变宗旨。他受到康德伦理学的影响尤大，他在给康德的信中提到读《道德形而上学的基础》时，便觉得“由全身关节间流出愉快的感觉”，而在其自传中更说，《实践理性批判》一书给他“精神生活的再生”。

康德热　不断扩散

1788年7月3日信奉天主教的神学家沃尔讷（J．Chr．v．Woellner）因获得威廉二世的宠信，便由他取代切德里茨，担任司法总长与宗教部长。6日后便发布一道宗教敕谕，大意是路德派与加尔文派牧师意图颠覆圣经的基本原理，并假托“新学”名义传播邪说。同年12月19日宣布新检查令，将对一般新文化运动家的著作严加检查。

此时，耶拿大学的康德热愈演愈盛，莱因霍尔德主讲的“康德讲座”听讲人数高达百余人，这里最受影响的就是席勒，他更影响了他的朋友洪保（Wilhelm von Humboldt）及歌德。费希特于1791年6月拜访康德，为了表示与众不同，费希特四个星期闭门不出，著成一本《试为批判无上的天启》呈送给康德。康德就将这位赤贫但自视甚高的费希特介绍给波罗夫斯基，协助该书于1792年复活节隐名出版。当时大家看到封面和印刷地点，都误认为是康德有关神学的著作，费希特因而声名大噪。1793年莱因霍尔德应聘基尔（Kiel）大学，他在耶拿大学所遗的讲座遂由费希特接手。费希特当时十分敬仰他的先生及恩人，1793年9月20日还在信中说：“思念着你成了我的天性呢！”后来由于哲学方向的转变，才渐渐与康德疏远。

康德哲学在非德语系国家的影响愈来愈大。1794年6月俄罗斯的彼德堡科学院聘康德为院士，1798年意大利科学院将康德列入四十位不朽人士之一。在荷兰、丹麦、英国，有人称康德为“时代的救世主”、“伟大的哲学家”，并将批判哲学视为“不朽的理论”。法国则由于大革命的关系，对于康德这样平和的哲学一时较难接受，但1795年以后则不然。有一则谣传，称法国曾派遣席耶（Abbe Sieyes，1748—1836）谒见康德请求他协助审查宪法草案。这大概是由于康德素以提倡自由著称，且对法国大革命深表同情，因此才有这么一段谣传。

1791年初夏，柏林谣传沃尔讷进谗言于国王，要求禁止康德的著作。同年9月康德发表《论辨神论中一切哲学尝试的失败》，启发人们在信从某种哲学学说前，须先对之详加审辨，对于宗教的伪善则公然表示厌恶。尤其在末章的附注中，明白指摘沃尔讷与黑尔美士（Hermes）等人。

事实上，除了宗教的原因外，还有一个政治上的考虑。法国大革命对旧世界的冲击，远超过美国独立战争。当时共和派人士在法国执掌政权、审讯国王……引起欧洲各国的侧目。自由派人士当然对革命表示同情，但普鲁士政府则视之为洪水猛兽。因此1792年3月5日的法令更加严厉了，国王威廉二世被保守派所包围，强迫素畏清议的内阁厉行严峻的法令，压迫新文化运动家和讥讽宗教的人士。而康德在二月间，早已预料到将有更进一步限制言论自由的法令要颁行，尤其是禁止讨论与神学有关的问题。于是康德将刚写就的论文《论人性中的根本恶》，于付印前呈递给柏林检查局审查，不料竟获得许可，理由是“这是专为那些判断力很强的学者所研究的”。但是不久，当康德要发表《论人性中善的原则与恶的原则的斗争》时，则与《论人性中的根本恶》同时被查禁。这两篇论文在1793年都被收入《纯粹理性界限内的宗教》一书，康德将文稿先送交哥尼斯堡大学神学系，问他们是否要求审查，或者交给哲学系审查。当该系决议交哲学系审查时，康德就将文稿送往耶拿大学哲学系，而获得许可。

提出纯粹共和与世界政府的理想

1793年康德新著《论俗语：这在理论上可能是对的，但在实践上不适用》，没经过检查，也没请求允许，便于同年9月发表了。该书并未论及宗教，而是探讨知（理论）与行（实践）的关系。最主要的是第二部分讨论国家法，在此康德将自己的政治的见解尽情吐露，字里行间虽未涉及革命，但精神上显然是在为它辩护。法国名人根慈（Gentz）说：全书包含这般丰富为人所激赏而不为人所理解的人类法律的全部理论，这理论从康德沉默谦逊的理性态度中，朴实无华地表现出来。康德十分在意用安全而和平的论调，以免被有心人找到攻击的口实。正是基于这层考虑，他才婉拒将1784年的旧作《在世界公民观点下的普遍历史理念》再版的要求。康德深信“经由革命，个人的专制以及贪婪心和权势欲的压迫固然可以一扫而空，但绝不会出现思维方式的真正改革，而是新的成见将和旧的一样，成为驾驭没有思想的广大人群的助行带（按：提携幼童学步的布条）。”

起先康德的态度非常温和，但国王仍于1794年3月发文给沃尔讷道：“康德遗害人民的著作，必定存在不久了。”因此，康德5月发表《论月球对气候的影响》，文末对时事有一个讥讽的暗示。7月发表《论万物之终结》，则显然是反政府的论调：前两段从所谓事物的终结中，显示出他对神学持纯粹道德的、反对神秘主义的观点；末段讨论由于人类的愚狂导致反乎自然的“万物之终结”。他以犀利的笔调写道：“有批既没能力又没智能的人，试图使宗教成为全民族的一个强而有力的法器，这方法便是威权与戒律。也因此基督教最可贵的博爱精神便丧失殆尽了。由此看来，反对基督教的人，也将实施他本于私利的不能持久的统治了。”这篇论文刊出后，便盛传有人想压迫康德，要求他否认自己的主张或辞职。1793年普鲁士与奥地利、西班牙结盟攻打法国的共和政府，因此普鲁士政府不愿再坐视康德对法国大革命深表同情的态度。

1794年10月1日普鲁士政府以“国王陛下特别命令”的形式，由沃尔讷亲笔拟稿，对康德下令：“本政府许久以来，对于该教授妄用他的哲学在《纯粹理性界限内的宗教》一书和其他短篇论文中，发表轻蔑圣经与基督教的根本原理，深为诧异。这等举动，绳以为人师表之义与本政府期望之殷，均属悖谬不恭，应自知悔悟，以图改善。本政府兹特郑重声明：今后该教授一切著作，应切实负责，免干法纪；并希勿再有与该项著作类似书籍发现，致引起社会的非难。宁可安守本分，善保令名，为我祖国争光；否则故意抗命，视法令如具文，我们惟有执法以随了。”这道命令并没有置康德于极困难的处境（如免职），但显然有限制其言论自由之意。康德于10月12日收到这道“特别命令”后，即刻上了一封回书，详细解释被人指摘的各点，覆书的要旨，发表在四年后出版的《学科间的争执》的序言中，大意是，“身为青年的教师”，他采用包姆加顿的教本，素来遵从划分各学科的旨趣，从未涉及圣经和基督教等问题。关于《纯粹理性界限内的宗教》一书（绝口不提“其他短篇论文”）只不过是为一批专门学者所著，何况他们还需本着个人的学识和意志，这是自由研究学问的特权。他在书中并未诋毁基督教，只是有些批评自然宗教的字眼。他其实对圣经和基督教非常钦敬，而且也非难一般越轨的行为。所谓越轨的行为是在舆论界引起群众对“神秘”的怀疑，而舆论界系指在学校、教堂或通俗的论文，至于大学则不在其中。他在书中明言，基督教与“最纯洁道德的理性信仰”互相调和，就是他推崇基督教的明证。他说他现在已经七十一岁了，来日无多，句句出自肺腑。将这些话写出，呈递上去，作为一封“负责的信”。至于将来的态度，他说，为免一切嫌疑起见，“身为陛下的奴仆”，此后关于宗教问题将绝口不提了。

虽然不碰宗教问题，康德在其他学科，尤其是法学，仍然依照批判哲学的方法，努力不辍。1795年他发表一篇极有价值且脍炙人口的“哲学”论文《论永久和平》，提出纯粹共和与世界政府的理想，要求每个国家的组成应根本上合乎道德的基本原则，人类社会才能逐渐迈向永久和平。此文一出，广受欢迎，不久就再版了。此外，1797年康德出版《法学的形而上学原理》一书，这可说是他讲授自然法课程三十余年的结晶，运用批判的方法，探讨权利与法律的本质，是一部自然法学（Naturechtslehre）的经典之作。

留下宝贵哲学遗产　影响绵延不绝

这时普鲁士就要和法国议和了，对康德言论自由的限制可望得到缓解。1797年11月10日威廉二世国王崩殂，康德及其门生与同事终于能够重见天日了。

先是政府以“特别命令”申斥康德的时候，勒令哥尼斯堡大学的神学系与哲学系教授不得研读《纯粹理性界限内的宗教》，也不得讲授康德哲学，因为政府将之视为异端邪说。1798年秋在《学科间的争执》序言中，他说，他在那封“负责的信”中几经斟酌才选定了“身为陛下的奴仆”这个用语，意思是说，并非永久，而只是陛下在位之日，他暂时放弃个人言论自由的权利罢了。《学科间的争执》是他生前最后一部巨著，也是他学术上的遗嘱。在与政府冲突时已写就了大半，主要在论述他的学科（即哲学）与其他学科（尤其是神学）的差异所在，同时并就这些学科的不同之处足以引起争议的地方予以调和。

康德晚年生活仍一如往昔，十分规律。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名闻哥斯尼堡的午餐会。午餐是康德一天中惟一的正餐，一般来讲，康德习惯邀请二到五位朋友一起进餐，因为他的餐具就只有那么多。他会亲自规定菜单，客人于十二点三刻便聚集在他的书房。当老仆人进来报告：“汤已经放在桌上”，客人就鱼贯而入饭厅，依序就座，如果有人要祷告，康德会强令他坐下。席上只有三道寻常的菜，可烹饪却十分讲究：炖牛肉加自制的芥末，豌豆泥和烤肉。此外，就是应时的蔬菜，再加上美酒两坛。用餐时，他最喜欢有人和他攀谈，绝无虚文客套。话题相当广泛，举凡与自然科学或人类有关的问题，他都兴趣盎然。尤其好谈的便是法国最新的政情发展。有理由的相反意见，虽不同意，却能忍受，甚至可以煽起他进一步讨论的兴趣。但强词夺理的言论，则不耐倾听。法国大革命时，他的精力与心神都一头栽进这个问题里。直到1798年为止，每次餐聚必定提及有关法国大革命的话题。这个午餐会一般在下午四点结束，偶尔延后，但不晚过六点。瓦吉安斯基说，当客人“享用了这顿苏格拉底式的午餐，精神与身体都吃饱了，个个活跃舒畅。”

康德惟一的弟弟是小他十一岁的约翰·亨利，他在哥尼斯堡大学神学系毕业后，当了十六年的家庭教师，后来在外省当了高校校长与乡村牧师，胜任愉快，育有四个儿女。当1800年约翰·亨利去世后，孤儿寡母伶仃无依之际，康德每年接济他们六百马克。三位侄女都是伯父在世时出嫁的。康德在遗嘱中交代他们，他的财产除去六万马克外，全由他弟弟的家人继承。康德的三位姊妹也全由他扶养，后来都和手艺工人结婚。姐姐嫁给一位织布工人；大妹离婚后，生活仍由康德照顾。至于幼妹芭芭拉婚后不久便孀居了，她很忠心尽责地服侍晚年的康德。康德之所以未能成婚，和他沉重的家计负担是分不开的。

康德身体自幼即十分孱弱，身高只有154公分，平坦而微向内凹的胸膛，遗传自母亲。一副深绿的双眼，晚年左眼失明二十年，却一生没有用过眼镜。他一生很少病痛，活到八十高龄，这主要得力于数十年规律的生活。他以惊人的毅力，在五十七岁出版《纯粹理性批判》后，陆续完成《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纯粹理性界限内的宗教》、《论永久和平》、《道德形而上学》、《学科间的争执》等皇皇巨著，为后人留下宝贵的哲学遗产，其影响至今绵延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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